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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代序：对中国经济史的重大贡献

曾小萍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历史领域源源不断地出现了新著作，

它们加深了我们对帝制晚期和民国初期的中国经济史的理解。这些著作得益

于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其既有官方保管的，也有私人收藏的。诸多学者利用

这些文献宝藏，讲述了既有充分的实证分析，又有重要理论性的故事。如此

一来，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挑战了早先对中国历史的描述。

他们将中国的案例作为比较经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的探

讨。

张萌的新研究就是这种新学术成果的一个突出例子。正如书名所示，它

的主题是清代的木材市场，其显著推动了官方和私人的建造活动。可持续性

是故事的关键线索，复杂的贸易网络取代了官方采办，满足了民间各方日益

增长的需求。那些既支持可持续林业，又支撑原木市场的制度，依赖于强大

的私人秩序体系（private ordering），是明清中国的法律体系的核心。虽

然其他著作已经对其中的一些机制有所讨论，但张萌讲述了它们的运作、相

互依存的演变以及对林业的适应，她的研究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禀赋、清代

国家对商业实施的日益自由放任的政策，以及帝制晚期边疆和边疆群体的作

用，都有新的启发。

张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她修正了过去对中国忽视森林资源的叙

事。既往常见的历史著作指出，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寻找建筑木材和开发用于

定居的土地，破坏了高地的森林，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灾

难。然而，这些著作很少谈到帝制晚期中国通过补充森林资源，为主要以木

材为基础的皇家和私人建筑提供原料的做法。张萌在开篇考察了清代国家的

木材消费，以及国家转向依赖市场购买来满足对木材的需求（巨大的古老原

木除外）。在这个过程中，她启发了对清代经济政策的更全面的理解，提供

了国家努力公平对待相互竞争的商人团体和保护商人免受腐败的地方官员压

榨的证据。不过，本书前半部分最出彩的地方是她对人工林在中国经济中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的讨论。

人工林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古老天然林枯竭的问题——世界上其他许多地

方都通过国家监管和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办法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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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这种投资是由种植林木的土地的所有者、投入劳动力的租户以及

出于其他诸多经济动机而加入的人共同分担的。这种生产体系沿用了历史悠

久的股权所有和股份转让的传统，利用契约来分配各种各样的产权的做法，

以及源于宗族关系的“法人”所有和管理制度。在像林业这样的行业（我们

在自贡的制盐业和其他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制度创新），从种植到收获和销

售木材的时间平均为三十年，上述体系使得投资者分散了风险，并提供了必

要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在张萌的叙述中，它还创造了参与可持续实践行动的

激励机制，至少在20世纪洋木进口之前，它保障了中国林业的蓬勃发展。

尽管张萌对清代山地林业的讨论是复杂的，但她提供了关于股份持有的

作用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深刻根源的最清晰案例之一。由于她的主要案例取自

中国西南边疆，它们也证明了私人秩序机制的扩散，以及主导股权持有和通

过契约交易资产的习俗，越发具有全国性。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本书成为

对中国经济史的重大贡献。而本书的后半部分在论述木材出山后的市场情况

时，对这一特定行业的细节的掌握，以及对牙行等中介机构在提供信贷和市

场信息等方面的作用的分析，同样引人注目。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行

会以成员和国家之间的调解人的面貌出现，并最终成为商会这一新机构的组

成部分。张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行会的优势地位源于它们能

够为成员提供一种庇护，使他们不必直面迫切需要增收并提高了向个体商人

的直接课税力度的晚清国家。获得行会成员资格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尤其是

以行会名义向国家履行成员商人的差务），是成员遵守行会规则、维持良好

声誉的强大动力。这反过来又赋予了行会在成员之间执行合同、惩戒违规者

等方面维持一套共同规范的权力，这些规范又往往得到国家的认可。随着司

法机关——包括地方衙门和通商口岸的会审公廨——在20世纪的商业纠纷诉

讼中变得更加活跃，这些行会凭借它们积累的权威在商业诉讼中发挥了持续

的作用，至少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本书是对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史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的重点研究。在

中国市场上交易的货物的数量和价值的定量数据总是很难获得，特别是帝制

时期的。张萌为提供可靠的估值付出了艰辛努力，其中一个例子是，她创造

性地利用常关收入的定量数据和零散的关于原木和木筏大小的定性数据来估

计1725年至1850年期间到达南京的原木数量——在1850年前后，太平天国运

动中断了木材贸易。她对史料所处的历史情境的把握也值得赞赏。对于不熟

悉帝制中国的政治经济细节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所需了解的背景信息。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本书熟练地将一套复杂的制度和实践的影响整合到一

起。它应该会吸引比较历史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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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2年1

月第6卷第1期，第189—191页。经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翻译成中文并在本书

中使用。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主要研究近

代中国法律和经济史等，著有《州县官的银两》《自贡商人》等。标题为编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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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K.西瓦拉马克什南

近年来中国和东亚环境史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使得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

不同时期的关键议题。本书探讨的明清时期的议题，就得益于学术界对中国

帝制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中自然资源的管理、保护以及商品市场的区域和比

较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19世纪末以前复杂的生产制度、广泛的市场整

合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木业经济基础设施。

张萌加入了这场复杂的学术对话，她对明清和近现代中国木材市场的研

究清晰而透彻。她细致的研究成功揭示了在一战前的两个世纪中，存在一个

广袤地域中的各类木材的流动和木材资源供应的结构。木材对城市聚落、航

运、商业、战争和各类庙堂殿宇乃至当时的家用生活和小规模开发都至关重

要。她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木材生产以及人们通过复杂的市场制度加工、运

输和利用木材的历史，而这些市场制度只受到官府和国家官员松散的监管。

康拉德·托特曼：《绿色列岛：前工业时代的日本的林业》（The Green

Archipelago:Forestr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自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对日本森林史作出开创性的研究以

来，还没有哪项关于东亚森林管理和商业造林的研究对近代时期的再生林业

和生产性林业进行了如此生动的描绘。 在托特曼时间跨度更大的叙述中，

在不计后果的森林砍伐之后，国家管控与市场化相继发展出来。而在这本书

中，张萌聚焦的是极具特色的市场发展，以及政府在维护或指导市场方面的

相对缺位。

这就引出了一部精彩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它聚焦于木材种植者、

伐木工、运木工和商人。它揭示了数世纪以来，这些参与者在长江上下游地

区构建起了可持续且持久的木材经济。我们借此对中国南方林业发展中的产

权、期货市场和信贷关系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为对一种成材周期长、运

输成本高、需求周期波动大的商品之研究，本书没有流于国家控制和自由市

场之争的陈词滥调，而是巧妙地将生态史和经济史融合在一起，同时考虑了

树木和森林的物质属性及其产品（尤其是木材）的商业文化建构，令人眼前

一亮。张萌独到地分析了木材生产中的流动性问题，并将之与杉木的生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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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结合，从而揭示了树木在塑造金融工具方面的生态能动性（ecological

agency）。

如果说产权问题揭示了生产经济，那么对商人行会、金融家和牙行经纪

人的研究就揭示了交易系统。这些牙行经纪人撮合买卖双方，成为木材供应

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张萌全面讲述了早期近代中国木材市场发展的各个阶

段，包括国家的木材采办，大型木材的私营经济、生产区域和贸易路线，以

及为经营提供资金、执行合同的机构。对于中心城市和边缘农村之间的系统

性区域差异，以及进入20世纪后木材市场对森林砍伐扩张的调适，本书都进

行了深入考察，并且兼顾地方多样性和长期的动态变化。本书广泛运用了相

关史料，包括过境税记录、法律公牍、判决文书以及行会行规等。

大卫·费德曼（David Fedman）：《控制的种子：日据朝鲜的森林帝

国》（Seeds of Control: Japan’s Empire of Forestry in Colonial

Korea）。

这本书中许多独到的见解来自对国家和私人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的

详细记录。在众多例子中，最典型的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组织，它们成为地方

商业税收结构的一部分，从而既获得了合法性，又使得官方无需设置功能平

行的机构。在本书的最后，张萌将我们引入极富吸引力的20世纪的开端——

中国、沙俄和日本围绕林业产品贸易展开的帝国竞争。而其他著作展现的这

段历史，特别是对日据时期朝鲜的研究， 很好地补充了张萌的成果。

本书的叙述将众多材料融会贯通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提炼出令人

信服的论证，且佐以杰出的写作，必将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所欣赏。同

时，本书也将引发读者对一些议题的普遍兴趣，包括森林史、可持续的自然

资源管理，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土地管理、木材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问

题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作者为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森林的环境史与政治人类学

等，华盛顿大学“文化、地方与自然”（Culture, Place and Nature）丛书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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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如果没有许多人的鼎力相助，我不可能进行研究并撰写本书。首先，我

最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国斌（R. Bin Wong）、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他们不断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从

一开始就指引着我的学术之旅。这本书在方法上受到加州理工学院——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经济史小组的启发。在小组会议上，预设被质疑，假设

被推翻，假想的历史成为趣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必须相互理解。我也从

罗威廉（William Rowe）、马世嘉（Matthew Mosca）和拉里·尼尔（Larry

Neal）的反馈中受益匪浅，他们通读了我的初稿，并拨冗参加了我的书稿工

作坊。

许多人影响了这本书的写作。与孟泽思（Nicholas Menzies）、马立博

（Robert Marks）、贝杜维（David Bello）、孟一衡（Ian Matthew

Miller）、约翰·李（John Lee）的对话推动了我形成对林业史和环境史的

看法。倪玉平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我有幸借鉴了他在清代常关和

商业税收方面的研究。和戴史翠（Maura Dykstra）在研究生期间的多次讨

论，深化了我对中国商人组织和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解。弗朗西斯卡·特

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奥斯卡·基尔德布伦（Oscar

Gelderblom）和内奥米·拉穆鲁（Naomi Lamoreaux）强烈建议我将中国的长

途贸易和经济制度置于全球框架中。我感谢在研究的各个阶段给予我启发的

各位师友：梁其姿（Angela KC Leung）、郭丹妮（Amy Gordanier）、郭安

瑞（Andrea S. Goldman）、金田（Aurelia Campbell）、布拉德利·坎普·

戴维斯（Bradley Camp Davis）、史瀚波（Brett Sheehan）、兰德（Brian

Lander）、陈博翼、曹树基、王紫（Chelsea Zi Wang）、张勉治（Michael

G.Chang）、克里斯托弗·柯金斯（Christopher Coggins）、邱澎生、薛凤

（Dagmar Schäfer）、严冬、朵拉·科斯塔（Dora Costa）、高彦颐

（Dorothy Ko）、柯丽莎（Elizabeth Köll）、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伊桑·西格尔（Ethan Segal）、罗友枝（Evelyn

Rawski）、吉斯林·莱登（Ghislaine Lydon）、吉列尔莫·鲁伊斯——斯托

维尔（Guillermo Ruiz-Stovel）、霍莉·斯蒂芬斯（Holly Stephens）、陈

惠颖、珍妮特·亨特（Janet Hunter）、杰西卡·戈德堡（Jessica

Goldberg）、王迪安（John D. Wong）、约书亚·赫尔（Joshua Herr）、约

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朱迪·斯蒂芬森（Judy

Stephenson）、卡尔·阿普恩（Karl Appuhn）、彭慕兰（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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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eranz）、乌兰、王路曼、玛格丽特·万（Margaret Wan）、米莉安

（Miriam Kaminishi）、贾楠、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帕特里克·威

利斯（Patrick Wallis）、濮德培（Peter Perdue）、菲利普·霍夫曼

（Philip Hofman）、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郝瑞（Steven

Harrell）、麦哲维（Steven Miles）、苏德维·谢思（Sudev Sheth）、

Sunkyu Lee、黄德尊（Tak-Jun Wong）、杜博思（Thomas DuBois）、罗斯基

（Thomas Rawski）、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池翔、郝晓雯、王一

（音译）、王悠、赵思渊等。

我很荣幸能加入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历史系，在那里我感受到最温暖的

善意。我要特别感谢伊丽莎白·德拉蒙德（Elizabeth Drummond）、艾米·

伍德森——博尔顿（Amy Woodson-Boulton）和卡拉·比特尔（Carla

Bittel），他们的学术洞察力、实用策略和精神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贝拉明

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提供的研究支持使我在入职初期能够举办本书的书稿工

作坊，该工作坊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我得到了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的研究资助。

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没有它们，我不可能搜集

到本书所用的史料。我要感谢以下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鲁道夫东亚图书馆（Richard C.Rudolph East Asian Library）、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四川

省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

院、“中研院”史语所。

我非常感谢以下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它们为我的旅行和研究提供的资助：

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世界经济史大会（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东亚环境史协会（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w and History）、商业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加州大学经济史小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中心、耶

鲁大学经济史研讨会、耶鲁大学亚洲“木材时代”会议（Wood Age in Asia

Conference）、南加州大学中国研究小组、哈佛商学院商业史项目、加州理

工学院早期近代史小组、乌得勒支大学、匹兹堡大学中国研究暑期学院

（Summer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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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sburg）、金博士基金会东亚科技史研讨会（D. Kim Foundation

Workshop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洛里·哈格曼（Lorri Hagman）及整个

优秀的团队，他们耐心地引导我完成本书的出版。特别幸运的是，我有两位

杰出而敏锐的审稿人，他们提出了关键的结构调整建议，极大地完善了本

书。我很荣幸K.西瓦拉马克什南将本书纳入“文化、地域和自然”

（Culture, Place, and Nature）系列，并通过他深刻且具有启发性的代序

将本书置于更大的主题之中。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期刊文章的形式发表：《上海的木材贸易组织：机

制、执行与纠纷解决1880—1930》（“Timber Trade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Institutions, Enforcemen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1880—

1930”），载《亚洲研究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14卷第2期，2017年；《为市场导向的重新造林融资：中国西南

的林地证券化与股权实践1750—1990》（“Financing Market-Oriented

Reforestation: Securitization of Timberlands and Shareholding

Practices in Southwest China, 1750—1900”），载《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第38卷第2期，2017年，并经两家期刊允许在此转载。感谢

东洋文库和杜克大学鲁宾斯坦珍本手稿图书馆（Rubenstein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惠允我在本书中使用其馆藏历史照片。

回溯到更早的时候，我要感谢母校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和邓小南教

授，正是他们在十年前激发了我对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学科的兴趣，并鼓励

我攻读研究生。我希望他们能将此书视作一份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汇报。我最

感激的是我的家人对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父母支持我所有的努力，尽管他们

不得不接受女儿远在他乡，做着他们无法向困惑的邻居解释的事情。我们的

中国式大家庭总是将团结、温暖、干预和戏剧性的生活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让我在千里之外满怀思念。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王烨，还有我们的

狗狗八戒，他们的幽默和顽皮伴我度过了这场激烈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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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单位与相关术语

参见相原佳之（Aihara Yoshiyuki）『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

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0

頁。

在木材贸易中，原木的测量是依照圆围（原木在成年人眉眼高度的周

长）来进行的，并以此为基准，在一个名为“龙泉码”的木材检量系统中被

分为不同的等级。官方档案中有时会测算直径，但更多的情况是测量圆围。

在本书中，我保留了以圆围测算尺寸的方法，以便读者清楚地了解史料中不

同等级木材的分类。当今使用的标准度量是胸高直径（dbh），可以通过圆围

除以π来推算。为方便读者理解，我视情况附加了这一度量信息。对于度量

单位，本书的英文版使用“foot”来翻译中国的“尺”；1尺现在被标准化为

三分之一米（约1.09国际标准英尺），但它的确切长度在历史上因地区和行

业而异。在清代木材贸易中使用的“滩尺”有一些地区差异，约为34.2厘米

（1.1国际标准英尺）。 此外，1丈等于10尺，1尺等于10寸。

有关清代的货币制度和不同货币单位的详细研究，参见林满红《银线：

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第xxiii—xxv页。

在这本书所涵盖的几个世纪里，白银作为大规模交易的通货，存在不同

的物理形式，其计算单位也略有差异。在清代，未铸造的银两和进口的外国

银元都在流通，计量单位为“两”。按不同的标准，“两”的重量在33.99克

至37.50克之间。 此外，1钱等于0.1两，1分等于0.1钱。民国时期，有不同

银行铸造的银元以“元”为单位在流通。对本书的广泛分析而言，这些差异

无关宏旨。我保留了原始史料中使用的数值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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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沿长江的

旅途中看到了木簰，并对其奇特的外观评论道：

马嘉理著，阿礼国编：《马嘉理行纪》（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第126页。

从近处看去，［木簰］像是一个漂浮在水面的熙来攘往的村庄，再近些观察，

不禁要赞叹其构造之精巧。长木紧实地捆扎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而紧凑的木簰，

中央整齐地搭有板棚，供排工居住。木簰的前端被削尖，形似船头，排尾则延伸出

安放舵杆的回廊。长江的湍流带着木簰全速而下，但它们也配备了巨大的棹，需要

10到12人合力操纵……通常，三四具这样的木簰连在一起，一组接着一组排成一长

串，为了便于联络，还会有一只小木筏居间游走，由五个人划着，以满足木簰的所

有需要。它的样子就像一只长腿水黾，时不时猛地划过水面。 

例如，关于汉口长期以来的火灾隐患和预防措施，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

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第158—168页。

马嘉理目睹了清代木材贸易运作的现实场景（图0.1），这一跨区域的长途贸

易体系横贯长江及其支流。木材在前现代等同于钢筋混凝土，毫不夸张地讲，它是

帝制晚期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构件。在数百座遍布于中国最富庶区域的城市和集镇

中，建造戏院、行会、庙宇、祠堂、妓院、餐馆、茶室以及其他早期近代城市生活

的标志性建筑都有赖于木材贸易的供给。到18世纪晚期，总量庞大的木材贸易每年

为长江下游流域带来至少500万根原木。类似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样出现在长

江中游地区，得益于木材供应的贸易网络，其在上游区域也有较小程度的发展。木

材搭建的城市很容易毁于大火，之后一切又要在灰烬中重建。诸如杭州、汉口和南

京这类一流商业中心，也是出了名的易发生火灾的城市，因为城中木结构建筑密

集，火势极易蔓延。 除了营造建筑，其他必需品——包括棺木、家具、舢板和马

车——都需要市场不断供应大小和品种各异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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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江西境内长江上的木簰，1930年

资料来源：「長江の筏」，『亜東印画輯』，5, no.79（1930）：81。引自东

洋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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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18—19世纪的木材市场、贸易路线和榷关示意图

随着这一需求不断增长，一个跨区域的贸易结构在几个世纪中应运而生，并扩

至数千英里，这得益于由生产、采伐、运输、投资、交易和税收所构成的复杂制度

体系的支撑。图0.2展示了这一贸易结构在18、19世纪全面扩展时的概况。在相对

低税和监管放任的情况下，这一广阔的市场确保了朝廷能够获得稳定的木材供应

——这虽然在木材市场的体量中所占的比重甚小，但对于维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至

关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人口压力和森林砍伐加剧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也

保证了民用消费所需的木材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回馈耐心的长线投资和

鼓励市场参与来实现这一点的。这样一来，所有在供应链上的人——种植者、伐木

工、排工、木商、牙人、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都可以从中获利。

唐力行：《明清徽州木商考》，载《学术界》1991年第2期；李琳琦：《徽商

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振忠：《太平天国前

后徽商在江西的木业经营——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抄本研究》，载《历史地

理》第28辑，2013年。

关于两千多年来中国森林砍伐过程及其区域差异的概述，参见伊懋可《大象的

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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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China），第19—85页。关于中国帝制晚期边疆地区的环境变化，参见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Chin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第五章。

长期以来，木材贸易一直被认为是帝制晚期中国最重要的跨区域大宗贸易之

一。商业史学者已经探讨过大木商们所累积的巨额财富。“盐商木客”这一俗语暗

示，持引盐商与木商在江南市场的商贾中地位显赫。 环境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国家

采办木材和私营市场消费对中国天然林的破坏。 然而，就木材贸易结构和数量的

制度变迁而言，以往的文献鲜有提供统计证据，使得许多学术讨论缺乏扎实的实证

基础。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追溯木材市场的历史演变并澄清一些普遍的误解。第一章

探讨朝廷如何采办木材，第二章利用常关税收数据还原当时的大众市场。

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明清时期国家对本草药材的采购中，参见边和《物以为

药：明清中国的药学文化》（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第二章。

这里需要强调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国家采办木材的相对规模，第

二个涉及产出木料的森林类型。在明清时期，国家以皇家营造为目的的采木方式经

历了重大转变，从直接组织徭役的采伐制度转变为以低价从市场获取现成木材的采

买制度。实际上，后者相当于对木商征税。这一变化绝非仅限于木材，它大体上与

帝制晚期国家管控经济的式微和市场经济的普及相一致。 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奏

折、方志中经常批评帝王的奢靡铺张，并将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归咎于帝王对宏

伟宫殿和陵寝的痴迷，但皇木采办对中国中部和中国南方森林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

限。事实上，皇木的专官采办集中于西南广袤老林中少数容易进入的区域。此外，

到17世纪时，皇木大多来自人工林而非天然林，不是通过徭役采办，而是使用货币

采买现成木材，且皇木采办的数量只占市场供应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南方许多山区

发展起来的人工林，在广阔的区域贸易网络中通过紧密相连的商业节点和脉络分

销，成为供应大众木材消费的最重要来源。

可持续性与制度：定义

木材贸易体系的持久和广阔范围产生了两个问题：几个世纪的稳定木材供应是

怎么维持的？范围超过一千英里的商业网络是怎么维系的？一套可持续市场的制度

机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该机制将激励参与者的措施同资源再生、市场参与和公平

交易结合在一起，尽管解决方案并非绝对如此。

关于“可持续性”的不同定义以及在不同学科中的突出意涵，参见Foy，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nvironmental

Assets”; Turner，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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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enstein, “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a Sustainable World”; Ludwi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Gatto，“Sustainability:Is It a Well

Def ined Concept?”。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尽管这个术语的一般含

义已广为人知，即系统和过程的持久性，但是“可持续性”在不同的专业和学科中

具有不同的定义和重点。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所使用的定义

虽然涵义重叠，但各有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的优先考量。应用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关

注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福祉的内在联系：应用生物学家关注可再生资源（森林、渔

业等）的可持续产量，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求目前的经济活动不能给后代造成过

量负担。社会学家还注意到，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解决之道方面，社会

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研究路径虽然关注点不同，但大多是以人为中心的。它

们着眼于人类的长期福祉，试图推动环境管理的改善。不过，生态学家提出更高的

要求，他们强调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可持续性。相较于可持续产量和可持续经济发展

的要求，“强可持续性”要求生态系统多样性不受人类的明显干预，这对人类活动

的限制更为严格。 

伊懋可：《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刘翠溶、伊懋可主

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我的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银行的一致。参见伊斯梅尔·塞拉杰尔丁

（Ismail Serageldin）的著述，他是世界银行首任负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副行

长。伊斯梅尔·塞拉杰尔丁：《让发展可持续》（“Making Development

Sustainable”）；伊斯梅尔·塞拉杰尔丁：《可持续性与国家的财富》

（Sustainabilit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历史学家伊懋可对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的著名批判以及受其启发的

一系列文献都隐然将“强可持续性”的理念作为评价标准。我认为这既在实践上不

现实，亦在思想上有所局限。 无可争议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来，人类

的多数行为已经给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动植物群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但对“强可持

续性”理念的执拗会妨碍我们理解多种人类实践在操作层面的不同影响——其中有

些实践方式，相较于其他，能够在更长的时段，以更低的成本维持。本书中使用的

“可持续性”意指在可持续产量和可持续经济过程意义上的“弱可持续性”。这一

以人为本的进路是基于一种认识，即人既是所有发展活动的执行者，也是这些活动

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的主动参与是任何可持续资源管理制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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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下游密集开垦带来的生态问题（特别是玉米种植的毁灭性影响），参

见安·奥斯本（Anne Osborne）《高地与低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

动》（“Highlands and Lowland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under the Qing”）。

在木材供应方面，我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的森林资源可持续性。在木材贸易方

面，我关注的是长途商贸业务和信贷安排的可持续性。这两方面的可持续性相互交

织，两者的密不可分证明林业和市场对彼此的重要性是对等的。然而，就维持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而言，基于市场的木材生产及贸易体系并不能做到可持续：面向市场

销售的林木种植主要是单作种植，达不到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的水平。虽然如此，人

工林依然具有宝贵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加强当地的水供应、土壤保护和碳储存。

在环境和经济上，这种更新造林制度比不受管制的滥砍滥伐或山地开垦的可持续程

度更高——在后一种情况下，明清时期人们种植玉米和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造

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问题。 因此，与其定义一个“可持续性”的绝对

标准，不如将之看作在生态、经济和政治等相互关联的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可持续

强度的光谱。与前现代世界其他常见的森林资源开发系统相比，商业化的林木再造

确实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木材采伐制度。这一自然要素与人类社会成功协调的历

史先例，即便不是生态上的理想状态，也能够极大地启发当代的环境政策和制度路

径的实施。

维系木材资源和长途贸易网络并非易事。这一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参与者都面临

各自不同的挑战。试举几例，一个种树者会担心他不能及时盈利以筹备儿子的彩

礼，因为苗木还要五年才能成为可用的木材；一个流动商贩在通过榷关时会担心受

到官吏索要贿赂的骚扰；一个批发商在销售给新客户时对赊账十分谨慎，他担心这

个客户可能会拖欠账款并失联。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合理地解决诸如此类的

问题，木材的生产和贸易体系就不可能发展成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具有的令人瞩

目的规模和结构。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第3—4

页。

一个错综复杂的制度体系在总体上化解了这些挑战。所谓的“制度”

（institutions），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博弈规则”，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行为而人为设定的制约”。 成文的规章、惯例、行为准则

以及其他言明或未言明的规则，通过确定人们的选择集合和构造激励机制，为人们

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了框架。当然，任何规则，无论它们的正式化程度如何，都可能

被违反。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形式的“惩罚”便会启动。而所谓的“惩罚”，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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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程度不一而足，上到法律诉讼，下到社交中的些微尴尬。制度能否发挥其功能的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为发现违规和严厉惩罚而付出的成本之高低。

尽管理论学家倾向于区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通常由国家法

律确立，后者是定义更为模糊的社会规范，但在现实中这一区分要模糊得多。在早

期近代中国，界定市场空间的制度涵盖常设的国家建制到临时的地方调度、明晰的

私人秩序安排到模糊的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商。事实上，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的做法无法解释这些制度的互补性和相互联系。只有全面考察这些相互关联的

制度如何在一个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但又不一定正式化的

（formalized）市场领域中相互界定和演进，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早期近代中国的

林业实践和商业模式。

维系资源：产权、市场和林木再植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228—231页；安·奥斯本：《长江下游高地土地

开垦的本土政治》（“The Local Politic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Highlands”）；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高地的革命：中国的

井冈山根据地》（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第23—30页。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木材贸易总量的扩大，中国南方的天然森林日益衰退。市

场对木材的需求只是一个因素。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山岭间的高地密集

定居，他们砍伐森林，将开辟出来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土豆以及其他特别适应干

旱高地环境的新世界作物。高地的滥砍滥伐不仅导致了木材和燃料的短缺，还造成

了水土流失、河道淤积的连锁反应，以及因储水能力降低而出现的旱涝风险。在19

世纪，一些地区的这种生态破坏已经非常严重，随之加剧的是高地和低地社群间的

冲突。 

然而，在帝制中国晚期，一个明显的反向趋势是因市场销售而发展的林木再

植，这产生了大量的木材供应，也使得山地土壤免受侵蚀。20世纪初，跨太平洋而

来的木材大亨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在几次中国之旅中，遇到了从数百

英里外出发、沿长江而下的大型木筏。大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思索着中国木材可持续

供应的来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他们采伐这么小的木料时，他们的供应一定快耗尽

了。但经过调查，我发现每当有一小块土地的森林被采伐，人们就立即在这片土地

种上苗木，重新造林，几十年后，又有一整片林子可以采伐了……这就是我们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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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洋松（Oregon pine）的经营上必须面对的竞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市场对洋

松要求大尺寸而排斥所有的小尺寸……

罗伯特·大来：《罗伯特·大来回忆录》（Memoirs of Robert Dollar），第

72—73页。关于大来所说的小尺寸木材，这里的“小”是相对于其公司贩运的数百

年生洋松（Oregon Pine，又称俄勒冈松、花旗松、道格拉斯杉）而言的。

这是对美国模式的很大改进，美国模式是砍掉一切，不做任何再植。而这种中

国再植方法将给中国人带来持续的小木料供应。即使我们自认为比他们知道的多得

多，但从中国的知识之书中抽出一页仍为时未晚，这不是很好吗？ 

近年来，在国家推动的植树造林努力下，到2010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恢

复到20%以上。尽管官方数据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比

1950年和1990年要高。参见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228页；艾丽西亚·罗宾斯

（Alicia S. T. Robbins）、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改革时期中国森

林的矛盾与挑战》（“Paradox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Forests in the

Reform Era”）。

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世界视角中的中国环境史》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大来对中国形势的描述可能过于乐观了。就在他写作的时候，中国的森林砍伐

正在加剧。在1750年，中国约25%的地表由森林覆盖，但到1950年已缩小到不足

10%。 然而，林木再生确实在一些地方因市场销售而成为惯例。诚然，这样的做

法并不能扭转森林滥伐的总体趋势，滥伐是帝制晚期中国与早期近代许多其他地区

共同的命运。 然而，通过审视造林的制度，我们进而可以质疑简化的线性历史模

型的有效性，并有助于促成一种更精粒化的历史（f inely grained history），

我们借此可以从那些成功缓解环境保护和经济繁荣需求之间的常态矛盾的实例中得

出更有价值的认识。

周绍明对皖南“木材期货”发展的研究是一个特例。参见周绍明《华南新乡村

秩序的形成》，第六章。我在第三章对安徽和贵州的情况作了比较。

现有文献强调了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某些地区（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以及

西南（湖南、贵州、四川）山区的森林管理和植树实践的成功案例。[1]在所有这些

林木种植发展成一定规模产业的案例中，商业化是一个共同要素。随着跨区域经济

融合的加强，发达地区对木材的高需求并非仅仅摧毁了边缘地区的天然林。在许多

情况下，这种需求也为当地人提供了金钱上的激励，当林木再植是最赚钱的选择

时，他们会重新植树。然而，一个实际的难题却鲜有研究者关注——即使是最经济

的用材林，也需要几十年才能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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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林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期，才能从采伐和出售木材的

活动中获利，而在此期间的二三十年里都没有任何收入。造林业的这种特殊现金流

结构对前现代的农村家庭构成了严峻挑战。通过林地交易的书契，我们可以窥见现

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流动性问题——所有者所拥有的有价资产（生长中的树木）不能

轻易转换成现金或其他容易变现的（因而是流动性的）资产——在历史上是如何解

决的。第三章揭示了一个产权框架，它通过分割用材林地的各种权利和资产票据

化，解决了树木生长的长期性带来的流动性问题。所有权和租赁权越来越多地被划

分为在林木收获前可独立交易的股权，这些产权交易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将预期的未

来收益转化为现金流，以满足家庭的消费模式。这些做法为尚未实现的收入创造了

一个原始期货市场，并成功地在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农村经济中推动了商业化造林

的发展。

C. S. Holling, and Gary K. Meffe,“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本书中的跨区域比较研究表明，尽管当地条件各不相同，但在长江以南广大地

区的森林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关于股权和租佃的惯习。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造林具有

下列主要特征：山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私人而非国家；供市场销售的用材木是轮作

种植的；林地利润的回报以股份为基础；可分割、可流通的股份基于土地所有权和

劳动力投入而构建；通过书契转让股份。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现代浪

潮下，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造林经验似乎不合时宜。然而，尽管20世纪的环境政策

很大程度上强调公共规划和政府监管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重要性，但学术界也质

疑自上而下、所谓指挥控制的监管是否有效。经济学家批评这些政策成本高、效率

低且僵化，而生态学家则指出系统韧性（system resilience）的丧失通常会引发

不可预见的后果。 

Terry L. Anderson, and Gary D. Libecap, Environmental Markets: A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有关环境市场的相关研究，参见Freeman, Jody, and

Charles D. Kolstad,eds., Moving to Market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ssons from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Stavins, Robert N.,“Experience

with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除了基于政府的监管方案，学者们还考虑了基于市场的替代路径。与此相关的

主张是采取产权路径，通过“环境市场”推动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对某一资源确

立明确且强制性的产权，此举将净租金分配给了所有者，从而激励负责任的资源管

理；产权可转移，使人们能够对新的信息和价值作出灵活的反应。 中国南方林地

所采用的产权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市场”。有效的造林制度不仅提供了一个成

功的环境市场的历史实例，而且也促使我们超越关于国家所有与私人所有、指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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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经济激励的二分法的抽象论争，细致地审视特定产权框架所提供的具体激励措

施，并就地方制度中运行良好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维系贸易：市场准入、信息与契约执行

除了木材的可持续供应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涉及维持长途贸易所面临的挑

战。尽管这些挑战可能有许多表现形式，但其核心是与市场准入、信息和契约执行

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个行业是对新入行者开放的，还是被既得利益者所垄断的？

一个行商如何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潜在的贸易伙伴，又如何能找到有关其信用

和偿付力的可靠信息？当出现违约或纠纷时，可以利用哪些机制来确保执行契约？

强化市场开放和公平的有效制度是区域间木材市场的依托。没有这些制度的话，很

多交易就不会发生，木材的可持续供应首先会在流通层面受到威胁，继而通过连锁

效应波及生产层面。

原文为licensed brokerage，直译为“持帖经纪”，但考虑到持贴者就是指牙

行，为了方便阅读，统一译为“牙行”，内容所指相当于“官牙”，有别于无贴的

“私牙”。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关于这类商业组织的概述，参见刘广京（Liu Kwang-Ching）《中国的商人行

会：一次历史考察》（“Chinese Merchant Guilds: An Historical

Inquiry”）。

帝制晚期的中国市场以两套制度为特征：中间商和商人团体。撮合交易的生意

大多由持（牙）帖的中间商把持，不过未登记在册的小中间商（无帖牙人）也占有

一些利基市场。明清朝廷将牙行 作为其市场管理策略的中心，牙行承担在经济上

协调交易者、在行政上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任务。国家在不同行业指定商人团体

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中古时期，但自发建立的商人团体（一般称为行会、会馆或

公所）的激增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个新现象。 

近来对于这一观点的阐释，参见周琳《“便商”抑或“害商”——从中介贸易

纠纷看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的“官牙制”》。关于牙行的中文研究简述，参见林红

状《明清及近代牙行研究综述》。

有关商人组织经济功能的学术讨论回顾，参见莫克莉（Moll-Murata）《17至

20世纪的中国行会》（“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An Overview”），第223页；罗威廉《明清行会》

（“Ming-Qing Guilds”），第47—60页。

关于牙行，参见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戴史翠《千头万

绪：清代重庆商业纠纷的解决1750—1911》（“Complicated Matters：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Qing Chongqing from 1750 to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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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171页。关于商人组织，参见陈富美（Chen Fu-mei）和马若孟（Ramon

H.Myers）《应对交易成本：以清朝商人行会为例》（“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罗威

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第252—321页。

对牙行和行会的研究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个核心议题是它们在多

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市场交易，而对此的考察通常基于市场准入的视角。数量额

定的牙帖和对无帖私牙的革禁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牙行制度在清代越发地束缚了自由

交易。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商人团体是类似于欧洲行会（guilds）的垄断

组织。通过支持地方财政，商人团体得以获取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诸如限制成员

资格、约束竞争和操纵价格等在内的尝试。 对牙行和行会更为正面的评价源于它

们在提供信息和执行契约问题上的贡献。这些观点认为，两者的居中调解和信息共

享功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搜寻成本（searching cost）问题的良药，特别是对长

途贸易而言。 

大多数既有的研究要么是探讨国家层面的总体趋势，要么是着眼于某一特定地

区的牙行或行会，而无视贸易行当间的差异。对于特定贸易行当的动态描述更是少

之又少。一个好的动态描述应该涵盖同一城市内所有该行业的牙行和行会之间的互

动，以及不同市场的行会间可能存在的跨区域互动。我的研究聚焦于不同地域中与

木材有关的机构，并对它们进行跨区域的考察。本书第四章考察了木材市场中不同

参与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围绕长供应链进行木材贸易的机制。第五章探讨了基于

商人团体与司法系统的契约执行机制。对市场准入、居间调解和契约执行的研究结

果不仅适用于木材的贸易，也基本上代表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国家直接干预的

资本密集型长途大宗贸易的特点（与管控严格的盐或谷物的贸易不同）。

清代木业的市场环境介于理想中的自由市场与以卖方或买方寡头为特征的受控

市场之间，而更高层次的市场更接近前者。在木材贸易中，牙行和其他经济中介机

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撮合买卖双方和借贷双方。他们对于供需来源、市场

趋势以及个别商号和商人的偿付能力和历史都了如指掌，这使得他们在长途贸易中

至关重要。批发交易中参与者对牙行的依赖，更多的是因为后者的经济服务不可或

缺，而非仅仅因为他们在形式上满足国家的要求。

同样，提供信息和执行契约亦是行会向其成员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职能。

倘若没有抵御违约风险的有效机制，长途木材贸易就不可能真的仅靠信用完成。行

会的契约执行力的核心乃是以信息共享和集体惩罚为策略的信誉机制。此外，行会

和司法系统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契约履行制度。该制度自20世纪头十年来由

于商会网络的作用而进一步得到强化，后者促进了机构间的纵向交流以及跨区域的

横向争端的解决。正式的市场调控机关和由商人团体倡立的民间秩序构成了一个制

度统一体，它们共同定义了地方市场的商业规范。通过降低木材贸易的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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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以及遏制投机和欺诈行为，这些市场制度在木材供应链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林木及其生态物质性

杉木属（Cunninghamia）还包括原产于中国台湾的台湾杉木（Cunninghamia

konishii）。汉字的“杉”也可以指其他物种，包括日本杉（Cryptomeria

japonica），它在日语中被称为“スギ”（sugi），写法与汉字的“杉”相同。然

而，历史文献中的细节有限，无法完全区分具体的物种。整合分类学资讯系统

（Integrated Taxonomic Information System）：“ITIS Standard Report

Page:Cunninghamia”；Fu, Liguo,Yong-fu Yu and Robert R. Mill，

“Cunninghamia”。

杨玉盛：《杉木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俞新妥：《杉木的混农林业》。

人为设计的林业、产权、市场和法律制度从来都不只是在人际互动的场域中运

作，相反，它们受到自身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激发、促进、修正和约束。在本书

的叙事中，树木和山主、排工、商人、地方官员一样，都是历史的主角。造林的做

法本身依赖于用材林适应性广的生物学特性，其中杉木（fir）尤甚，松树次之。

中文中的“杉”对应的是杉木属（拉丁学名Cunninghamia），是柏科（拉丁学名

Cupressaceae）中一种笔直生长的常绿针叶乔木。在中国南方，“杉”主要是拉丁

学名为“Cunninghamia lanceolata”的杉木，在英文中惯称为“China fir”（中

国冷杉），因为它在形态上近似于真正的冷杉（Abies，冷杉属）。 为方便起

见，本书的英文版遵循英文中惯称的“fir”来统一表达中文中的“杉”一词。杉

木生长快、挺直、坚韧、抗虫，一直是华中和华南最广为使用的种植林树种。 以

马尾松（拉丁学名Pinus massoniana）为主的松木在价值上稍逊，但也因其快速的

自我再生能力而受到种植者的青睐。

商品化的林业是由这些适生物种的生物学特性促成的，并受到其制约。长江以

南的广阔地区恰好契合这些快速生长的树种的生态需求，这里的商业造林和木材的

私人贸易因而繁荣发展。倘若没有有利的生态条件，很难想象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

进行的。虽然本书讲述的是林业和木材市场通过人为设计的制度扩展到边疆地区的

故事，但是它同样印证了另一个叙事，即通过人类的作用，杉木和松树在中国南方

取代了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并作为优势物种在更广的地域内大量繁殖。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重点是木材，即大到足以用于建筑、足以值得生产和长

距离运输的木料。人类必须根据木材的物质性——其生长的自然周期、体积、密

度、形态和可燃性——来决定自己如何行动。人们必须保持耐心，因为大自然需要

时间来产生光合作用。采伐、修剪、运输都要耗费人力。在崎岖的山地，需要在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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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搭建滑道，以便将巨大的原木运出森林。木料的翘曲变形、大节疤以及其他

“不完美”之处都必须进行处理，无论是通过物理的方式还是财务的方式。松木必

须脱脂后方能在水上漂浮。狭小的水道必须经过疏浚，方能承载木簰，木簰不得不

与其他航运工具在狭窄的河道上争夺空间，还要冒着穿越危险的峡谷和经受波浪的

风险。

将原木加工成人们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必须运用技术和投入劳动力。当中国终

于在20世纪初迎来铁路时代时，传统木厂的前工业时代技术已经无法胜任对圆木段

的加工了，这使得中国内地市场不得不从美国和中国东北地区（受日本控制）进口

由机械化锯木厂生产的、尺寸精确统一的铁路枕木。这些案例表明，树木的生态和

物质性限定了人类能动性的可行范围。本书聚焦于木材，因而难免会遗漏许多早期

近代与树木有关的消费品——例如桐油、漆树、桑树以及各种食材和药品。许多非

用材树木（它们成熟所需的时间更短）和杉木一样被人工种植，其产品面向国内市

场，甚至是国际市场。另一个例子是木柴，其生产和消费仍然相当本地化，即使有

异地的燃料需求，高昂的运输成本也意味着木柴不值得长途运输。

刘明光：《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87页。

清代的森林生态系统种类繁多，获取、管理和利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本书关

注的是中国南方由长江及其支流连接起来的广阔地区，在这片地区有繁荣的私人种

植杉木和松树的活动，除了少数例外，木材的获取和流通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而

非政治或意识形态原则。这一历史遗产延续至今：当代中国的用材和非用材人工林

仍集中在本书关注的区域。 这可以视为中国森林管理和利用的一个典型，但肯定

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如，如果人们希望在中国找到与理想的现代国家林业最相似的

历史先例，甚至是保护主义的痕迹，那么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清廷关于塞外森林的政

策。在我们深入研究长江水系地区的森林模式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分析一下塞外的

对照案例，以揭示出于物质——意识形态的考虑和迥异的森林生态是如何造就了帝

制中国内部的林业差异。

贝杜维：《越过森林、草原与高山：清代中国边地的环境、认同与帝国》

（Across Forest, Steppe,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第二章。

关于清朝对蒙古和东北的“自然”的开发与恢复，参见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帝国之裘》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在长城外的东北和内蒙古东端，天然林在几个亚区内繁荣生长。尽管少数地区

鼓励开荒和农垦，但在清王朝的想象中，森林是这片区域的重中之重，它孕育了宝

贵的资源和人们质朴的性格。历史学家贝杜维（David Bello）所谓的清代“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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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觅”（imperial foraging）体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是由物质和意识形态两个

相关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对东北原生产品（人参、珍珠、貂皮等）的采集和消

费被视为满族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扩张的消费、过度的狩猎和采摘，以及汉人

商业资本的入侵，带来了资源枯竭的威胁，破坏了这些活动本应强化的身份认同。

对环境和身份危机的焦虑促使清廷尽其所能地建立一个大自然的飞地，其举措包括

土地封禁、分配定额、建立垄断、发放许可、约束当地人和移民、改革官僚机构和

加强巡逻等。 

里尔顿——安德森（Reardon-Anderson）：《清代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土地利

用和社会》（“Land Use and Society in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第510—514页；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

理》，第三章。

虽然盗伐和偷猎行为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但从20世纪初东北森林覆盖率的总体

状况可以看出，清代保护东北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然某些地区遭受的滥砍

滥伐情况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例如，为了给承德的避暑山庄提供建筑材料，并为

一个大型驻地提供燃料和食物，人们从木兰围场和周围的山上砍伐树木，当地平民

被迁移安置，林地被用于农垦。19世纪，越来越多的围场官员和商人串通起来，从

皇家御围场采伐、盗取和出售木材。与此同时，随着清廷的秋狝从19世纪20年代开

始停止，皇家御围场由于邻近灾害频发的华北平原，其面对的要求开放农垦和迁居

的压力越来越大。清末，御围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农业区。 御围场的例子说

明，随着国家和区域的政治优先事项发生转变，森林政策和土地利用方式也相应地

发生变化。在19世纪末，整个中国东北都面临着向移民开放的压力，一面是来自外

部，沙俄和日本的虎视眈眈，一面是来自内部，华北难民的生存需求。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第201

页。

如果说清廷将满族人想象成猎人，把蒙古人想象成牧民，并努力保护被视为与

这两种身份相宜的生态环境，使其免受滥垦滥用，那么长城以南的前明领土就不在

这种考虑范围内了：毕竟，汉人应该是农民，与其他族群相比，也无需获得额外的

官方保护以应对汉人中的奸商。在清廷对其不同族群（constituencies）的宏大规

划中，区分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是第一要务，而对汉族和华南、

西南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区分——即前明臣民内部的民族差异——是次要的。 如果

说蒙古人的汉化是对清廷的严重威胁，那么苗族和瑶族的汉化并不是什么原则问

题，甚至还为朝廷所乐见——尽管大多数时候在实际操作中朝廷也不会在汉化上过

于用力，甚至还会因为对抵抗和动乱的现实恐惧而设立隔离制度。简而言之，促使

清廷保护东北和蒙古东部森林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关切，与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

内的长江水系流域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国家既不进行出于保护主义的监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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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理性规划、合理使用资源，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掌控中国南方的森林和木材供应

呢？这种掌控又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管理”而非自由放任的开发呢？

本书接下来会讲述人与木材跨越时空流动的历史，亦考察为维系这一流动而进

行的制度协商的过程。前两章从国家消费和大众市场发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

阐述区域间木材贸易体系的结构。其余章节主要围绕支撑木材市场的可持续性的制

度，从促进自然资源的再生和应对长途贸易的挑战两个角度展开。市场、制度和林

业之间的互动必须理解为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国家对森林管理的放任态度、从市

场上采办皇木的做法，以及私营经济中人工林的自主发展，都是以广阔的跨区域市

场为前提的。没有它，森林管理的形式和木材供应的机制都会截然不同。在本书所

考察时段的末期，这些条件相继崩溃——进口木材带来的激烈竞争、外国资本的入

侵、区域间贸易的支离破碎、日本入侵初期交通网络的分崩离析，可持续的市场最

终瓦解了。在战争时代结束后，随着国家开始在森林管理和资源配置的活动中扮演

主角，战前形式的可持续市场已经一去不复返。

[1] 长江中下游的木材种植，参见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华南新

乡村秩序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New Rural Order in South China），第

369—429页；孟泽思（Nicholas K. Menzies）：《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第89—104页；韦思谛：

《高地的革命》，第25—27页；孟一衡：《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

命》（Fir and Empire: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sts in Early Modern

China），第四章。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类似的林业实践，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

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唐立（Christian Daniels）

『清水流域の苗族が植林を開始するで——林業経 へと駆り立てた諸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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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木采办

长江沿线的木材贸易随着帝制晚期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城市化、人口增长、移民

潮和森林退化的周期。中国东部的经济重心不断地向西方和南方扩展木材原料地的

范围。唐宋变革期（约750—1150）的经济变革业已消耗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森林储

备，即便周边行政区域适度发展的商业化造林也无法满足江南的木材需求。在明清

时期（1368—1911），为了满足江南和大运河沿线城镇大量的木材消费需求，中国

西南的许多偏远山区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天然林区转变为木材原料产地。

跨区域木材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对朝廷意义重大。在许多方面，朝廷与一般消费

者并无二致：它需要一些特定的物品，并寻求在预算内以最划算的方式获得它们。

但是，在其他方面，朝廷又与普通消费者不同：它的采买不仅数量大得惊人，且在

质量上力求奢华。个体消费者的购买受限于市场供应的多寡有无，而朝廷有许多非

市场的手段可以使用。以木材为例，在市场未形成或市场无法满足朝廷的巨大需求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方面）的情况下，朝廷有能力调动资金和劳动力去找寻、砍

伐、运输所需的木材品种。然而，如果木材可以从市场购得且成本更低，那么朝廷

就不会考虑直接督办生产这一高成本的选项。

研究朝廷采办木材的方式及其变化有三个目的：（1）评估帝制晚期的国家在

管理资源流通方面的优先考量、能力和局限；（2）了解朝廷采办所处的市场环

境；（3）评估这些做法和制度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明代早期，采办贡木的官

员不得不经常亲自组织劳动力从西南山区砍伐和运输木材，而在清代，由于越来越

多的偏远地区被纳入跨区域的木材贸易体系，官办采木几乎完全通过市场采购来进

行。这里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过程：国家率先从西南地区开采木

材资源，并且通过其军事行动和行政整合使商业资本追随国家的步伐，将木材市场

扩展到过去没有木材贸易的地区。反过来，国家又可以凭借业已扩大的市场来获取

木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没有必要直接管理森林或督办采伐。

环境史学者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消费究竟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了多

大的影响？简而言之，其影响甚微，这也许与人们的直觉是相反的。清廷在关内的

木材需求，一度固化为定额的贡木制度，每年需约7000根标准尺寸的原木和1200余

根大木。前者即供应大众市场的普通木料，通常由私人经营的林场定期生产，后者

则要从原始森林中采伐。大木采伐运输不便，采办官员不得不身往西南苗疆，从当

地市场的商人手中竞标木料。虽然成交的价格高于预期，但这样就不必再组织木工

到深山中采伐了。至于那7000根标准尺寸的原木，对这个颇具规模的跨区域市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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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当于在正常的货币榷税之外加征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实物税而已，要知道在18

世纪，该市场每年会向长江下游的商业中心南京供给500万根原木。

木材供应的长期演化

孟泽思：《林业》（“Forestry”），第563页。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宋代商业史研究》（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第91页。

早期的文献记载表明，木材很早就是跨区域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秦汉时期（公

元前221—公元220），处在帝国边缘的江南树木繁茂，已经向帝国在北部和西北的

重心供输木材。汉代分崩离析后的几个世纪中，军阀割据，动乱迭生。随后，游牧

民族南下，迫使中原的贵胄宗室、大族世家以及大批难民迁居江南，从而开启了中

国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的过程。至唐宋时期，在长江三角洲的低地地区，人们为了

开展农耕已经普遍砍伐了森林。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92页。

毛奇龄：《杭州治火议》；甘熙：《白下琐言》，卷一。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第87页。

宋代（960—1279）的木材消耗剧增。官府需要木料来修建衙署、城墙、水利

设施和造船，而平民则将木材用于建造房屋、棺材、船只、家具和提供燃料等用

途。11世纪，北宋都城开封的木材需求主要靠秦岭北部和长江中下游的森林来满

足。 北方地区建立游牧的女真政权后，新的南迁周期开启，江南的农业和商业得

到进一步发展。木和竹是宫殿和民房等中式建筑的主要材料。在江南拥挤的城市

里，偶发的大火会把成千上万的房屋烧成灰烬。直到20世纪，这仍然是城市社区面

临的一个严重隐患。 江南和沿海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是舢板，它穿梭于运河和天

然河流交织的网络中，其建造和维护需要各类木材的稳定供应。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93页。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95—96页；孟一衡：《杉木与帝国》，第

一章。

城市以及越来越多的集镇对燃料、家具和建筑材料不断扩大的需求耗尽了附近

的天然森林，木材进口变得不可或缺。南宋的都城杭州需要从安徽、浙江、江西和

福建的山区获取木材。在杭州的候潮门，钱塘江的支流穿城而过，与大运河相连，

应运而生的木材市场一直活跃到清代。造船业也是湖南和江西木材的主要供应对

象。 在长江下游的集镇，运输成本是决定木材价格的主要因素。筏运是运输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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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最经济的方法。因此，毗邻四通八达的河流的山地森林最先遭到砍伐。在人

口稠密的江南地区，经历过砍伐的山谷和缓坡变成了农田。然而，在其中一些地

区，较低的运输成本和邻近消费市场的便利推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树木栽培。在多

山的州府，如浙江西部的处州和安徽南部的徽州等，发展出系统的人工种植林，以

杉木为常见树种。这一新的发展出现在宋代。在这些地区，林木覆盖的高地逐渐被

据为私产。 

范成大：《骖鸾录》，“癸巳岁正月三日”条。

《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

张海鹏、王廷元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80页。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91页。

范成大：《骖鸾录》，“癸巳岁正月三日”条。

到了南宋（1127—1279），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杉木造林基本上已经商业化。

树木被视为一种经济作物，不再是毁林开荒的副产品或为满足自身家用而零星种植

的产品。12世纪，在徽州为官的范成大注意到，休宁县山中的当地人多以种杉为

业。 徽州、处州及附近各州出产的木材，沿钱塘江顺流而下至杭州，沿途的榷关

对此课以木税。 12世纪后期，许多徽州人通过这条贸易路线发家致富，徽州木商

的名号首次享誉全国。 朝廷对运输途中的木材征收10%至20%的税，通常以实物税

为主，以满足国家兴办土木的原料需求。在需要的时候，朝廷还在长江下游的木材

市场或上游的伐木中心直接采购木料。 途经严州的范成大曾感叹，徽州木商在此

处的税关遭受了商旅延滞之困和付出了高昂的物质成本。严州的榷关位于从徽州至

杭州的通衢上，木税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

国移民史》，第271—393页。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第89页。

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农业耕作持续消耗着长江下游地区的少量森林资源。浙江

西部和安徽南部的植树造林越来越难以满足江南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与此同时，

华中和华南的边地自南宋起就沿袭了与长江下游区域类似顺序的发展模式，从移民

定居到森林砍伐再到转向农业生产。在元（1279—1368）和明（1368—1644）两

代，来自东部省份的移民继续涌入湖南和四川。明代以来，在贵州、云南和广西建

立的卫所以及之后建立的行政机关吸引了汉人来此定居。 这些变化稳步地将江南

木材供应的地理范围向西南延展。 

明清时期，贵州大部分地区、湖南西部和四川盆地周围的山脉从偏远的皇家大

木资源区转变为投机商人所青睐的名贵木材的采伐地，最终又成为大众市场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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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常规木材的供应地。为了追求用于宫殿建筑的大木，朝廷在偏远山区率先进

行了勘探和采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资本追随国家的步伐接踵而至，将市场网

络扩展到更多的边地，国家得以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国家也愈发

地依赖货币手段，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对木材的需求。

明代的皇木采办

关于明代早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参见万志英《中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第285—293页。

楠木是中国南方和越南特有的珍贵软木，包括几种常绿树种，其中最高等级的

是楠木属（Phoebe）植物（Phoebe hungmaoensis, Phoebe nanmu, and Phoebe

zhengnan）。永乐年间，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采办楠木用以建造皇家建筑。相关研

究参见金田（Aurelia Campbell）的《王之功业：明初的建筑与帝国》（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

15世纪初，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决定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这给朝廷的木材

供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南京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是自宋代发展起来的木

材贸易网络中蓬勃发展的枢纽，而新的都城位于森林砍伐殆尽、远离木材产地的华

北平原。在明代的头几十年里，由于战乱危机、人口减少和不利的财政政策等因素

叠加，市场和商业普遍衰退，这也限制了国家在市场购买方面的选择。 明廷建设

新的都城需要大量巨木，这一迫切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皇木采买的困难。宏伟的宫

殿和庙宇需要尺寸巨大且质量上乘的木料来建造承重的梁柱。获取巨杉已然困难重

重，而明代的皇家美学更将楠木视为皇家建筑的绝佳木材，这种珍贵稀有的树种只

有在中国西南一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才能找到。 如此巨大的需求给伐木和运

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

订编辑委员会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7页。

金田：《王之功业：明初的建筑与帝国》。

明初，国家通过两种途径获取木材。它最初在榷关向运送商用木材的木筏征收

过境实物税。由于明初区域间木材市场的规模有限，这些实物税并没有为国家带来

多少木材，更不用说至15世纪晚期，这些实物税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以白银支付的货

币税收。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它们无法满足国家对大木的需求。因此，明廷常常不

得不采取第二种方法，即直接从偏远的森林（特别是西南诸省）采伐大木。当一个

重大的土木建设工程开始时，朝廷会委派专职官员督办招工、山脉勘察、砍伐和运

输的整个过程。在15世纪早期，用于修建北京紫禁城的巨木是从四川、湖南和贵州

的老林中砍伐下来的。嘉靖（1522—1566）和万历（1573—1620）时期，朝廷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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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省份搜寻大木的活动达到另一个高峰。 然而，到了16世纪晚期，由于楠木的供

应量大大减少，已不再可能完全用楠木建造大型建筑。楠木仅仅被用于建造最大最

显眼的梁柱，而建筑结构的大部分则用杉木建造。 

关于两次商业革命的综述，参见罗威廉《近代中国社会史的路径》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关于木材市场的逐步复兴，以及明代木材征用手段的变化，参见孟一衡《杉木

与帝国》，第五至七章。

在16世纪，明代的经济整体上已经从开国初期的困厄中恢复过来，并迎来了一

个新的繁荣时代，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商业革命”。这次变革持续到18世纪，

虽然有些许中断，但在规模和范围上超过了之前的唐宋转型期的商业发展。 生产

力的稳定增长和全国性工农业品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区域专业化。国外白银的流入促

进了贸易的货币化和扩张。木材的生产、交易和消费都是这一宏观发展趋势的一个

组成部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聚落的扩大以及区域生产专业化的加深，木材消

费的地方性减弱，变得更为依赖跨区域贸易。到15世纪晚期，跨区域的木材市场已

经开始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将江南的消费中心与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的森林连

接起来，木材生产也成为专业化的地方产业。宋代出现的商业造林扩展到更多的地

方。专业的林场致力于栽培树木，将砍伐的木材供应远方的消费者。 虽然常规林

场足以提供普通尺寸的木材，但大木潜在的高利润吸引了商业资本将木材贸易网络

扩展到更偏远的原始森林。西南山区在明初是官员探寻皇木之所，而到了16世纪，

投机的木商们也常常接踵而至。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

活跃而广阔的木材市场为朝廷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不必直接参与伐木的过

程。在16世纪，朝廷越来越倾向与木商签订木材采购合同，后者收取官府的资金，

并按照要求交付特定数量和品种的木材。到明末，国家通过这些商业代理人在市场

上购得大部分的杉木。 国家转向市场采购和木材贸易的扩大是相辅相成的。虽然

只有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国家才能开始倚重商人，但一旦确立了代理机制，国

家的订单和资金会进一步推动商业资本向西南的扩张。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成

熟，其稳定的木材供应足以满足国家的大部分需求，国家也就不必直接管理森林或

监督伐木过程。这些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那时国家从市场购买木材的方式已衍化

为一种常规制度。

帝国扩张与边疆的木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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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制晚期中国对西南边疆的开拓以及充满抉择和抵抗的地方史研究，可参

见乔荷曼（John E. Herman）《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拓殖，1200—1700》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

1700）；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亚洲边陲：清代云南边疆的变迁》

（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贝杜维《非汉人往何处安身》，（“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龙戴维（David G. Atwill）《中国的苏丹国：

伊斯兰教、种族与西南的“潘泰”起义1856—1873》（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

1873）；单国钺（Leo Kwok-yueh Shin）《中国国家的形成：明代边地的族群与扩

张》（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西南边疆被纳入跨区域的木材贸易体系，这不仅是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也是

明代国家扩张这一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起初，西南边地在蒙古人入侵

南宋的军事行动中沦陷，之后历朝历代逐步将其置于更严格的行政和军事控制之

下。明清统一西南地区的行动源自多个动机，包括抵御蒙古和西藏的威胁、获取矿

产战略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通过汉人的迁居来缓解人口压力。这片广阔的区

域——包括后来变成行省的贵州、云南、四川的山脉，以及广西和湖南的西部——

并非杳无人烟，而是千年来不同民族的定居之所。虽然官方史书呈现的是民族同化

的宏大叙事，但历史学家业已揭示出，帝制晚期的国家集权统治的努力不断受到当

地群体和环境能动性的抵制、调和与制约。 

关于几个世纪以来明清国家在削弱土司方面的努力，参见乔荷曼《征服的空

话：土司制与中国在西南边疆的统治》（“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乔荷

曼《西南的帝国：清代初期的土司制改革》（“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苏堂栋（Donald S.

Sutton）《18世纪的族群与苗疆》（“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关于清代通过人种志与图像学掌握有关西南的经验知识的研究，参见何罗娜

（Laura Hostetler）《清代的移拓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

（Qing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关于明清时期通过商业出版传播旅行路线和地方风土知识的研究，参见

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198—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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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遵循先制，在西南通过土司制度承认当地世袭土著首领的统治，从而实现

名义上国家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明代和清初，国家采取各种军事和政治策略来处理

地方起事、分化大土司的势力以及限制他们的自治权。明代还在西南地区推行卫所

制和军屯制，鼓励汉人从中原向西南迁居。这些措施在18世纪初达到顶峰，清代的

雍正帝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一运动曾在明代和其父康熙统治时期以

有限的形式开展，此举旨在废除土司，改由国家任命的流官直接进行行政管理。然

而，雍正帝雄心勃勃的举措却引发了苗民的起义，清廷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将其镇

压。 与这场镇压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明清朝廷在西南开展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

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情报收集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当初为了便于国家

的军事行动而建设、整修、疏浚的道路和河流，后来成为便于平民和商品流动的必

要条件。有关当地环境、交通线和民族志的志书，无论是官方编纂的还是民间商业

性出版的，都为前往西南的旅行者提供了指引。 随着国家的军事介入、行政改革

以及断断续续的移民计划的开展，西南边疆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变化。 

这一地区的非汉族群体，在今天被正式划分为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

但在清代的官方和民间的用法中，他们经常被统称为“苗”，或用不同的形容词加

以修饰分类（如“花苗”“洞苗”等）。参见戴瑙（Norma Diamond）《定义

“苗”：明清及当代的观点》（“Def ining the Miao: Ming, Qing, and

Contemporary Views”）；迪尔（David Michael Deal）与何罗娜《人种志的艺

术》（The Art of Ethnography）。我在本书中使用的“苗”，其含义与清代通行

的用法一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划定的某个特定“民族”。

汉人木商前往西南日益便利，与此相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当

地局势更好的了解，以及他们更熟悉的行政架构的建立，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国

家扩张的副产品。位于贵州东南和湖南西部的沅江流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

的山区森林密布，苗民世代居住于此。18世纪，在雍正皇帝军事镇压了苗民起义之

后，沅江流域开始为国家和民间提供大量的木材。 朝廷在刚刚平定的“苗疆”上

建立州县制度，引入了汉人商贾所深谙的行政原则以及儒家士大夫的权威。汉商们

知道如何与士大夫打交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能得偿所愿。

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第212—217页；张应

强：《木材之流动》，第28—35页。

在18世纪30年代平定苗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动员当地劳工疏浚沅江上游的河

道是该地木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 疏浚工程本是为了促进军队调配和物资运

输，但也为沅江河谷的森林资源开辟了进入长江水系流域的运输路线。自此之后，

沅江地区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苗木”或“西湖木”，在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和

清廷的皇木采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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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贡木制度

随着康熙最终平定了华南和西南的三藩之乱（1673—1681），清廷终于有了获

取南方森林资源的可靠渠道和财政手段，可以借此来重建毁于1679年地震的紫禁城

太和殿。虽然原定的重建计划是使用数千根楠木，但被派往四川勘察森林的官员们

报告说，山中几乎已无便于开采的现产大楠木，而从深山中运输木材又异常困难。

1686年，康熙决定放弃前朝那般对楠木的迷恋，转而以松木和杉木替代。事实上，

早在16世纪，随着楠木的日益稀缺，杉木就经常作为楠木的替代品被用在明代皇家

建筑中。这一发生在康熙统治初年的事件，标志着官方直接督办南方皇木的勘测、

采伐和运输活动的结束。

姜舜源：《明清朝廷四川采木研究》。

此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省以市场采购杉木为基础的常态化贡木制度

提供了皇木的主要来源。作为对这一制度的补充，朝廷偶尔会委派官员到四川和贵

州的深山中搜采大楠木，但其规模要比明代的楠木采办小得多，这些楠木只是用作

建造宏伟宫殿中少数巨大的建筑构件。 清代沿袭了在明末已现端倪的趋势，在皇

木采办中更果断地选用新的树种和新的采办方式：杉木被选中了，这是比楠木更常

见且更容易再生的树种，朝廷可以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而不必进山砍伐。

1906年，办木事宜由新设的民政部接管。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

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22頁。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75、877，“木价”。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

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25頁。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75。

清代通行的贡木制度在官方文献中被称作“额木”“年例木植”或“钦工例

木”。民间俗称“皇木”。这一制度由工部负责，自1687年遂成定制，一直延续到

1911年清覆灭。 到1687年，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省都确定了每年办解木植

的数额、木材规格和官方定价。各省岁解的数额到清末一直保持不变（除了江苏的

办解数额在1698年有小幅增加）。 四省的督抚分别委任一名负责木材进贡的专

员，通常是州县一级的官员，后者以指定的官方定价购进木材，并将之运送到北京

附近通州的皇木厂。 

邢佩、张齐兵、帕特里克·J.贝克（Patrick J. Baker）：《中国亚热带森林

四种树种的年龄和径向生长模式》（“Age and Radial Growth Pattern of Four

Tree Species in a Subtropical Fore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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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是贡木制度唯一需要的树种。朝廷每年总共接收7400根标准规格的例木、

1200根大尺寸例木。根据原木的长度和圆围，例木被分为四类（表1.1）。根据杉

木的年际径向生长规律，拟合每类例木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估算出杉木大致的树

龄。然而，对杉木年际生长规律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树龄几十年以上的研究更

少。本书使用了2012年一项研究中的树龄——直径模型。 在该研究的杉木样本

中，树龄最大的在80年左右，周长约80厘米（2.34尺，即树木胸径0.75尺）。按照

清廷的例木规格，它优于第三类但又不及第二类，第二类至少要有百年树龄。

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23

—24頁。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8。

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25

頁。

第一类例木是“桅木”，指从上到下均匀粗壮的长木，通常取自已经生长数百

年的木植。虽然偶尔会被官办造船厂用作桅杆，但大多数桅木都被用作皇家宫殿、

庙宇和陵寝中最大的厅堂的承重柱。第二类例木是“杉木”，是取自百年到两百年

树木的长木。它们一般被用作皇家和官府建筑的柱子和横梁，有时被切割成木板用

于造船。 这两种顶级木材在木材市场上是稀罕物，市场上的木材大多树龄在几十

年，它们是商业化的林场种植出的木材。最次的两类例木是“架木”和“桐皮

槁”，通常是树龄在20年到40年左右的树木，在木材市场很容易获得。“架木”得

名源自它们被用来搭建仪式或科举所需的临时架子。它们在使用后通常会被回收到

皇家木厂。 细长的杉木通常被称作“杉槁”，“桐皮槁”是杉槁中的优质品种，

色泽偏红，有着与中国梧桐相似的树皮，通常被锯开，用于制作家具或器具。 

表1.1 每省办解木材的数额

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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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98年，江西的架木办解数额从1400根增加到2400根。左起第一至第四列

是官方对每种原木要求的长度、圆围和胸径。如果史料中只提及圆围，那么胸径可

以通过圆围除以π来计算，反之亦然。左起第五列是基于中国杉的平均周长增长模

式规律估计的树龄。左起第六至第九列是湖南、江西、江苏和浙江四省每年的配

额。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

不过，以上所述的这些原木的用途仅限于皇家和官府，并不能代表平民如何使

用它们。在民间的木材市场，“桅木”和“杉木”绝对是奢侈品。最常见的交易木

材的圆围在1尺到2尺之间（胸径0.3尺至0.7尺），为御用例木规格的四类之下到三

类之上不等。在普通的民用建筑中，“架木”甚至“桐皮槁”都可以用作房屋的承

重结构。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圆围2尺至3尺（胸径0.6尺至1.0尺）的长木适用

于民间造船，后来在20世纪早期，它们被用于制造电线杆和路灯柱子。 

理论上，清廷应该根据各省地方物产的情况来分配进贡任务。朝廷无论是在象

征意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享有一个跨越多个生态区和具有多元地方性的帝国所带

来的财富。以贡木为例，对湖南和江西这两个最大的木材出口省份的办解数额就可

以这样理解。然而，浙江和江苏之所以被列为办解省份，并非因为它们靠近木材产

地，更多是因为两省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且管理着最主要的木材市场。浙江从一开

始就被纳入贡木体系，是因为杭州在明代就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木材市场。但很明

显，浙江能够采办的木材仅限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所种植的中等大小的木

材。其他三个省份需要办解“桅木”和“杉木”，而浙江从一开始就不必供输这些

大木。

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28

—29頁。

嘉庆《湖南通志》，卷1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4—01—35—0953—040、

04—01—35—0954—056、04—01—37—0090—038。

普通品种的“架木”和“杉槁”是四个省直接从其辖下的木材市场采购的，通

常由牙行承办。浙江依托杭州的木材市场，而江苏则倚靠南京，后者是长江下游最

大的木材集散地。湖南和江西都有丰富的木材资源，所以为了降低成本，交易都在

采伐地附近完成。在江西，采买例木的任务落在赣州知府身上。赣州府位于江西南

部的山区，其木材沿着赣江北上进入长江。 在湖南，来自湖南西南部和贵州东南

部的木材沿沅江运输，并在常德府汇合，然后进入洞庭湖。清代的常德木材贸易繁

荣，从18世纪后期开始，湖南例木的采购主要由常德府佐（同知或通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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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较次等的两类木材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些民间市场获得，但奉命办解“桅

木”和“杉木”的三省必须花更大功夫来满足每年额定的要求。湘黔边地平息苗民

起义的十年后，即1746年，湖南办解皇木的官员开始从苗疆采办所需大木，这很快

成为惯例。湖南巡抚杨锡绂（1700—1768）于1747年解释道：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000840。

缘桅杉二木近地难觅，须向辰州府以上沅州、靖州及黔省苗民境内采取；架槁

二木则需在常德聚木之处购办，而扎牌架运经历江湖黄运各河，又须备木帮护，以

免沿途磕触伤损。 

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45

頁。

相原佳之：『清朝による木材調達の一側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第46

页。

江西和江苏面临的困难比湖南更多。最迟到18世纪20年代，工部开始抱怨江西

和江苏所供原木的数量不足且质量低劣。质量上的缺陷有时会用货币折算，负责办

解皇木的官员要自掏腰包来赔偿。例如，在1724年江西交付的1400根架木中，质量

残次的有170根，负责官员按官价的三分之一交纳了罚金（每根0.067两，共11.4

两）。 对于大木，数量不足和质量残次无法用财政付款来抵偿，而是必须在未来

补齐缺额。每年交付的原木的数量首先根据长度、厚度或纹理上的任何缺陷来折

算，由此在账簿上记录下的“完额”数通常带有小数点。然后将这个数值与该省应

解额度相比较，如有欠缴则需要在未来补齐。1741年，在当年额解之外，江西还一

并交付了先前在1735年、1738年和1739年欠缴的木料，其中桅木14.56根、杉木

206.42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年（176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75。

将原木数量按其质量进行折算的做法促使江苏和江西交付更多数量的小尺寸原

木，虽然品等不足，但折量后仍能满足额解要求。例如，江苏在1754年交付的20根

桅木都不达标准，但是，这个不达标的问题在补交了10根同样的桅木之后就迎刃而

解了。 工部对这种越发普遍的做法不免感到担忧。在1765年的一份奏疏中，工部

侍郎抱怨道，虽然允许“折算添补”，但日益依赖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御用

的大木严重短缺。为此，谕旨颁布了一条新规，要求桅木必须符合标准，“折算添

补”的做法只适用于少量原木。朝廷虽然强化了桅木的标准，但考虑到各省面临的

困难，对其他等级木材的要求则有所放宽。其余三等例木的解额中，每等又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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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类遵循与原始规格相同的标准，而第二和第三类的解额标准则略有降低。

1806年的一些法律案件中提及了江苏和江西木商在两省承办采木事宜的情况，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第39—41页转录了这部分材料。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索书号260664。关于这部手稿的内容，参见相原

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採運皇木案

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瞿见《文本与抄本—〈采运皇木案牍〉的抄传》。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4a。

江西、江苏两省为应对办解大木的挑战，越来越频繁地依赖木商采买代办。来

自江西、江苏的商人代办，同湖南办解皇木的官员一样，经常出入湘黔交界的苗

疆。 来自湖南、江西、江苏的代办进入苗寨，仍是在当地现有的市场上采买。与

明代和清初的做法不同，他们没有直接组织人力深入山林，从采伐、运输干起。

1777年至1781年，时任长沙通判的英安被委派负责采购和运输湖南的皇木。他在手

稿《采运皇木案牍》中记录了两次采办例木期间的活动和通信，这篇文献详细地描

述了湖南皇木采运的做法。 在对比了从市场采买大木与直接从林中采伐之后，英

安评论道：“惟有桅木最所难得，价亦无定，有十两以上的，有廿两及三五十余两

的，总只要有买。去坎青山，盘费浩大，多有坎青山，算来不如买平水的。” 这

种完全依靠市场的做法仰赖于木材贸易的日益商业化，即便在这些偏远地区也是如

此。

官办额费不资

这些数据来自“物料价值则例”数据库。

数额固定的库银额费远不足以支付采运盘费。不仅运输成本没有计算在内，官

方采买价格也比市场价格低不少。工部颁布的《物料价值则例》有助于我们大致了

解皇木官价偏离市价的程度。该则例汇编于1769年，作为公共建筑成本估值的参

照，它记录了下至县一级的建筑材料、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报酬的市场价格。该则例

的编纂始于1761年，目的是调查市场价格并作为统计清单提交给工部，它是朝廷尝

试要求各省和县府应以市价采购必要材料和雇佣劳动力的一个环节。 在湖南奏报

木材市价的六个县中，木价最低的是靖州宜章县（见表1.2）。宜章县是沅江流域

的木材输出县，它代表例木采买地区市场价格的下限。不过，即便这些市价的最低

价也远高于皇木采买的固定官价。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402000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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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5頁。

对于普通的“架木”和“桐皮槁”，湖南例木采办的官员以较低的官价强制从

途经常德的商运木筏抽征，每百根木按官价抽征一到两根。这种官府抽征实质上是

对商业木材征收的过境税。然而，对于大木，官价和市价之间的差异给委办皇木的

官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无法从普通商运木筏中抽取这类木材。1729年，

辰沅靖道的道台王柔奏报的“桅木”和“杉木”的市价比官价高出数倍，这是他从

湖南例木采办官员的支出账簿中获得的信息（见表1.2）。 在18世纪70年代，一

根好的桅木即便在贵州也要卖到50多两，而官价却只有20两。 

表1.2 进贡木材的官方价格与市场价，单位：两／每根原木

资料来源：除注释外，均来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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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加粗行是次级级别在18世纪60年代引入前的，因此1687年和1759年的水平

和价格适用于整个级别；

* 各省平均水平。一般而言，湖南和江西的官方价格比江苏和浙江的更低；

a 1729年湘西常德的市场价，来自辰沅靖道道台王柔的奏折，《清代宫中档奏

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

b 架木和桐皮槁的市场价，通过湘西靖州宜章县的杉木原木价格而推算，《湖

南省物料价值则例》（1769年）。这条史料列出了每个县六种不同规格的杉木原木

的价格。这些规格近似于架木和桐皮槁的分类，但是并不完全对应表中的每个级

别。不过，每个县的定价似乎遵循了一个统一的单位价格，云南府的《物料价值则

例》中也以此为定价原则。该单位并不是体积，而是以半径乘以长度，也就是以平

方尺为单位。可以推测出宜章县每平方尺杉木原木的单价为0.027两。湖南另外五

个有该项价格信息的县的市价要高得多。资料来源：物料价值则例数据库。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107b。

负责采买皇木的官员偶尔会试图凭借地方官的威权迫使上等的“桅木”以低价

出售。但各省的代办和其他木商都在争夺稀有的大木。结果就是，这种强制力在卖

方市场的效果微乎其微——最终的价格可能只比开价低个几两而已，仍然比官价高

得多。 通常情况下，皇木采办官员在市场买入的大木会以高价成交，因为他们担

心一旦错过就可能没有足够的木材来完成皇木的解额了。正如英安对其派往靖州的

亲随所建议的那样：

托口是苗疆的一处木材市场，那里经常交易大木。英安：《采运皇木案牍》，

91b。

其（在靖州）所买桅木价银，较苗内似觉稍贵。然只好木，则公项可无虑矣。

弟处遇有桅段，自当尽买，断不放松。惟靖州买价，切勿实告托口客人等，恐传说

到此，将来难以购办。 

显然，英安亟待完成木植的办解，即便超出库银资费，他也愿意支付更高的市

价（他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甚至从中获利的，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从英安的建

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例木采办官员对市价差异的敏锐感知和对限制商业情报

传播的警觉意识。皇木的采买应理解为皇木办解官员整体经营运作的一部分，其最

终目的是盈利。

官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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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采运皇木案牍》，35a。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3頁，第557—559頁。

为解决官费不足的问题，四省各自制定了不同的方案。江西从地方官员的“养

廉银”中抽取额外经费。随着经费的增加，皇木采买改由私商承包代办。 江苏将

有限的库银经费交由南京主要的木业行会托管，后者负责承办全部解额，并缴办将

木材北运至皇木厂的所有运费。反过来，从木筏上抽取各类木料的数量和成员商号

认捐的税银数额都由木业行会作出规定，通常是按成员商号的规模累进计算的。而

湖南则允许采木官员在完成官差的同时进行私人木材贸易，这使得官费有限的采办

差事仍然诱人。 本节主要考察湖南皇木采办官员的做法。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7—559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3—2235—020。

在湖南，参与皇木采买、运输的人员——包括采木官员、下属胥吏、采运木夫

等——都可夹带其私人木材随官筏同运。 官府给出的合法理由是，这些私有木筏

被称为“护木”，意在漂浮在皇木木筏的四周，跟随护卫，使皇木免受礁石撞击的

损坏。如果最后在皇木厂的检验中发现例木数量不足或质量低劣，还可以从这些私

有木材中抽取一些来补足差额，这样就不会将缺额累积到日后。虽然皇木在榷关是

免税的，但这些夹带的私产原则上应按正常税率申报和课税。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88b—89a。

而事实上，采木官员并没有将官差公务与私人买卖分开处理，相反，两者合二

为一，成为整个办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官差公务与连带着的私营买卖机会捆

绑在一起。虽然及时交付皇木带来的晋升和对延误交付的严厉惩罚可能会促使官员

们避免因参与更多的私人交易而在沿途停留太久，但采木官员们日常的算计还是集

中在如何将办差的收益最大化，而例木解额不过是其中的固定成本。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2頁。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8頁。

英安的差事揭示了这种以盈利为导向的营商思路。英安的策略是，他和他的几

个亲随丁役分散在各地采买。英安和一名丁役留在常德的大型木材市场，从途经常

德的商运木筏上征抽普通木材。另一名丁役驻扎在沅江上游的木材市场托口，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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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征普通木材并尝试购买一些“杉木”。还有一名丁役去到更远的贵州清水江流域

的锦屏县木材市场，通过当地通晓苗语的牙人，从苗民卖家那里购买“桅木”和

“杉木”。其他的丁役可能会走访靖州、辰州或其他木材产区，根据市场情报了解

大木的供应情况。例如，前文引述英安书信中的一段内容就是他给在靖州的丁役的

指示。 这些丁役除了协助英安的生意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投资。虽然英安和他

的丁役们共享信息，并在生意决策上相互出主意，但他们的资本仍然是各自独立

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的合伙关系。受雇的运夫也夹带着他们的私人木材在沿途售

卖。此外，英安本人的经营资金来自月利率3%的私人借贷，这表明他的业务基本上

是私人性质的。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87a、88a。

龙泉码是一套木材丈量和定价系统，详见本书第二章。英安：《采运皇木案

牍》，72a。

在例木定额之外的私人采买需要敏锐地感知不断变化的下游市场，特别是要紧

盯南京市场的状况。英安的一个丁役的任务是及时获取和告知南京的木材价格，以

便英安能够“通盘筹算”。 他根据南京的预期价格来评估眼下的交易：“再桅木

内……一个则长及七丈，圆围有五尺（胸高直径1.6尺），核之龙泉码价，要卖十

六两零三分，一贯且作十贯而论，则到南京亦值一百六十余两，似此算来，（卖家

要价）原不为贵。”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86b、87b。

英文研究中有关汉口木材市场的简介，可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

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269—273页。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82b。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108b。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63頁。

尽管“桅木”利润可观，但这种上等木材的需求和价格并不像普通木料那样容

易预测。因此，英安指示其丁役们，在办解足额外，除非“桅木”的价格足够低

廉，否则不必设法多加购入，因为“桅木”这种稀缺品“实系一家货，总缘价贵，

难以出售”。 他们的私营生意标的还是以面向大众市场的标准原木为主。在英安

的时代，汉口已成为长江沿线一个新兴的木材市场。 英安及其丁役计划到达汉口

时售卖一部分木材，以减少向下游的九江、芜湖和南京诸关缴纳的税银。 他们还

与在贵州采买木材的徽州、江西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希望他们抵达南京后能依

靠这些木商行家提供市场信息和生意关系。英安尤其与一位名叫胡廷魁的徽州商人

关系良好，“即木行利弊，又深承指教，将来南京一切犹可藉为耳目”。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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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还兼营为其他商人代运木材到南京的业务。他负责运木沿途的各项事务，包括

在三个榷关申报缴税，以及提供船夫并支付工钱。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利，官府可

借商木作“护木”，而商木又可借搭皇木簰筏便捷通关。当然，英安本人也可从中

获利。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000840。

皇木采办不仅依赖市场，而且更像是采木官员的私营生意。国家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只要代办人的逐利活动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且不妨碍皇木准时运达就

行。然而，到18世纪中期，这种乱象越来越引起各省官员的注意，他们指出了采木

官员获取私利的几种不当行为，包括为了一己私利而强行低价收购，以及在南京长

期逗留以出售私木，“每有在途经年尚不到京之事”。 尽管朝廷接连敕令约束，

但要求及时运木的朝廷、谋求私利的采木官员以及迫不得已低价售木的商人之间的

紧张关系，仍以各种形式在不断的谈判与调适中上演。

官商角力

南京与苏州的牙人之争发展到上诉至巡抚衙门，可参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

集》中第73号碑刻记载。

官员们承认，以官价从市场上采买皇木对木商来说是一种负担。商人经常与主

管官员谈判，以决定来自不同市场或地方的商人如何分担解额。这类谈判集中在

“公”“力”两个方面：负额更重的团体会试图争取让其他团体共同分担，那些被

要求分担的团体会试图以无能为力为借口推脱，而官员们则努力在两者之间取得平

衡。 

该案详情收录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3—2235—020。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62頁。

1814年，发生在湖南的一场纠纷上达天听，它揭示了采木官员在市场上采买木

材时会陷入的各种紧张关系。 争端的起因是官方对本地和长途贸易的木商抽征木

筏时所执行的费率有差异。自1774年起，湖南布政使规定，在常德的木材市场上，

采木官员可以按官价购买，从湖南木商的每100根原木中抽征2根，但从徽州和临江

木商那里则是每100根原木中抽征1根。徽州和临江木商是整个18世纪主要的两个流

动木商集团。本地木商与外地木商之间的区分，最初可能是因为当时本地木商只在

沅江沿岸贸易，还没有进入长江一线的长途贸易。 徽州和临江木商更优惠的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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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能是考虑到他们后来必须途经其他税关。出于同样的考虑，1808年，安徽宿松

的一批木商也按照外地木商的较低抽征率缴税。

有关19世纪的湖南人越来越多地参与长途木材贸易的情况，参见罗威廉《汉

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270页。

到1812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湖南木商参与长江沿线的长途贸易，他们愈发强烈

地感到自己与外地人相比处于劣势。 受到宿松商人的成功的启发，某个当地木商

的雇员李道远通过向其他湖南木商求取捐资，联名向巡抚衙门发起倡议，要求同等

的抽征税率。李道远以个人名义承诺，无论结果如何，所有捐资助议的商人都可以

获得按较低的税率纳税的机会。这一要求最初得到巡抚和布政使的许可，但在采木

官员声称无法在低抽征率的情况下办解例木数额之后，许可被撤回了。四名木商受

到李道远的承诺和巡抚的最初准许的鼓舞，在常德市场被采木官员的丁役拦住后，

他们试图拒绝上交2%的抽征数额。然而，在衙役的恐吓之下，他们最终接受了抽

征，还被丁役勒索了一笔贿赂。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3—2235—020。

愤怒的商人们寄诉讼的希望于剪元吉，后者自愿用自己的名义在京城工部起诉

了该名采木官员及其丁役。剪元吉指控该官员有“私设德山关，大张旗号，白抽木

植，旋抽旋卖，夹带私木瞒关漏税，簰役需索规礼银钱，砍断篾缆”等一系列渎职

行为。 工部在接到剪元吉的申诉后，将案件移交给了湖南巡抚广厚，由他最终判

决。结果提起诉讼的李道远和剪元吉二人被判处数罪，包括包揽诉讼（“包

告”）、捏造证据，以及“诈欺官司取财”。李道远被判杖九十，剪元吉被判杖一

百徒三年。索贿的丁役也受到相应的处罚。其他木材商人被认为是被李、剪二人蒙

蔽欺骗，故而得以赦免。对湖南当地木商实行2%抽征率的事实并未改变。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採

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8頁。

这个案例说明了一些普遍的问题。抽征率的规定本身就表明，国家承认官买实

质上就是课税。木商对采木官员的不满在于后者把个人利益和官差公务混为一谈。

采木官员试图以低廉的官价尽可能多地采买木材。英安的记录清楚地表明，他购买

的所有木材，包括他私人购买的木材，都刻有“上用”的官印戳记。这种不加区分

的做法意味着他私人购买的木材可以规避在榷关纳税的要求。 

类似的案例，参见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

流通構造——「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注释90。



44

湖南巡抚广厚在他的判词中承认了这一核心矛盾，但仍为采木官员辩护，说私

木作为“护木”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为皇木提供缓冲保护之外，“护木”带来的利

润也殊为必要，因为这可填补昂贵大木和高昂运输成本造成的官费亏空。至于多少

数量的“护木”才算合理，多少数量的木材算是过度逐利，这都不是巡抚衙门所能

明确和辨别的。例如，在苗疆的大木利基市场上，卖家推算官员采买大木的数量相

对容易，他们在知道官员已经采买完额的情况下，会拒绝放弃其他竞价买家给出的

高价。 相比之下，途经常德的木商就很难这样做了。与此同时，不论采办是否已

经足额，统一的抽征率（虽有本地和外地之别）本身就在相互竞争的木商之间提供

了一种公平感——竞争对手没法通过将运输日程推迟到采办足额后来逃税。

英安：《采运皇木案牍》，82a。

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抽征率的不同能被长期接受，是因为他们在完全彼此独立

的市场上经营，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而且他们的区别也可以很容易地从

簰筏的大小和样式上判断。徽州和临江商人要长途运木，沿途要经过数个榷关，所

以“徽临两帮所买之木，均将大头削光，招招扎紧，以省关税”。在下游的主要榷

关，税收大致是根据簰筏的大小而不是确切的木材数量来判定的。相比之下，本地

木商所运之木“皆不修饰，亦不论大小弯曲，一概买之”。考虑到外地商人和本地

商人的这些显著差异，“即可杜山客冒充徽临（以逃避更高抽征）之弊”。 然

而，当本地商人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市场拓展业务时，原本基于本地和外地差异的税

率划分和识别方法就被打乱了。湖南商人不仅彼此竞争，在长途贸易中也开始与非

本帮的团体竞争。当公平感不复存在的时候，纠纷也就随之而生。

该案件还揭示了商人对官员和衙役的集体诉讼的性质。尽管国家禁止“包

讼”，但当平民起诉官员和衙役时，“包讼”的做法就很普遍。在这两起诉讼中，

大多数木商都捐募资助，但在诉讼过程中隐去姓名。如果申诉成功，他们都将受

益，但如果申诉失败，匿名将保护他们免受惩罚。主动站出来的两个人虽然有一些

木材贸易的经验，但他们都不是大木商。李道远是木商的伙计，剪元吉以前是衙

役，被解雇后只做过一些木材零售的生意。

对此可有两种解读。有可能正如湖南巡抚奏报的那样，李、剪二人是始作俑

者，商人只是借机参与。代包诉讼的协议是两个无关方自愿达成的。另一种情况

是，这起诉讼实际上是由商人们发起的，虽然这一情况在史料中无法确认，但仍然

符合情理。他们的策略是在幕后筹集资金，指定一名伙计或雇一个代理人提起诉

讼，以免去金钱以外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包讼”的惩罚将落在受雇的代理人身

上。在这一案件中，我无法确定哪种情况更接近真相。事实上，对于一般的“包

讼”而言，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为商人提供了在高风险

的司法诉讼中博弈的选择，尤其是在针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系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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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中的木材贸易

为了从更为普遍的角度理解采木官员在官差公务之外所从事的私人生意，让我

们来看看漕运中的类似现象，毕竟漕运在清代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远比皇木采办

重要得多。国家官吏和受雇的水手经常在漕运路线上兼营运输和私贩生意。木材是

这类副业所涉及的众多商品之一，但与其他商品相比，它的体积过于庞大，有时会

因堵塞河道交通，导致漕粮无法按时抵京而惹恼朝廷。

有关帝制晚期中国漕运制度的概述，参见韩丁（Harold C. Hinton）《清代漕

运制度》（“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樊树志

《明清漕运述略》；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

韩丁：《清代漕运制度》，第348—352页。

漕运制度——即国家将税粮运到京师或边疆的军事驻地的制度——与帝制中国

的历史一样悠久。在清代，每年从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

浙江八省所收的漕粮约有15万到20万吨。漕粮通过水路（尤其是大运河和长江）运

抵京师。 和明代一样，清代国家依赖的漕运系统完全是由官府控制、由官吏经

营，而不是依靠商人代办。从事漕粮运输的船工运丁总数从7万到12万不等，其中

大多数来自拥有屯田土地的世袭船户。船工运丁的工钱和行粮都很微薄，连路费都

不够，更不用说养家糊口了。 

陈峰：《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第121—122页。

陈峰：《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第123—125页。

为了弥补微薄的官府补贴，船工运丁被允许在为官府运粮时携带一定数量的私

货。 漕粮船队的官员和船工运丁能够在沿途的市场上进行多种交易，成为促进南

北经济交流的重要力量。此外，由于运粮船优先通过大运河沿线的堤坝和船闸，且

被准许一定额度的免税，一些牙人就专门安排把私货装到运粮船上，一种专门的运

输生意应运而生。 

在漕运中，国家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所遭遇的问题与皇木采办制度的情况非常相

似。准许携带私货量的上限一再提高，反映了国家认识到官府的银钱补贴不足，这

是为了减轻船工运丁的负担、防止他们偷窃漕粮的不得已之举。从本质上讲，国家

没有选择通过提高正式税收而增加船工运丁的工钱行粮，而是放弃了部分过境关

税，并允许船工运丁借公家的交通设施私贩营利。然而，这些私贩副业有时会引发

国家的顾虑，因为它们打乱了运粮船在大运河上航行的时间计划，要么是船工运丁

在大市场逗留贩售，要么是运粮船因载满私货而无法通过危险的北部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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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尤其成问题，因为与其他可以装载在运粮船的货物不同，木材被扎成簰

筏，并固定在运粮船两侧。虽然在宽阔的长江上，这些附带的簰筏不成问题，甚至

可以很好地保护运粮船免受洪浪侵袭，但它们在狭窄的大运河上很容易堵塞交通。

1737年，漕运总督补熙提出了各种方案来解决江西漕粮船队所带木材过多的问题。

他多方面的论证引述如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4—01—35—0137—005。

惟是臣等查验江西帮船于应带板木之外装载木植甚多，诘询从前皆系如此。盖

缘该省粮船较之他省长大，兑米独多，一切提溜打闸顾觅纤夫需费倍重，全藉卖木

之余资以供长途之费用，历来相沿职是故也。若照盖准放行，则运河非长江可比。

长江水势汹涌，多带木植转足以夹护船身。运河过闸过坝，多带木植不免经行阻

滞，殊多迟缓。然竟行卸下不准携带，则此项木植业于芜湖关抽分税银，一旦弃置

中途，在穷丁等资本全失，必致沿途搅缠不敷或生盗卖粮米等弊，贻误漕行，又不

得不预为筹及者也。且山东、北直地方向赖江广及安庆粮船所带杉槁等项木植供官

民器具之用，今全行堵截实有不便。 

显然，补熙很担心大运河上的木材阻滞会延误漕粮行程，而作为漕运总督的他

要为此担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了允许江西船工在运粮船上私运木材的必要

性，即弥补他们高昂的运资盘费。他还担心在船队进入大运河之前强令船工处理掉

私有木材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已投入了资本，且已在芜湖关纳税。这种不合理的

政策可能会遭到激烈的抵制，这会进一步推迟漕粮运抵的时间。何况运粮船所运原

木还是北方各省重要的木材供应来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4—01—35—0162—007（1772）、04—01—35—0220

—028（1813）、04—01—35—0265—011（1834）、04—01—35—0379—052

（1843）；《道光朝实录》，卷146，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壬寅；《道光朝实

录》，卷252，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乙亥；《道光朝实录》，卷255，道光十四

年八月己酉。

基于这些考虑，补熙反对完全禁止漕粮运船携带木材。他提出了一项宽松的政

策建议，在进入大运河时，允许少量的木材装在运粮船上，其余的木材从船上卸下

来扎成小排。小排可以跟随运粮船队，船工运丁可以在沿途自由销售。在补熙奏报

该例的多年以后，对私货过载贻误漕运的类似控告仍会时不时引起皇帝的注意。除

了重申许可的私货数额并要求任何超额的私货按普通商品标准课税外，国家基本上

容忍了这类做法。 导致这一容忍政策的关键在于国家无意提高对船工运丁的正式

补贴，因为那会使本已高昂的漕运维系成本进一步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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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皇木和漕运制度中，官员和丁役从私营副业中获得的收益弥补了官费

不足的问题，他们在逐利时基本上遵循私营行业的商业规范。他们的活动既受到市

场原则的推动，也受到市场原则的制约。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容忍甚至正式批

准官吏在公务中经营私利。这是承认了正式的渠道无法满足这些差事的费用需求。

如果我们按照现代意义的财政理性标准来分析，很容易给这些制度设计贴上公私不

分的标签。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提供足够的官费并完全禁止这些私人活动呢？

关于明清时期这一思想的本质和影响，参见王国斌《中国的税收与善治1500—

1914》（“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in China, 1500—1914”）。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类似的官方资助和补偿策略（形式不同，但内核相同）

被证明对建立市场有重要意义。参见洪源远（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跳出贫

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第四章。

尽管在清代史料中没有关于为什么不这么做的明确表述，但一些重要的考量并

不难理解。首先，为了提供足够的官费，国家将不得不扩大税收收入，要么提高整

体税率，要么根据地点、职业或地位向社会中的特定群体额外征课。这样的举动将

会挑战明清国家最基本的善治理想——好的统治者应尽一切可能维持低赋税。 这

并不是说这一理想不能同现实妥协（妥协其实在现实中经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而是说在清代政治家的心目中，大概没必要为了贡品管理中的小问题而陷入一个根

本性的争论。其次，这将要求官费数额更加接近实际成本。固定的“官价”是行不

通的。考虑到市场波动和在国家各个地区获得可靠估价的信息成本，任何国家方面

提前估算某项公务的成本的尝试都是困难的。如果采用报销制度，则难免出现当地

官员所报的花销多于实际支出的问题。此外，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年度的财政核

算，而清代财政是建立在制定预算和可预测性原则之上的。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清

代所采用的是唯一或最好的方式，但在将其视为完全不合理的活动之前，了解这种

制度背后的基本原理很重要。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种制度可能是一种“弱制度”，

但作为官僚企业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制度提供了一种在一定条件和限制下良好运

作的方式，在古今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本章小结

自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以来，一个规模可观的木材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将长江

下游的商业中心与木材产区联系起来。随着商业中心周边腹地的天然林逐渐枯竭，

对建材稳定供应的要求促使一些山区出现了专门的木材种植林，也逐渐推动了木材

市场的扩大，人们从更远的森林中采伐资源。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区域间贸易的发

展、国家为获得木材而转向市场采购、西南地区的扩张等历史进程相互联系、相辅

相成。国家扩张为商业资本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区域间木材贸易网络的

发展。由于成熟的木材市场可以向国家提供稳定可靠的皇木，国家不必直接从森林



48

采伐。清代国家完全依赖市场采购来获取皇木，这也意味着它的决策会受制于市场

准则，市价和官费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灵活的妥协安排来化解。朝廷默许皇木采办

官员的私营买卖就是这种妥协安排的结果。这表明，国家的优先考量就是在不动摇

紧缩性财政体制基础的情况下确保战略物资（无论是木材还是粮食）的供应。

早期的环境史学倾向于从诗歌、文学和地方志中寻找所有可用的资料，以生成

关于中国森林砍伐过程的总体时间线。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第19—85页。这

些努力确实是有价值且有必要的第一步，并进一步激励了审慎的研究，本书便受到

其启发。

有关明清时期皇家建筑用材的采办，参见费每尔（Eduard B. Vermeer）《清

代中国边疆的人口与生态》（“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 in

Qing China”），第247—251页；艾兹赫德（S. A. M. Adshead）《早期现代中国

的能源危机》（“An Energy Crisis in Early Modern China”）；蓝勇《明清时

期的皇木采办》。

国家采办皇木和私人交易普通木材供大众消费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现有

关于木材消费和森林退化的讨论中，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帝制晚期的

国家与森林的研究中经常出现对皇木的讨论。 考虑到恢宏的皇家殿宇和陵寝所带

来的视觉冲击，以及奏折和地方志中对征召采木役工之艰辛的长篇累牍的论述，这

一点不难理解。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明确皇木采办和民间木材市场两者的相对规

模。这种疏忽对华南的广大地区来说尤其成问题，相较于塞外的森林管理，清代国

家对南方森林的影响要有限得多。其结果是，后人对皇家木材消费规模的想象是极

度夸大了的。相应的，国家能够控制或操纵木材市场的程度也被夸大了——如果国

家稍加克制就能够幸免于破坏的森林的规模也被放大了。

虽然国家的常规需求主要是普通尺寸的木材，并且这些来自人工种植的木材可

以很容易地通过市场获得，但国家也需要大木来营造大型建筑。历史上关于为朝廷

找寻大木越来越难的记述虽然有其价值，但对衡量一个地区在木材市场的参与程度

和森林覆盖率来说，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官方奏报中关于大木难寻的记录无疑表明

水运路线附近的原始森林正在消失，但这些奏报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有计划地砍伐

和管理的木材种植区。即使对长江水系民间市场的木材贸易进行最保守的估计，国

家从这一市场中采买的木材数量相比市场交易量也是很少的，而市面上的木材很大

一部分是由人工种植林供应的。清代国家的皇木采办有赖于市场，而不是要取代市

场。皇木采伐只是偶尔在四川和贵州的深山老林中进行，因为市场无法供给皇木需

求的目标。这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国南方木材市场动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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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跨区域的木材市场

在18世纪和19世纪，长江流域木材贸易的市场结构已臻于成熟。据木材税收和

税率估算，每年流入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数量在500万根，远远超过皇木采办所需

的几千根数额。水运要道上散布的六个榷关对来往的簰筏征收过境税，它们为追溯

这一贸易体系提供了统计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统计数据的追溯必须以细致地

分析榷关官僚机构的管理政策为前提，因为额定税额的多寡、增收税额的使用和奖

励方式的变化对如何收税和上报多少税额有很大的影响。榷关税收的数据并非商业

发展的直观反映，而是朝廷和地方之间博弈的产物。这种理解不仅适用于木材贸

易，而且适用于整个商业税收体系。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过境税的历时变化以及木材

消费和供应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数据可能存在方向上和程度上

的偏差。

两个趋势非常显著。首先，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复杂性持续变强。18世纪，

江南的木材消耗量大幅增长，这使得人均木材消耗量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与此

前持平。19世纪，由于需求低迷、交通不畅和供给端困难等因素，人均木材消耗量

略有波动。其次，湖南和贵州出口木材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可与江西和长江下游

高地的传统供应网络相匹敌。人工管理的种植园逐渐取代天然林，成为上述供应网

络的主要源头。木商们前往西部地区补充库存，在西部地区设立的榷关就从这些商

业活动中征税。随着西南木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汉口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木材贸易

的枢纽，其影响力和繁荣度仅次于南京。长江流域的跨区域贸易实现了高度一体

化，各地统一采用龙泉码作为木材计量和定价的标准就是证明。龙泉码的发明源于

17世纪早期的龙泉县，它为木商设定了用来衡量木材质量和协商价格的基本术语和

算法。

明清时期的木税关

明代的税关常称钞关，到清代则称榷关。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18—23页。

《大明会典》，卷35。

关于明代早期的货币政策和纸币制度的最终消亡，参见万志英《财富之泉：中

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1700）》（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第70—82页。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22页；《大明会典》，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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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廷的商业税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钞关（榷关）， 后者对依托主要

水系的国内长途贸易征税。 钞关由户部辖制，其数量和位置经历了频繁的调整，

直到16世纪10年代后才变得相对稳定，形成以大运河沿线的六个税关和长江沿线的

九江关为主的格局。 过境税最初以纸钞支付，到15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更多地

以白银支付。 除了户部辖下的钞关，工部还掌管一些抽分局，这些机构专门征收

木料和竹木的关税，其中规模较大的位于杭州、荆州、南京和芜湖。在抽分局，至

少从15世纪晚期开始，木税形式逐渐从实物税转变为以白银支付的货币税。 

关于明清鼎革时期个别税关的制度史，参见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

康熙《大清会典》，卷16。

清王朝入主中原的两年后，延续了明代的税关制度。户部和工部基本上各自接

管了明代的钞关和抽分局。 此外，竹木的税收完全转变为以货币支付。杭州、南

京、芜湖等地同时设有两个榷关，分别隶属户部和工部。以南京为例，龙江关是工

部辖下专司木竹税的税关，而西新关则由户部管理，向其他大宗商品征税。即使木

竹税的征收早已像其他商品一样转变为以白银支付，将其剥离出来也颇为合理，因

为这样可以将运输竹木的木筏从遍布舢板、交通拥堵的税关分流开来，从而方便通

航。同一城市的两个榷关账务独立，但它们都由同一个税务监督管理，且两关税收

皆上缴户部；管辖权上的差异的影响，只是体现在税关账务的年度审计由工部还是

户部负责。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136。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136。

除了工部在杭州、荆州、南京和芜湖所设榷关的税收外，户部在江西九江和赣

州所设榷关的税收中，木税也占很大比重。此外，到康熙朝晚期，两个地方级的税

关——四川重庆府的渝关和湖南西部辰州的辰关——正式成为直属工部的榷关，反

映出朝廷对西南木材贸易发展的重视。 其他一些榷关，如扬州关、临清关、淮安

关等，都将木材列为可征税目，但木税只占其税收总额的一小部分。此外，在东

北、山西北部和直隶等地还设立了一些规模小得多的木税站。 如图0.2所示，清

代长江贸易网络中有八个主要的征收木税的榷关，包括六个工部关（龙江关、芜湖

工关、南新关、荆关、渝关、辰关）和两个户部关（九江关、赣关）。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136；《清史稿》，卷125。

表2.1罗列了上述榷关的基本信息。诸关的征课税额在康熙年间进行了一些调

整，并从18世纪初开始固定下来。该表所示1753年的征课定额（据1764年乾隆朝

《清会典》），后来在1799年增加了由朝廷确立的“钦定盈余”。 各榷关税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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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税占比各有不同，且并未在《清会典》和每年呈报皇帝的税课奏销中定期披

露。不同类目的木材税率也不同。因其分工不同，工部关的大部分税收都来自木

材，而户部关的税基则要广得多。更重要的是，实际的榷关税收往往偏离定额。根

据现存数据，表2.1的第五列显示了1725年至1850年期间每个榷关的平均年实际税

收收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均年税收远大于1753年的定额。1799年的调整使征课

定额更接近于实际税收。所以必须注意的是，定额虽然大致反映了这些榷关的总体

规模，但未必准确反映了榷关收入或过关的木材数量。

表2.1 八个征收木税的主要榷关

资料来源：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

注：第三列，1753年定额包含“正额”与“铜斤水脚”。第四列，1799年定额

包含“正额”“铜斤水脚”与“钦定盈余”。第五列，平均收入基于年度收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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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参考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第七

列，规格指的是按照以特定方式测量的木材排筏的尺寸来征税；税率百分比是基于

估值来从价计征的。

a 1804年，九江关的定额增加到539281两；

b 1863年，荆关的定额下降到24819两；

c 1801年，辰关的定额增加到27711两，1807年增加到29692两。

清代的榷关税收管理

在根据18世纪和19世纪的税关税收数据来估算木材贸易的价值和数量时需要留

心，因为清廷不同时期对榷关税收的管理方式会导致奏报中的税收数据产生一定偏

差。清初，榷关的征课定额大致遵循明代在1630年的水平。随着经济从明清易代的

动荡中复苏，早期的税收赤字变成了持续的盈余。因此，顺治朝和康熙朝初期数次

调升征课定额。最终，清廷在1681年确立的征课定额固定下来，在此后包括《清会

典》在内的官方文件中被称作“正额”。至于在清代新开设的榷关，其征课定额的

设立、调整是在康熙、雍正两朝。

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第62页。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13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5、941。

到了18世纪早期，大部分正额已经稳定下来。尽管名曰“正额”，但它并不是

朝廷所期待收入的全部。1706年，清廷以各关办解京铜所付运输成本的名义，对从

西南办运解京的铜斤设立所谓“铜斤水脚”的税银。铜斤是铸造铜币的原料。这一

税目成为办解京铜诸关在“正额”之外的一项必需的税额。 比较1764年版和1899

年版《清会典》中涉及税关的章节，八个主要的木税榷关的“正额”银和“铜斤水

脚”银自1753年以来保持不变。在表2.1中，它们被合并列为“1753年定额”。 

这种行政奖励在清代有专门称呼，叫“议叙”，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记

录，一种叫加级。

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第64—65页；乾隆《大清会典则

例》，卷48。

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第65页。

17世纪80年代后，实际税收往往高于定额，溢出“正额”的“盈余”银变得普

遍。在盈余税银的核定和拨付上，国家面临着“委托——代理困境”（principal-

agency dilemma），相关政策在固化、集权和放任、分权的两极间来回摇摆。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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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最初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平定三藩之乱等主要军事行动中，为了缓解中央的

财政困难，清廷对征解溢额的税关监督予以“加级”奖励。累进的行政嘉奖 虽然

不能使一个官员的职位或官阶有实质性的提升，却是人事考评中的重要因素，在被

议为升迁的候选人时，“议叙”会使该官员有相当大的优势。 “溢额议叙”例是

对关差的有力激励，敦促他们勤勉地征解税银，并如实向朝廷奏销。然而，这些做

法也可能导致对商业过度加派的苛政，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担忧，使得他在战事稍

歇后的1686年明谕废止了“溢额议叙”的奖叙政策。此后，清廷虽然一再鼓励尽报

尽解盈余税银，但已丧失了任何对实际盈余银数额的有效控制。 

档案中的说法是“上一届”，为便于阅读，译文中统一作“上一年”。

随着雍正皇帝发起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派的省级官员几十年来首次对税关

收入进行了全面清查。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奏报的盈余银稳步增长，这既反

映了商业的繁荣，也反映了先前康熙朝晚期的收入有隐匿的情况存在。由于雍正年

间盈余银的持续增加，官僚系统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行政规范：达到税银正额只是最

低要求；在默认的情况下，榷关的税收收入每年都应有所增加。如果奏销的盈余银

比上一年 的少，户部将弹劾负责的关差。因此，上一年征解的税银也就成了下一

年实际的定额。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

然而，一旦税收瞒报的问题得到解决，且上报的税收更真实地反映实际的贸易

量，榷关税收上的波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盈余银不断增加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

1741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皇帝颁发明旨。他担心税关关差们为了避免被户

部弹劾，会对商人过度加派，这种顺周期（procyclical）的倾向会使情况在商业

不景气的年份变得更糟。乾隆的新政是，只有当盈余银数额严重少于上一年时，户

部才会下令监管税关的地方大吏进行全面调查。在没有发现贪污、渎职等不当行为

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减少的税收是市场波动的反映，负责的关差不应该受到指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7。

1749年，考虑到皇帝的宽松政策会影响税收的稳定，户部提议盈余比上一年

“短少一分”（10%）以上者，应追究其责，且官员的降级惩罚应据盈余短少之比

率议处。作为回应，乾隆又下诏规定，往后盈余银考核比较的基准应为1735年（即

雍正朝最后一年）的盈余数目，而非上一年的盈余数额。由于18世纪中叶的榷关税

收普遍高于1735年的水平，该诏书在提高对榷关税收的正式预期的同时，意在展现

皇帝的仁慈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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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7；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

217页。

随着18世纪五六十年代税收的持续增长，盈余银超过1735年的基准并不是什么

问题。税关关差们仍然在他们的账务中引用上一年的盈余作为比较的基准，这是户

部所坚持的做法，也得到了皇帝的默许。 然而，到18世纪70年代末，榷关的收入

（尤其是来自大运河诸关的税收）稳步下降，甚至低于18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这一

趋势反映出大运河沿线南北贸易的长期衰退。考虑到这一点，皇帝在1777年调整了

政策，规定盈余银不仅应与上一年的盈余数额进行比较，还应该与之前三年的进行

比较：只有当盈余银达到四年来的最低水平时，关差才会因盈余短缩而遭到户部驳

诘。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

关于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9世纪20年代后的关税下降问题，参见倪玉平《清朝

嘉道关税研究》。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245—298页。

18世纪90年代税收收入的持续下降，最终促使嘉庆皇帝在1799年制定的“钦定

盈余”数额远低于18世纪实际税收的峰值水平。如果只比较1753年和1799年的定

额，往往会忽视这一点。这引向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嘉庆皇帝是在试图从税关

中榨取更多的收入，实际上他是在下调盈余银的预期。 表2.1中，1799年最终的

总定额是“正额”“铜斤水脚”和新的“钦定盈余”的总和。另一次重大调整发生

在1804年，只涉及九江关，九江关的盈余定额又增加了19200两，总定额增至

539281两。“钦定盈余”最终完成了由浮动盈余向定额盈余的转变。“钦定盈余”

之外报解的盈余现在被称为“额外盈余”。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榷关税收

的下降变得越发普遍和频繁，特别是之前繁荣的大运河沿线诸关，如浒墅关和淮安

关，它们的“盈余定额”在1831年进一步下调。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9世纪20年

代以后，税关收入的衰退似乎预示着普遍的经济萧条和区域经济的崩溾。 19世纪

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几个主要的榷关关闭，之后再也没能重新开放。此

外，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厘金的推广，榷关的税收再也没有恢复到18世纪的水

平。 

上述对清代榷关税收管理的简要回顾，为理解国家中央的视角提供了重要见

解，特别是其权衡取舍之道——一方面要求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抑制腐败和对商

业的过度征派。榷关制度，如同清代财政系统的其他分支一样，面临无法解决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中央政府、税关关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后两者往往

从向中央隐瞒收入中获益。可以在广义的包税制（taxfarming model）的框架内理

解正额和不断变化的盈余管理则例。在这种模式下，委派的关差负责满足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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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正式典章规定的正额还是默守的行政规范的非正式要求），任何税额的短

缺都必须从其私囊中弥补。此外，尽管有违官方规定的原则，但关差实际上可以在

毫无实质性风险的情况下截留超出要求的任何收入。清代公共财政的这些方面肯定

值得更全面的研究。

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主要的启示是税收管理政策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呈报的

税收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我们的解读应该如何调整，以诠释潜在的偏差。在18世纪

初，贸易的扩张已经使清王朝早期制定的“正额”过时了。然而，超出正额的盈余

并没有完全反映在呈报的税关收入中，这主要是因为清廷有意对此疏忽，以抑制官

员对商业过度课税的念头。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雍正皇帝巩固榷关税收的努

力，诸关税课的奏销更真实地反映了市场扩张的程度。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榷关收

入的稳步增长形成了一种行政规范，它指导着户部在18世纪其余时段的评估和预期

——每年应呈报奏销的税收收入即使未能不断增长，也应该是稳定的。

因此，从18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虽然税关收入的任一数额的大幅减少和增加

更有可能反映实际的市场波动，但多年来个位数级别的稳定年增长应该被理解为只

是对实际贸易量下限的反映，因为它们最有可能是关差们欺瞒隐匿的结果，由此他

们既可以通过户部的奏销审计，又可以尽可能地中饱私囊。同样，在1799年确定了

额外盈余后，实报税额与定额的显著偏离表明了市场的波动，而历年呈报数额中连

续出现比定额高出几两的情况，则更可能表明市场规模的下限。总而言之，榷关收

入表现出的变动幅度必然低于实际的市场变化幅度。其效应可能是非对称的：虽然

贸易量的减少将更直接地反映在税关收入的数据中，但贸易量的增加往往没有得到

充分反映。

关于赣关的税收构成，参见廖声丰《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

流通》。

考虑到这些情况，榷关数据仍然可以提供有关市场情况变化的信息。由于年度

奏报中没有包括税关收入的详细细目，本章以下部分所呈现的木税数据是估算得出

的。对于芜湖工关、南新关、荆关、渝关等工部关来说，木税占其税收收入的绝大

部分，且常被官员作为解释税收波动的主因，这些税关的总税收收入的变化趋势可

以大致代表木税的变化趋势。另外，辰关的估算方法在本章中有详细说明，龙江关

和九江关的估算方法在附录A和附录B中有详细说明。赣关是设立在江西赣州的户部

关，不得不在此略去。虽然赣关对江西南部主要的木材来源课税，但它地处通往广

州的唯一一条陆路贸易路线之上，其可征课的商品税目繁多。对其税收贡献最大的

是丝绸和茶叶，而非木材。我没有找到关于赣关的木税占比的可用信息。 

江南的木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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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物资志》，第19—21页。

南京是长江及其支流所连接的整个木材市场的枢纽。南京的报价是上游所有木

材贸易最终的市场信号。它是木商从西部地区运输木材沿江而下的最后一站。江

南、江北各城市和集镇的批发商都来这里大批量采购。南京的木材集散市场位于西

郊的上新河镇，上新河得名于明洪武年间修建的一条连接秦淮河和长江的运河。明

初，上新河的沿岸以“皇木厂”和“宝船厂”闻名，因为这里被用于储存建造皇家

宫殿的木材，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著名宝船也取材于此。1393年，明代最早的工部

抽分局之一在此建立，即龙江关的前身。 

一个问题是，《南京物资志》和其他一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文献将西帮

同山西或陕西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如杨有赓《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行初探》，

第49页；金勤《清末三大行业之一的上新河木市》。然而，似乎没有明确的史料支

撑这一说法。虽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盐业和其他贸易中确实被称为“西帮”，但没

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们是江南或中国南方其他地区木材贸易中的重要商贸群体。我参

考了民国时期木业从业者的著作，他们清楚地解释了木材贸易中的“西帮”指的是

江西商人。如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荫青《江西之木材业》。

类似的故事在光绪《婺源县志》卷33—35的《人物志·义行》中比比皆是。

商人最初辐辏于此是向官府的营造工程提供木材。到明代中叶，这个地方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木材市场。在这里，徽帮、临帮和西帮三个商帮开始登上历史

舞台，一直到19世纪中期，他们都是木材贸易中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徽帮商人来

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以婺源县的居多。临帮商人来自江西的临江府，以清江县

（今樟树市）的居多。西帮商人一般是除临江商人以外的江西商人，其中来自省会

南昌的最多。 这三个商帮不仅在他们的家乡交易木材，还率先将木材贸易进一步

扩展到西南地区。自明末开始，他们溯江而上，从湖南采买大量木材，并运到南京

的市场。资本雄厚的木商还从事放贷，为西南商贾的生意提供资金。 

《南京物资志》，第21页。

戴渊：《南京上新河木材贸易状况》，第237页。

从19世纪开始，湖南和湖北的木商崛起，他们开始挑战徽州和江西商人的地

位。利用靠近西南木材产地的地理优势，他们越来越多地前往长江下游进行销售。

南京市场除了传统的三帮外，逐渐加入了来自两湖不同区域的商帮。 到清末，主

要商帮都各自在上新河沿岸占据滩地，建立起自己的同业公所。沿河自西向东，依

次修建有南昌、赣州、湖北、湖南、临清、徽州的会馆。各商帮经常争论所占滩地

之间的边界，其划分亦随着各帮力量之兴衰而变化。 

柳培良、范净宇：《南京市木材市况调查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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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抵南京的木材中有一小部分是供当地消费的。除了城郊面向跨区域贸易的上

新河木材市场，南京城的西水门和汉中门还有两个规模较小的木材市场。这两个市

场的木商从上新河采购，然后零售给城内的本地商户，后者主要是木工作坊和营造

匠师。 除南京本地所耗木材外，大部分木材都再扎成小排木筏，顺大运河运往江

南和淮河流域的城市。通往江南的木筏在镇江进入大运河，可抵常州、无锡、苏州

和上海。北上的木筏在扬州进入大运河，分流到泰兴、南通和盐城。

类似的论述，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02—01—008—000367—0006、04—01—

35—0315030、04—01—35—0329—032、03—0593—030、03—0607—006；清代宫

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40212、001409、005748、403006452、014090、

040641、086080。

龙江关和芜湖工关的税收主要“以竹木簰把为大宗”。 这两个榷关的税基相

似，都对来自上游的木簰课税。芜湖工关所课竹木税目的对象主要是沿长江从九江

顺流而下的木材，以及少量产自安徽南部、运往南京的木材。相较过关的木材量而

言，芜湖本地的木材消费量微不足道。大部分木材运抵南京后在龙江关再次征税。

木材不仅是这两关最大的可征税目，更是它们税收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从它们

所征关税总额的变化趋势就可以大致了解木材总量的变化。如图2.1所示，龙江关

逐年的税收收入表现出相当大的波动，而芜湖工关似乎是少报税收增长的典型（部

分原因是核销时，盈余经常被用来抵补同城户部关的赤字）。考虑到它们税基相

似，龙江关和芜湖工关税收下降的巧合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总的趋势显示，18世

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木材销量大幅增长，在1785年至1795年间大幅波动，在19世纪的

前三十年出现适度的复苏，在那之后是一个持续到世纪中叶的低迷期。

海关总税务司署（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Decennial Reports），vol.1（1882—1891），第238页。由于木材贸易不在海

关课税，因此这些数值只是估值，并非实际的统计数值。

根据对龙江关税收总额中木税占比的非常保守的估计和基于税则的近似计算，

1725年至1850年期间，运抵南京的木材年均总量约为500万根（见附录A）。在木材

运量高涨的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估计龙江关每年木材量高达600万至700万根。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估值是实际数据的下限。作为参照，海关总税务司估计，1882年

至1891年期间，每年有超过1800万根来自湖南、贵州和江西的木材通过了地处内陆

的芜湖工关。 回顾第一章所述朝廷每年需要的7400根标准大小的原木，这与市场

的需求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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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720—1850年龙江关、芜湖工关与九江关的税收，单位：银两

资料来源：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119、317—375、381—

388页；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附表10、12、13、15、16；第一历史档

案馆、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

这个价格是1900年杭州圆围1—1.5尺（胸高直径0.3—0.5尺）的原木的价格，

见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卷7，第245页。与之类似，在19世纪90年代，周长

1尺的原木在南京的售价为0.3—0.6两，参见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

人口数据来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在沿长江运抵南京的木材之外，来自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的木材被运至杭州分

销。因此，南京龙江关和杭州南新关的木材总量可以大致代表在江南和江北核心区

分销的木材总量。我对南新关的原木数量的估计是根据其10%的从价税税率，并假

设每根原木的价格为0.5两。 用运抵龙江关和南新关的原木数量除以江浙两省的

人口总和，可以估算出人均木材消费量。 这种方法可能高估了人均木材消费量，

因为它没有将大运河沿岸的华北诸省（安徽、山东和直隶）的人口计算在内，这些

省份的木材供应也部分来自南京；它也可能低估了人均木材消费量，因为它没有考

虑从福建到浙江的海运木材供应。尽管有这些不足，但这个方法还是可以有效地揭

示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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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木材数量的估值与人口增长的趋势相比照，18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木材总量

的大幅增长基本上与这一时期30%的人口增长保持一致，人均木材消费水平保持在

每年每千人90根左右。木材贸易的衰退始于18世纪90年代，并持续到19世纪的头十

年。尽管从1800年到1830年间有一些波动回升，但再也没有达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

峰值水平。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木材消费量在19世纪上半叶持续下降，在19

世纪的头30年里，每年人均原木消耗量徘徊在每千人70根左右。19世纪三四十年代

经历了另一轮经济衰退，人均木材消耗量下降到约每年每千人50根。

有关洞庭湖及长江中游水利系统的相关问题，参见濮培德（Peter C.

Perdue）《地尽其利》（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232—237页。

19世纪的官员们越来越多地谈到水利困局、森林砍伐的后果和物种灭绝问题。

参见费每尔《清代中国边疆的人口与生态》，第272—277页；马立博《虎、米、

丝、泥》（Tiger,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第331—332页。环境历史学家指出，19世纪的中国发生

了一场系统性的环境危机，从性质上讲，这场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危机都要严

重。参见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264—282页。

我发现有57份奏折解释了1725年至1852年间的45个税收短缺事例，它们涉及九

江关、芜湖工关和龙江关。1780年以前，税收短缺的情况鲜见，且短缺的主因大多

是洪水或干旱造成的河运中断。18世纪80年代以后，税收短缺的情况频现，约半数

的情况是由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需求不振，这证实了普遍的经济萧条，特别是在道光

年间。在19世纪，洪水或泥沙淤积导致的河运中断问题在奏报中也更加频繁地出

现，这表明水利管理和湖淤占垦等长期问题开始影响到国家最重要的运输设施。 

此时，随着人口、水利、森林和农业之间的微妙平衡达到极限，当时的观察者们开

始意识到环境系统的脆弱性。 尽管有效的种植林管理为市场提供了木材，但商业

造林对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对既有的森林

覆盖率和自然水系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导致了土壤侵蚀、泥沙淤积和更频发的洪

水，从而对庞大商业网络的生态基础造成了破坏。

参见戴渊《南京上新河木材贸易状况》；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41。

从19世纪60年代起，江南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重建带来了由需求诱导的木

材贸易大繁荣。不少关于民国时期南京木材市场的记载都将其起源追溯到太平天国

运动之后。这样的记述虽然忽略了帝制晚期南京木材市场的长期发展，但反映了太

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市场繁荣程度。 由于在战争中损失了近半的人口，江南的人均

木材消耗量应该是增加的。然而，自1853年因战争关闭以来，龙江关未再恢复设

立。 南京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建立了新的木材征税机构——木厘局，它不受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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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控制和审计。由于缺乏该局定期税收统计的数据，我们也就无法对1850年以后

的木材量和人均消费量作出类似的估计。

木材供应的来源

九江关是两个最重要的木材源流的交汇之所：西南的木材从汉口沿长江顺流而

下，江西的木材沿赣江北上。九江关的总口坐落在长江上，而在连接鄱阳湖与长江

的大姑塘设立分关，专向江西商货征收税银。九江关所征木税的估算方法详见附录

B。根据估算，九江关所征木税收入的变化趋势与芜湖和南京相似（见图2.1）：木

税税收从1755年到1785年大幅增加，在接下来的20年里急剧下降至18世纪50年代的

水平，然后进入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适度恢复期。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123页。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027882。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荫青：《江西之木材业》；卢其慥：

《赣南木材行业史话》；欧阳天星：《赣南木材行业史话补记》。

许多证据表明，江西在18世纪仍然是最大的木材产地。1744年，在芜湖工关，

江西木材所缴税银为95601两（占78%），湖广木材所缴税银为26376两（占22%）。

再如1780年的奏销关期（1779年4月至1780年4月），据我估计，九江关的木税共

131489两。据江西巡抚郝硕的奏折称，专课江西木材的姑塘分关共征木税82364两

（占上述所估总额的62%），这一数额被认为是异常低的。实际上，郝硕提到仅在

1780年的五六月，姑塘分关所收木税就已达95233两，超过了这个分关上一届关期

所收的总和。仅这两个月，该关的江西木税就已实现1781年关期木税总额的

64%（1780年4月至1781年4月，木税总额估计为149201两）。 在19世纪，随着湖

南木材供应的稳步扩大，江西木材供应的比例有所下降。江西的木材通常比湘西的

小，因此价格也相应较低。这大概是因为江西的大部分天然林业已砍伐殆尽，人工

林多砍伐幼龄木，而湘西的森林仍有大量成熟林。不过，在整个民国时期，江西一

直是与湖南并立的重要木材产地。 

同治《赣州府志》，卷20、21；卢其慥：《赣南木材行业史话》。

乾隆《龙南县志》，卷13、25。亦参见光绪《龙南县志》，卷2。

从元代开始，江西就开始向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出口一定规模的木材。明清时

代，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木材输出地。在省内赣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遍布培育木

材的人工林（图2.2）。南部的吉安和赣州所产的木材由于种植周期较长（35年至

40年）、质量更优、尺寸较大，占江西输出木材的绝大部分。 据赣州龙南县1752

年的方志（乾隆《龙南县志》）记载：“出境惟杉木，自数十年来种植愈广。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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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材者可得数十万株。土人转运江南，颇得厚利。……田之利什之七，山之利什

之三焉。” 

图2.2 明清时期江西的木材产地示意图

荫青：《江西之木材业》，第2—5页。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木业界》，1940年第2卷第1期，第13

页。

光绪《江西通志》，卷49；荫青：《江西之木材业》，第5页；卢其慥：《赣

南木材行业史话》，第112页；欧阳天星：《赣南木材行业史话补记》，第166、

168页。

根据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调查，江西南部（包括赣州、吉安、南安、宁

都）每年的木材产量为1100万到1300万根，另有500万到600万根木材产自北部的抚

河和修水河谷以及毗邻安徽的边界地带。 然而，相较湖南的木材，江西输出的木

材尺寸较小，大多数圆围在1尺到1.5尺（龙泉码价中的分码）。 最好的江西木材

来自“关上”（此处称“关上”是因为赣关以南的地方从北面看过去是在赣关的上

方），特别是赣州的瑞金和龙南附近地区。次一级的木材则产自“关下”（指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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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的地区），在吉安南部的龙泉县和万安县一带。再次等级的木材则产自吉安西

部地区。 

卢其慥：《赣南木材行业史话》，第114—115页；欧阳天星：《赣南木材行业

史话补记》，第167—168页。

荫青：《江西之木材业》，第6页。

欧阳天星：《赣南木材行业史话补记》，第167—168页；吴传钧：《南京上新

河的木市》；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第13—14页。

虽然区域间输出的木材大多产自江西南部，但木材贸易中的巨贾则来自江西北

部，主要是临江和南昌（临帮和西帮）。这些商人经营着长距离的商业往来，将在

赣州的采买和在南京、常州等长江下游市场的销售连接起来。在当地钱庄的资金支

持下，他们与赣州的木材牙行（常称为“木行”或“木牙”）合作，通过预支有息

贷款，直接从从事伐木、小本经营的木商那里采买。他们还通过牙行组织来雇佣运

工，进行运输。 省内分销的木材扎成中型簰筏，行销外埠外省的木材则在进入鄱

阳湖的吴城捆扎成大木簰。 在南京的市场上，临帮的势头最盛。其鼎盛时期，每

年夏天都有二三十家临帮商号将木材运往南京，以至于运抵的木材常常塞满运河南

岸的货仓。西帮的商号虽少，但规模却大得多，有的营运资本高达几十万两。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些赣州人将自己的生意扩展到木材经纪之外，也开始涉足长途贸

易。到了晚清，赣州帮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在南京和常州设立会馆。 

我对荆关木材量的估计比石莹要低得多，因为我从荆关的收入中扣除了一定的

船税估值，而石莹假设总税收为木材税。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石莹的方法还存在更

大的问题，即她将经荆关的木材估计量作为汉口木材贸易规模的指标。然而，正如

我在本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荆关只有四川和湖北的木材，这在汉口的木材供应中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石莹以荆关的收入数据为基础，得出了汉口木材市场在19世纪

上半叶停滞不前的结论，这与历史上对汉口鹦鹉洲木材市场自19世纪以来迅速发展

的记载相矛盾。汉口木材市场发展的原因在于，湖南木材的增加抵偿了湖北木材的

减少。参见石莹《清代汉口的竹木市场及其规模分析》；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

洲竹木市场史话》。

除了来自江西的木材外，其他地方所供木材的情况可从四个较小税关的木税收

入中得以管窥。重庆的渝关对来自四川的少量木材征税。荆州的荆关针对汉口市

场，对沿江而下的四川、湖北木材征税。辰州的辰关对湘西、贵州的木材征税。杭

州的南新关对从皖南和浙西运到杭州的木材征税。可惜的是，湖南东部湘江流域所

产木材和福建所产木材没有相应的税收数据。上述四个税关的木税都按从价标准计

征，即按商品估价的一定百分比征收。辰关、荆关和渝关实行3%的从价税率，而南

新关实行10%的从价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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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

据此估算，重庆和杭州（两个区域性市场）的木材贸易价值分别稳定在20万两

和30万两左右。同样，假设每根原木的均价为0.5两，那么两个市场每年的木材交

易量分别为40万根和60万根。尽管四川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由于地形险峻、木

簰无法在三峡通航，鲜有四川木材输出到外省。在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杭

州依然是分销皖南和浙西木材的重心。途经荆关的木材数量整体呈长期下降的趋

势，尽管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略有回升。相比之下，途经辰关的木材数量大幅

增长（详见下一节）。荆关和辰关的相异走势表明，湖北的木材供应逐步式微，而

湘西和贵州则在木材供应中愈发重要。需要注意的是，运抵汉口的四川、湖北木材

几乎全部经停荆关纳课，而辰关只对湘西的木材征税，湖南东部湘江流域所产的木

材没有反映在辰关的税收中。产自湖南、贵州、湖北和四川的木材在汉口汇合。19

世纪初汉口鹦鹉洲木材市场的兴起，与湖南木材供应的增加密切相关，湖南木商的

势头也压过了湖北本地的木商。 

光绪《婺源县志》，卷30、34。

陈醒和陈立廉两位自20世纪初开始在汉口从事木材贸易的木材商人，对汉口木

材市场的历史发展和习俗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参见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

市场史话》。

嘉庆《芜湖县志》，卷6；民国《芜湖县志》，卷13。

自明末起，徽州和江西的商人就在汉口交易木材。徽州婺源县的地方志中记载

了不少明清时期在南京和汉口之间往来的木商。这条特殊的贸易路线被称为“吴头

楚尾”。 据当地的说法，江南棉布的销售扩展到长江中上游一带，汉口的木材市

场最初便因此而发展起来。随着棉布交易发展到湘西南的苗区，以汉口为转运中心

的“以木换布”的跨区域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常见的模式是在汉口买木再直

接运往南京，但木材也可以在沿途的木材市场几经倒手，特别是在九江和芜湖，木

筏必须过关完税。在芜湖，贮存、堆放木材的河滨被称为“徽临滩”，因为当地木

商大多来自徽州和临江。 

停靠、堆放木簰的江河之滨，总称为“滩”。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16—117页。

直到19世纪早期，汉口才成为竹木贸易的主要中心，这同时得益于两个变化：

鹦鹉洲的淤出和湖南木商的崛起。湖南木商开始与江西和徽州的外地人竞争，出口

自己家乡的木材。早期的木材市场位于汉口，从长江经汉江即可到达。1769年前

后，长江中游的汉阳江堤沿岸新淤出一洲，后来逐渐淤积成一条长长的沙带，即为

“鹦鹉洲”，此处更便于簰筏的停泊和卸货。19世纪初，当湖南的木商开始来到汉

口时，汉口原有的木滩 已经被捷足先登的徽州和江西木商完全占据，湖南木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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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利用新淤的鹦鹉洲。当该洲作为木滩的优势显现出来时，湖南人已经垄断了

洲上最有利的位置：长长的滩头和与汉阳江堤相隔的水道。当江西木商迁到鹦鹉洲

后，留给他们的只剩下远离河道的高地，除非是为了找寻稀有品种的木材，顾客一

般不愿光顾那里。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第269—272页；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3页。

到19世纪40年代，鹦鹉洲的竹木市场已经超过了汉口的竹木市场，湖南木商已

占主导地位。太平天国运动后，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恢复重建，以及清廷以武汉

为中心推动的军事和工业现代化改革，鹦鹉洲竹木市场进入增长的繁盛期。 湖南

商人被统称为“南帮”，按籍贯又划分为八府和十八帮。这些商帮又联合成两派，

分别经营来自宝庆、长沙、衡州的“东湖木”和来自常德、辰州、荆州、永州和沅

州的“西湖木”（图2.3）。在鹦鹉洲滩头建立会馆的商帮多达20余家，它们代表

着行业联盟的不同层级。

五府系长沙、衡州、宝庆、常德、辰州。十八帮从鹦鹉洲头起，分别是：上安

化帮、上宝帮、上长衡帮、常德帮、敷圻帮、白水帮、祁阳帮、辰帮、沅帮、下长

衡帮、二都帮、同利帮、下安化帮、曹家帮、清埠帮、下宝帮、歧埠帮、洪埠帮。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1—124页。

大约在1865年，整个鹦鹉洲商区建立起一个统领湘东、湘西商帮的两湖会馆，

鹦鹉洲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小湖南”。在两湖会馆的统筹协调下，形成民间所谓

的“五府十八帮”。 “五府”一词并不准确，实际上有八个按府划分的商团。湘

西、湘东的商帮联合组建两湖会馆时，就存在如何分摊会费的问题。八府商帮并不

是平摊会费，而是湘东三府承担六成，湘西五府承担四成。因此，虽然为了与会费

分摊的比例对应，湘西五府名义上在两湖会馆中只有“常德”和“辰州”两个代

表，但它们的会费实则由湘西五府共同承担。“五府十八帮”反映了两湖会馆内部

的经费分摊安排，其中两府代表湘西商帮，三府代表湘东商帮。 会费的分摊安排

可能反映了湘东和湘西木材贸易的相对价值，尽管缺乏税收数据，但这佐证了湘东

木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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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明清时期湖南与贵州东部的木材产地示意图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第272—273页；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4—126页。

鹦鹉洲市场的另一大群体是当地的湖北商人。这些湖北人被称为“汉帮”或

“北帮”，最初是在本地代理江西、徽州和黄州商人的生意，后来他们也涉足长途

贸易。19世纪下半叶，随着木材市场的继续扩大，他们希冀在鹦鹉洲的船坞滩头占

有一席之地。他们上书地方官，指控湖南商人垄断并禁止当地人从事木材贸易，并

质疑湖南人对鹦鹉洲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经过反复的争讼乃至暴力冲突后，双方

最终达成协议，湖南木商可以继续占据船坞滩地，并将木材运至汉口，但木材的销

售必须由牙行居中说合，而此后只有湖北本地人有资格获得牙帖。至此，湖北商人

开始申请牙帖，在鹦鹉洲设立木行。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5页。罗威廉提到，这一

争端在湖南大员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压力下得到解决后，两湖会馆对湖北商人变得包

容，并从此成为一个包罗一切的木材贸易组织。但这一论述的史料不明。参见罗威

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第273页。

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99—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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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41。

在这些争讼中还有一个关于两湖会馆的有趣插曲。湖北商人的一则指控是，湖

南商人“将南北共同的会馆据为独占”。这纯属捏造。在这里，湖北人把“两湖”

一词曲解为“湖南和湖北”，而“两湖”实则指的是“东湖和西湖”。在诉讼中，

当组建会馆的文书成为呈堂证供时，这一指控也就不攻自破。但是，由于“两湖”

一词的模糊性，湖南商人为了避免再生枝节，把行会的名称改为“湖南会馆”。 

由于从湖南经洞庭湖运来的木材不走荆关，荆关也就未能在繁荣的汉口木材贸易中

抽分获利。从1806年至1823年，荆关监督一直报告税收短缺。 1857年，朝廷在武

汉新设了一个征收竹木税的税关，名为“新关”，专课流经汉口之木材，税银正额

为27700两。到19世纪90年代，新关在正额外盈余12295两，盈余的很大一部分源于

湖南木材。考虑到19世纪下半叶国内榷关收入的普遍下降，这一成就着实显著。 

湘西的辰关

1686年关于辰关的记载出现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46。然而，在康熙

《大清会典》（记录到1686年）和雍正《大清会典》（记录到1727年）中，它都没

有被列入正式的工部关清单。见康熙《大清会典》，卷136；雍正《大清会典》，

卷201。

鉴于湘西地区成为日益重要的木材源地，本节将细致深入地考察辰关。湘西木

材课税的制度史和税收趋势反映了前述对榷关税收数据细致考察的重要性，并揭示

了18世纪湘西和贵州东部沅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繁荣发展。辰关设立的确切时间已无

可考，现存对该税关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1686年，但它直到18世纪30年代以后才被

正式归为工部关 并由辰州知府直接管理。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18—119页。

戴渊：《南京上新河木材贸易状况》；柳培良、范净宇：《南京市木材市况调

查上》，第20—21页。

辰关在木材贸易结构中的地位有待厘清。图2.3标记了位于湖南和贵州东部的

主要木材产区。产自湖南和贵州、广西部分地区的杉木被称为“广木”。使用

“广”字，是因为在1664年以前，湖南和湖北曾是湖广行省所辖的一部分，在那之

后，口头上仍继续以“广”字称之。广木的质量一般被认为比“西木”（来自江西

的木材）好。广木按产地又分为两种，湖南东部湘江、资水流域所出产的木材被称

为“东湖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的沅江流域所出产的木材被称为“西湖木”。

其中，西湖木的品质更优。 辰关所处的位置恰好可以对所有最接近产地的西湖木

课税。然而，辰州本身并不是一个交易市场。西湖木的第一个主要市场位于沅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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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常德，那里的木商聚集在德山镇进行贸易（办解皇木的湖南官员也常光顾那里

采买木材）。沅、澧、资、湘四水汇入洞庭湖，在岳阳汇入长江，木材在那里再须

整合编扎为大簰，方能抵御滔滔江流。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402016499。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402013901。第一历史档案馆，02—

01—04—12848—003。

辰关只课木、盐之税。1726年，湖南巡抚布兰泰开始审查辰关的税收。康熙年

间，辰关的税银定额只有2400余两，其中盐税1375余两，木税1030余两。据布兰泰

的奏报，到18世纪20年代，辰关盈余已达6000两以上，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沿沅江而

下不断增加的木材量。鉴于康熙年间中央对榷关控制较松，这些盈余未向户部披

露，而是被截留在辰州府，或者按布兰泰所言，它们大多被知府私人贪墨。布兰泰

建议指派专差梳理辰关税收并重设税银定额。 在布兰泰的提议下，辰沅永靖道的

道台王柔在1728年至1730年督办了辰关税务。根据这几年的税收数据，辰关的税银

正额自1732年起增加到12500两，如遇闰月年则增至13400两。 

第一历史档案馆，02—01—04—12848—003。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402002884。

辰关所报税收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所呈现的变化模式耐人寻味，它清楚地表

明了漏报税收的情况（图2.4）。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锯齿形的税收变化折

线，它对应着平年和闰年的不同定额。王柔在1728年、1729年和1730年所征税收分

别为9370两、12452两和13417两。当根据这三年的税收设定正额时，当地官员认

为，由于1730年是闰年（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采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方法），这

一年较高的税收源于闰月所征的额外税收，因而不应将其设为定额。最后，官方取

中间值12500两为平年的定额，取13400两为闰年定额。 然而事实上，布兰泰的奏

折中提到1725年的税银约为8400两，那么这些年税收的稳步增长很可能是木材贸易

额显著增长的反映，这得益于当时清水河的疏浚，它为苗区的木材供应打通了商

路。 这些年木税收入的增长很可能是贸易繁荣这一长期趋势的前奏，这得益于交

通运输的改善和苗疆军事行动的结束。1730年是闰年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从1725年到

1730年的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木材贸易有季节性，在不同季节中多出一个月不

太可能带来税收的等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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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720—1850年辰关的税收与定额，单位：银两

资料来源：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

因此，税收的锯齿形变化更有可能是有意隐瞒税收的结果。雍正、乾隆时期的

税关盈余需要与之前年份的盈余进行比较。以辰关为例，平年的税收应与之前平年

年份的税收进行比较，闰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平年和闰年的税收变化序列分

开，这两个序列除了个别的波动外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这说明多数官员在上

报税收时只是在前一年税收的基础上多增加了几两。税收增长的阶梯模式也支持了

这一推论。1751年和1760年上报的税收大幅增加，分别增长了18%和23%。有趣的

是，随后的几年里上报的税收都立即追平，并在该水平上保持稳定。市场波动不会

遵循这样整齐划一的模式。因为可征税目和额定税率没有变化，所以对所呈报税收

呈阶梯状的唯一解释是，大多数官员都依葫芦画瓢，只有少数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

披露了实际税收情况。

第一历史档案馆，02—01—04—18334—018、02—01—04—18335—028。另见

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0。

第一历史档案馆，03—1768—039。

在1751年和1760年的官方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关于税收激增的解释，但18世纪和

19世纪之交的事例可以提供一些思路。1799年，嘉庆皇帝规定辰关的“钦定盈余”

为3800两，使总定额接近16300两，但仍低于通常呈报的实际税收。此外，闰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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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税银定额也不再执行。1800年呈报的税银为18215两。然而，几个月后，曾亲

自调查过辰关税收的湖南巡抚祖之望上书称，辰关1800年的实际税收为27711两。

此后辰关每年都呈报了这个确切的数额，直到1807年，湖南总督景安将之前留存

税关内的部分税收也纳入呈报中，这部分税收即扣除税关支项后10%的火耗羡余。

这一举措使得实际定额达到29692两，这也正是接下来几十年辰关所呈税银的数

额。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官员开始在奏折中分开呈报木税和盐税。从十几个这样

的奏折中可以看到，1732年盐税的正额定为3255两，除了1807年增加了10%的火耗

外，一直保持稳定。每年征收的盐税似乎都在正额水平上下，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

后，几百上千两的短缺才成为常态。

税关数据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变得零散，但19世纪中期的萧条和之后七八十年

代的复苏值得注意。由于未知的原因，20世纪初的税收急剧下降。然而，随着19世

纪下半叶厘金制度主导了国内常关税制结构的大趋势，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税收数

据无法与18世纪的数据直接比较。如果我们认同地方呈报税收的峰值即代表真实的

税收情况，并将这些点连在一起，那么图2.4中的虚线应该能让我们大致了解18世

纪市场扩张的趋势。经过辰关的木材的货币价值亦可在这些时间点上估算出来。从

18世纪的税关收入中减去约3600两的盐税后，剩下的应该是所课木税的估值。 以

辰关3%的木税税率计算，1730年途经辰关的木材价值约为30万两，1750年为40万

两，1800年为80万两。由于税关计算税额所依的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是既定的，

因此这一增长主要反映的是木材数量的增加。粗略估计，到1800年，沅江流域的木

材贸易占长江木材贸易总量的15%到30%。

税关数据中的所有信息现在都有了眉目。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消费大

幅增长。在19世纪初，消费增长的势头虽然减缓了，但据保守估计，每年运抵南京

的木材数量仍然保持在400多万根。这一消费水平的维持得益于江西木材的持续供

应（当时江西人工造林已颇为广泛）和湖南、贵州木材供应的不断扩大。到了19世

纪，商业化的林业在西南地区也建立起来。木材供应的变化、不同商帮团体之间的

重组竞争和西部地区新木材市场的出现交织在一起。尽管所涉地域广泛，参与者众

多，但区域间的木材贸易表现出了高度的一体化。这可以从人、物的季节性流动，

南京和汉口对整个供应链关键的信号效应（signaling effect），以及行业采用特

有行话和计量系统的统一等方面体现出来。

行话、计量和定价：龙泉码

芦隐：《我也来谈龙泉码》，第12页。有关龙泉码如何在市场中使用的描述，

参见《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2页；汤丙南《汉口测木材之法》；王伯心《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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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木材贸易计价方法概要》；荫青《江西之木材业》，第9—11页。

木材行业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在局外人看来纷繁复杂的“龙泉码”，它发明于

17世纪早期，是一套用于木材计量和定价的特定术语体系。其使用范围广泛，涵盖

了南方的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省

份，与长江流域木材贸易体系的地理跨度完全一致。龙泉码被深入应用在木材贸易

的各个方面，以至于1930年国民政府的计量改革遭到木材行业最强烈的抵制。直到

1954年，它才被公制取代。 

计量和定价是任何商品交换的基础。许多商品（如粮食和纺织品）的日常价格

长期以来一直被表达为一个线性函数，即每个单位量的商品对应特定数量的货币

——每石米对应一定数量的白银、每匹布对应特定数量的钱币等，这是我们习以为

常的量化表达。木材则略有不同。龙泉码的发明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原木的价值

不是其体积的线性函数，而是凸函数，这意味着它的价值增长率随着体积的增长而

更高。我们凭直觉可知，一整个木条比两个体积加起来同等大小的小木条值钱得

多。随着木材来源日益从天然林砍伐转变为商业人工林生产，人们越发强烈地感知

到这种凸函数性质，因为树干体积的增长现在直接与所投入等待时间的增量和时间

的货币价值挂钩。龙泉码系统的设计直接体现出，人们已经了解到原木价值与其体

积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时间的货币价值。

孟泽思：《林业》，第633页。

王振忠：《太平天国前后徽商在江西的木业经营》，第151页。

据说这一计量系统由郭维经的长女郭明珠设计，郭维经是明末进士，亦是抗清

名臣。郭维经是江西龙泉县（1914年后更名为遂川）人士，该地以种植和出口杉木

而闻名。郭明珠设计了一套材积表，按木材生长的不同阶段将木材分为九“码”。

她设计了一套基于圆围和长度的算法，据此可以确定每根原木的“码”价。 这一

计量系统在明清之际得到广泛应用。乾隆初年，两位徽州木商进一步调整了龙泉

码，以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 

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造——

「採運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第555頁。

龙泉码的设计理念简单易懂。它引入了一种基于木条圆围的凸函数，圆围即木

条在成人眉眼高度的周长。一根原木的圆围在0.95尺到7尺（滩尺）之间，以0.05

尺为间隔划分等级，共有122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对应一个叫做“两”的值，这

是一个抽象的单位，与白银的货币单位“两”是同一个字。为避免混淆，下文简称

“龙泉两”。各等级圆围与龙泉两的对应关系，通常会列在一个完整的表格中以供

木商参考。若将龙泉两与圆围的函数关系以数学公式表示，则如下式所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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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圆围1.5尺（胸径0.48尺）的原木为0.09龙泉两，圆围2尺的原木（胸径0.64

尺）则为0.28龙泉两。在图2.5中，龙泉两的曲线看起来非常像指数函数。虽然在

码价算法中圆围的上限高达7尺，但实际上圆围超过5尺的原木（皇木类别中的“桅

木”）非常稀少，它们的价格在交易中通常需要单独协商。 

▲c是一根原木的圆围，以0.05尺为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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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龙泉两与原木圆围的函数关系

资料来源：汤丙南《汉口测木材之法》；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长江

中下游木材集散的中心》，注释14；王伯心《南京市木材贸易计价方法概要》，表

1、表2

一旦一根原木的圆围被换算成龙泉两，它就可以被归入九“码”之一（表

2.2）。每个“码”都清楚地以相应龙泉两的数值范围命名。以“两”作为实体单

位或抽象单位时，1钱为0.1两，1分为0.1钱。例如，0.03—0.1龙泉两（即3—10

分）归为“分码”，而0.1—0.2龙泉两（即1—2钱）则归为“小钱码”。同样，

“中钱码”“大钱码”“单两码”“双两码”以及“七八九码”（七八九钱）等都

以此方式命名。

在木材交易中，每一级“码”的单价是不同的。市场价格以每龙泉两所值的白

银两表示。例如，一根圆围2尺（胸径0.64尺）、长42尺的木杆，计为0.28龙泉

两，属于“中钱码”。如果目前“中钱码”的市价是每龙泉两值13白银两，那么这

根木材价值3.64白银两（13×0.28）。在价格表述中一般称为每“贯”龙泉码为若

干两或若干贯（白银）。如前文英安所说的桅木，圆围5尺，“核之龙泉码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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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十六两零三分”，即16.03龙泉两，与前述公式相符；“一贯且作十贯而论”，

意为假设价格为每龙泉两价值10白银两，“则到南京亦值一百六十余两”。

表2.2 龙泉码表

资料来源：汤丙南《汉口测木材之法》；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长江

中下游木材集散的中心》，注释14；王伯心《南京市木材贸易计价方法概要》

注：左起第一列是龙泉码的九个码。每个码有对应的龙泉两数值范围（左起第

二列所示），龙泉两是通过圆围来计算的。每个码也有相应的最小长度（第三

列）。第四列指的是每个码相应的圆围范围。第五列指的是相应的胸径范围。第六

列指的是相应的树龄范围。

对不足标准的木材进行测量与计码时所做的折算处理，有“让篾”和“让码”

两种折算方法。

每一码价级都有材质长度的最低标准。对长度不足的木材，会按规则将龙泉两

折价计算。 如果一根原木有尖（顶部过细）、弯（木材弯曲）、疤（有死节）、

槽（木材的不规则缺陷）、空（有空洞）、破（破裂或有击伤）、烂（木材腐朽）

等问题，那么龙泉两也可折算。买卖双方就这些缺陷讨价还价，以调整有分歧的龙

泉两数量。换言之，在每笔交易中，双方的价格谈判都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码价

（以龙泉两为计量单位的码数）和其单价（每龙泉两所值的白银两）。单价的议定

是围绕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的，而码价的商定则主要依靠木行或其他市场代理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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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解和中立判断。龙泉码的使用是这些牙行在木材交易中长期享有声望和财富的

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在龙泉码价的计算和调整中扮演着居间仲裁的角色，人们

很难绕过他们完成交易。

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卷7，第245页。

如何在定价中使用龙泉码？我们可通过一份1900年的账簿文书的第一部分一探

究竟（表2.3）。 这份文书的缔结双方为徽州的卖家王义生和杭州的中间商同福

兴木行。王义生共销售原木917根，其中“分码”533根、“中钱码”11根、“子

木”373根。对于这三个类别，文书中对其所对应的龙泉两的总数都有记录，并附

有据木材缺陷折算码价的情况。例如，533根分码木总共是23.7825龙泉两（平均每

根0.04龙泉两），然后减去0.1903龙泉两的“让码”，总共是23.5922龙泉两。分

码的市价为每龙泉两11.7白银两，故该码的价值为276.02白银两

（23.5922×11.7）。按此方法计算，再加上“中钱码”和“子木”，所售木材的

总值为338.7白银两。这些钱要减去场街租，围量工、排甲匠和拕塘工的工钱，对

商业、慈善团体和当地官府的“捐纳”以及王义生的差旅花费。此外，该木行此前

向王义生垫付了一笔贷款，作为“已预支给卖方”的款项（129.4白银两），这笔

钱要从销售收入中扣除。最终，王义生从这笔交易中盈利200.3白银两。

表2.3 1900年同福兴木行与王义生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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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卷7，第245页

注：左起第四列数据（平均每根的龙泉两）由作者计算，等于第三列数据除以

第二列数据，其余信息均来自原始文献。小数点后的数字也来源于原始文献。货币

单位为白银两。可以发现一个等式，第七列数据=（第三列数据——第五列数据）

×第六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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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材大价”。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第10页。

这份文书揭示了龙泉码价如何实现戏剧性的简化过程。成百上千根原木的尺寸

和材质特征都在几个码价分类中呈现，每个码价都用龙泉两计量。同时，与按立方

米的总体积计量不同，“码——两”定价系统保留了价值与体积之间的凸函数关

系，并允许梯度定价，由此赋予了大木更高的单位价值。 这个系统对木材贸易中

所用术语和所遵循的惯例作出了规定。木材行业的从业者很少提及原木的实际大小

和数量，他们会说“小钱码12（龙泉）两”，而不是“100根1.6尺圆围的杉木”。

一位商人在探讨不同码价木材的市场状况时评论道：“销路是以分码最普通……以

分码为主，小钱搭十之三，中钱搭十之一二。再以后，分、小钱销路广，而中钱

次，所以每一号家，货将售完，必剩存中钱若干。”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第13页。

詹鸣铎：《我之小史——新发现的徽商小说》，第187—188页。

在谈及木商的经营规模、商帮实力、木材市场规模时，他们通常用龙泉码作为

衡量比较的依据，而不是直接谈论原木数量或货币资本量。下述对西帮和临帮的比

较就说明了这一点：“江西帮盛时，不过十二家，惟每家来货，岁有三四届，每届

约二三千码不等……临江帮，以产木区地临接壤，故营此业者，较江西帮多。其采

购法不以多为主，而求其速，故来排自六七百码至千数百码，大者不逾两千码；规

模弱于江西帮，而号数人数盛于江西帮，故团体之势力壮于江西帮。” 如果没有

充分的培训和行业经验，新手很难听懂老手之间的基本对话。难怪当一个生员转行

开始参与家族的木材生意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记龙泉码价表。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2页。折扣计算的办法也可参见芦隐《驳新订市尺

木马之原理议》。

靠近木材产地的地方在计算龙泉两时也有一套折算的做法。在汉口、南京等大

型市场中，各码的基准单价是确定的，而沿江运输的成本则通过龙泉两的折算部分

地反映在上游市场上。例如，在产木的山区测量原木的圆围时，1.1尺被算作1尺，

圆围应在“水眼”上方9尺处测量。“水眼”是为系木成筏而在木材粗的一头所钻

的孔洞。这样所测得的龙泉两数再进一步折扣8%。木材运到当地的苗族集镇锦屏

后，1.07尺算作1尺，圆围在“水眼”上方8尺处测量，仍然再加8%的折扣。到常

德，1尺就算作1尺，圆围在“水眼”上方5尺处测量，整体折扣率降至5%。再往下

游的地方，计量方法与常德相同，而折扣率则持续下降，直到汉口和南京，折扣率

分别仅为1%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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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龙泉码价的折算制度标志着长江流域木材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也体现了西

南木材以长江下游市场为导向的程度。供应链上的实际价格差异是由运输成本以及

其他各项因素导致的。实际价差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每龙泉两所对应的货

币单价的不同，二是靠近木材产地的龙泉码折扣。经济史学家必须认识到，如果不

考虑龙泉两的折扣调整，市场所报的单价所呈现的差异本身并不能百分之百反映真

实的价格差异。

本章小结

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消费有显著增长，人均消费也有较小程度的增

长。虽然市场需求的推动力在19世纪上半叶减弱了，但边疆森林对民间木材市场的

供应保持稳定。在18世纪下半叶，湖南和江西已经成为江南市场最重要的两个木材

产地，而在整个19世纪，湖南相对越发重要。显然，市场和商帮的历史发展与木材

供应的总体变化有关。在17世纪和18世纪，以南京为大本营的木商，特别是徽州和

江西的商帮，沿长江上游向西南方向找寻新的木材源地。随着湘黔一带纳入跨区域

的木材贸易网络，汉口在19世纪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木材市场。

与此同时，湖南和湖北的商帮也逐渐在木材贸易中取得一席之地，他们从在当

地代理东部商帮的生意开始，成功地向东逐步扩大影响，最终成为占据长江下游市

场的强大势力。最初在江西使用的木材计量和定价系统——龙泉码，也随客商行旅

的足迹在中国南方广泛传播，并成为区域间木材贸易通用的行话系统。到18世纪80

年代，长江木材贸易系统的体量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每年向南京输送600多

万根木材。林业实践是如何维系这么高的消费水平？这正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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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木材资源的维系

孟泽思对中国历史上的森林管理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参见其《清代森林

与土地管理》，第2页。

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123—137页。

例如，对1930年至1990年肯尼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市场机会和劳动力供应的增

加，加上技术知识和适当的制度，可通过种植和养护更多的树木而实现更可持续的

资源产出。参见Mary Tiffen, Michael Mortimore and Francis Gichuki, More

People, Less Erosion: Environmental Recovery in Kenya。

孟一衡：《杉木与帝国》，第一章。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第286页。

宋雅兰（E.Elena Songster）：《在福建培育国家：中国的森林政策与造林努

力1911—1937》（“Cultivating the Nation in Fujian’s Forests: Forest

Policies and Afforestation Efforts in China, 1911—1937”），第457—458

页。

在森林砍伐加剧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前现代的中国仍能颇为有效地管理森林？

在学者们使用浩如烟海的地方家谱和契约文书之前，就已有零散的证据指出了一

系列可能让种植林持久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的核心，是林

产品的市场需求和限制资源使用权限的能力。 尽管对森林资源的过度需求一直被

认为是致使天然林枯竭的主要因素，但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市场对日益稀缺的资源

的需求也可转化为从森林管理中所得的可观利润，这反过来又能刺激长期投资。 

例如，在美国历史上，整个19世纪后期滥砍滥伐盛行。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

的木材公司开始通过在皆伐区（clear-cuts）重新植木来获利。在中国，早在12世

纪的南宋时期，人工种植林的发展就与城市市场的不断发展相辅相成，这为中国南

方的森林管理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先河。 明清时期，在景德镇一带的山区，朱

门富贾亦种植薪材，为御窑提供燃料。 闽江水系业已成熟的木材销售结构便仰仗

了在福建种植的杉木和樟木。 

杉木栽培的轮作周期在古代似乎较长。明末开化县方志记载的时间为三四十年

（见崇祯《开化县志》，卷3，4a）。在18世纪和19世纪亦有类似的记载（见乾隆

《开化县志》，卷5；光绪《淳安县志》，卷5）。如今，密集管理的速生杉木人工

林的轮作年限是从12年到30年不等，这取决于人们所需的木材尺寸（参见国家林业

局《杉木速生丰产用材林》）。

光绪《淳安县志》，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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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不清楚问题是否已经完全解决，因为在补贴结束后，当地人是否会继续

种植树木是不确定的。参见特雷克（Christine Jane Trac）等《环境评论和案例

研究》（“Environmental Reviews and Case Studies: Is the Returning

Farmland toForest Program a Success? Three Case Studies from

Sichuan”）。

虽然市场需求和对资源获取的管控推动着林业管理的发展，但私人在植木方面

的长期投入却面临可行性的难题。即使市场景气时的潜在收益诱人，这一投入所涉

及的风险也会让小家庭望而却步。且不说潜在的火灾、盗窃和种植无果的风险，树

木生长所需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杉木至少需要30年方能成材，“利

溥而迟”。 如果不解决成材周期长带来的流动性问题，木材种植也就无法广泛开

展。即使在中国最近备受赞誉的“退耕还林还草”计划中（该计划由国务院于1999

年发起，并提供了大量政府补贴），木材采伐前的等待期仍然是当地农户关注的核

心问题，决策者需要仔细考量政策以促使人们植树。 在清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

农经济中，长周期种植木材的可行性、可盈利性和可持续性是通过怎样的制度方案

（无论是正式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实现的？这是一个在资本约束下为长期投资筹措

资金的经典经济学问题。

关于帝制中国晚期西南地区的内部迁移模式，见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

南篇》；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六、七章。

答案是山地的所有权和租佃结构。山地所有权和租佃权被越来越多地划分为在

成材采伐前可独立交易的股权。活跃的股权交易使得投资者能够应对木材生长长周

期的固有风险，并可将可预期的未来收益转化为现金流以适应家庭的消费模式。在

中国南方，尽管地方条件不同，但仍存在一套共同的股份和权属制度，其特征包

括：山地私人所有（而非国家所有）；轮作种植面向市场的木材；以股份为基础的

林地收益分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动投入而确立的可分割、可流通的股份；以书

面的契约进行股份转让。这些共性，特别是用于契约文书中的具体条款大同小异，

表明人工造林活动和林业管理知识可能伴随帝制晚期的大规模人口西迁而传播。然

而，这种传播的机制还有待研究。 

关于帝制中国晚期土地交易中的各种契约实践，见龙登高《清代地权交易形式

的多样化发展》；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

万志英：《中国经济史》，第324页。

上述发现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更广的视角来理解。第一个是前现代社会的私营业

主如何为长期投资融资。商业造林具有农业栽培和商业经营的双重特征。作为主要

依赖劳动力和土地投入两个因素的种植业，它自然而然地借鉴了从粮食生产中发展

出来的辞令、概念和契约工具：土地租佃、边界规范、中人作证以及用于转让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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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利的通行契约。 然而，这些共性又掩盖了它们在经济属性上的一些重要差

异，特别是在有效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期限方面的差异。以水稻种植为例，最复杂的

土地租佃契约制度就是由此产生的。种植者的收获预期是每年至少一次，甚至两到

三次，生产的有效单位很小。在帝制晚期，正是通过在精细分割的稻田上进行劳动

密集型的精耕细作，水稻生产才得以实现高生产率。 

栽培树木则不同。成材的收获不仅要等待几十年，还需要一定的规模。分割人

工林地不易落实，小块林地的小种植户很难拥有树龄各异的木材。在这些方面，林

木栽培与商业企业更相似：投资是长期的，通过股权的方式灵活调整所有权状况，

以避免物理性的分割。我们不应将农业和商业视为相互独立的专业领域，而应透过

一系列契约和股权的实践来理解造林业，这些实践也应用于各种需要一定经济规模

的长期投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满足

投资需求的。

卡尔·阿普恩（Karl Richard Appuhn）：《海上森林》（A Forest on the

Sea:Environmental Expertise in Renaissance Venice）。

康拉德·托特曼：《绿色列岛：前工业时代的日本的林业》；Lee，“Postwar

Pines”。

康拉德·托特曼：《绿色列岛：前工业时代的日本的林业》，第四、六章。

另一个视角是如何比较中国南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造林实践。已有的研究倾向

于认为，在前现代时期能称得上目的明确、行之有效的森林管理案例中，国家发挥

了重要作用。例如，为了应对14世纪至18世纪的木材短缺和燃料危机，威尼斯共和

国将陆地上的森林划归国家所有，并设立专门的官僚机构来管理森林，森林成为国

家资产。 在早期近代的东亚，与中国势不可挡的林地私有化截然相反，在日本和

朝鲜，国家对森林的使用权实行更严格的控制。 为了应对1570年至1670年由全国

人口增长和建筑热潮所造成的木材严重短缺，德川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规范木

材的管理、分配和消费的法令。18世纪的日本经历了人工造林业的发展，通过在政

府造林项目中组织劳动力或奖励（或强制）商人投入，国家发挥了直接作用。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五、六章；孟一衡：《杉木与帝

国》，第四章。

关于清代在东北的狩猎活动，参见贝杜维《越过森林、草原与高山：清代中国

边地的环境、认同与帝国》，第二章。

相比之下，帝制晚期中国的林业的总体趋势是私有化。国家直接对森林管理的

最大干预似乎发生在北宋的最后几十年（12世纪初）。即使在那时，国家的干预也

是有限的，且无果而终。到15世纪中期，由国家管理的森林项目几乎不存在，私有

林地的登记制度也远未完成。与国家退出直接管理森林相呼应，其对私人木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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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也越发自由放任。林地私有化和木材分配私有化这两个进程齐头并进。例

如，在15世纪至16世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宗族逐渐占据广阔的林地，并在人工造

林上投入大量资金。 在西南，尽管缺乏豪门望族，类似的私人植木造林活动也在

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起来。虽然清代也有国家直接控制的森林，比如清廷出于战略

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东北保留并封禁的森林，但私人管理的林地以及范围较小的共

有林地才是关内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林地形式。 私有化背景下的森林管理，其行之

有效的知识体系丰富了我们对早期近代林业的成功实践的理解，并促使我们超越关

于国有与私有的优缺点的抽象辩论，从而检视特定产权框架所提供的具体激励。

帝制晚期中国的森林产权

帝制晚期的中国存在多种林地产权制度。虽然现代经济学区分了私有

（private）、共有（communal）、公有（国有）和开放使用（openaccess）等不

同种类的产权，但直接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帝制晚期中国的林地研究会带来水土不服

的问题。过往的一些学术研究在没有太多实证依据（除了单纯地依据某些词汇在现

代汉语中的含义）的情况下将某些历史上的中文词汇与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概念等同

起来。厘清清代史料中常见的几种林地产权名称与社会科学家广泛使用的西方产权

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至关重要。特别常见的谬误是，人们通常以为帝制晚期的

“公山”（直译为public mountains）与现代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的概

念是对应的，而“官山”（直译为state mountains）又等同于现代的国有资产概

念。在不同地区和时段的研究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其前提是确定概念的一致

性。

万志英：《中国经济史》，第六章。

《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在实践

中，这种“所有权”（ownership）更多的是一种对普遍主权（universal

sovereignty）的主张，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唐宋变革之际，国家对土地

分配过程的控制权消失殆尽，土地产权制度的私有化变革彻底完成。 在帝制晚

期，当人们置田立业、开垦耕耘时，民众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其土地私有产权得到

国家的确认——因此也就有了“民地”（civilian land）这个说法。这种土地私

有产权的确立通常是通过纳税地亩的登记造册完成的。

但即便土地赋税未登记在册，土地产权依然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这可以得

到各种证据的证明。当然，国家也可能进行干预，如在一些地区推行鼓励开垦的优

惠政策，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主张封禁。一旦私有产权通过对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

而得到确立，这些土地就可以像现代私有财产一样被使用、转让、抵押和继承，并

以契约这种书面凭证作为证据。例如，对于山林土地，除非是在明确禁止私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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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当人们——无论是个体家庭、宗族还是村社——划定了使用界限、规范了

资源使用或者种植了蔬果植被时，其土地所有权就自动确立了。对于国家来说，村

庄公地和私有林地在行文中皆是“民地”，但这两种产权对砍伐和种植有着不同的

激励。

关于木兰围场的狩猎活动，参见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三章。有

关清代皇陵核心林区准入管理的法律，参见薛允升《读律存疑》卷25《刑律一》

“盗园陵树木”条。

贵州有一例，参见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1。

广西有一例，参见嘉庆《贵阳县志》，卷1。

乾隆《清远县志》，卷4，第240—241页。

康熙《南城县志》，第171—182页；嘉庆《宣城县志》，卷4，第152页。

与此同时，所有未被特定群体明确或单独占有的无主之地都默认为国家“所

有”。“官山”一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使用此山，无论其决策是

采取积极所有权（active ownership）、鼓励私有化还是维持资源开放。这里的积

极所有权是指国家明确将某些地区标记出来，禁止某些形式的官方或私人的使用

（即所谓“封禁”），或直接管理资源开采的类型、数量和方法，或通过许可制度

来限制人们进入森林等情况。清代国家积极管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对直隶内环

拱皇陵的山林、皇帝秋狝的承德木兰围场，以及东北森林的限制性开采。 此外，

中国南方的一些土匪巢穴也被标为禁地。 在中国南方的官山，也有国家尝试对伐

木活动进行许可管制的零星案例。 为了保护当地风水，有些官山会禁止平民入

内。 甚至有些地方的官员和士绅会动用个人资金从私人手中购买那些被认为对当

地风水很重要的山田，并将其捐出，封禁为官山。 

关于国家鼓励穷人开垦官山的案例，参见《则例便览》，卷17，第76—77页。

棚民的册籍管理和控制，参见薛允升《读律存疑》卷22《兵律三》“盘诘奸细”

条。

乾隆《河源县志》，卷10，第653页。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官山”可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有森林”（state-

owned forests）概念，即国家承担森林所有者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圈

禁管理林地的尝试总是成功的。非法垦伐经常在这些地方发生，但国家干预的意图

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第二类官山是那些处于私有化过程（不管这个过程是长是短）

的官山。虽然尚未被任何私人团体占有，但在国家看来，其官山的名号不过是暂时

的，有待（通常是鼓励）私人开垦。 这在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尤其适用。最贫瘠

且不易灌溉的土地往往无人问津，自然也就留作“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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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荒地”“不毛”“无主”或无税收来描述“官山”的例子，参见乾隆《德

安县志》，卷11，第690页；道光《兰州府志》，卷2，第134页；《大清光绪新法

令》，第1791页；庄伦裔《卢乡公牍》，卷1，第38页。

在官方档案中，这样的官山常被强调为“无主荒地”，有时还附注那里不征粮

税。 这些土地名为“官山”，表明它们不存在私有产权——至少是不存在被国家

合法承认的私有产权，从而为潜在的垦居者扫清了障碍。例如，广东东部和平县的

县令就使用了“官山”的这一意涵，将某些山场勘定为官山，这一做法否定了任何

习俗产权的合法性，并为新的所有者开辟了道路：

乾隆《和平县志》，卷2，第155页。

然山軬多可种之地，前此开垦尚希，而是邑旧皆随田管山，虽欲垦支，近山居

民辄称祖山或曰赔粮，旧埔穷民畏起论端，莫敢争乾。阅赋役书，知山皆官山，乃

广为劝谕，令民勿阻垦力，能垦者听之于□□冈硗岭尽艺芋豆松杉茶油之利，贫民

是赖焉。 

国家坚持将“官山”作为开放资源且明确拒绝并批评私有化路径的例子，参见

庄伦裔《卢乡公牍》，卷2，第67—68页；《刑案汇览》，卷56，第1965页。

《刑案汇览》，卷29，第1006—1007页。该书中其他谈及“官山”作为开放资

源的例子有：卷31，第1076—1077页；卷56，第1965页。

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20，第1509页；光绪《百色厅志》，卷3，第165—

166页；《黔南实录》，卷7，第216页；光绪《广州府志》，卷70，第4231页；

《刑案汇览》，卷30，第1052页；《驳案续编》，卷2，第41页。

同治《德化县志》，卷13，第944页。

这一概念是指不受管制的共享资源系统因过度使用而崩溃的情况。它可能发生

在被过度开发的开放所有制度中，或者管理失当的共有产权制度中（这个概念中的

“commons”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没有区分产权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共有产

权）。参见哈丁（Hardin）《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值得注意

的是，这一“悲剧”并不一定发生在所有的公共资源系统中。事实上，有许多例子

表明，使用共同资源的社区可以达成合作，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这些资源的使用。

地方机构可以在没有自上而下的管控或私有化的情况下有效地进行可持续的公共资

源管理，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管理公共资源》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在本书中，我使用了“公地悲剧”概念的基本含义，即共享的和不受管

制的资源往往会被过度开发。有些人认为“公地悲剧”证明了洛克式私有制的优越

性和必要性，从而为历史上对原住民的剥削和殖民进程正名，我对此无法苟同。关

于“公地悲剧”的概念化和用法的批评，见Ciriacy-Wantrup与Bishop，“Common

Property as a Concept in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Feeny等，“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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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mmons: Twenty-Two Years Later”；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Future of the Commons”。

第三种，也是最常见的“官山”，则是国家有意开放给公众使用的，并禁止任

何私人团体的垦伐和私有化。 “查官山树木，地方官既未禁止砍伐，原属人人可

取。” 除了作为薪柴、木材、蘑菇和其他山货的公共来源，这样的官山还有为平

民提供墓地的重要功能。 当地的慈善组织在为流民操办丧葬时，也可使用官山。

在这些例子中，将“官山”理解成“国有森林”是一种误读。相反，这种官山更

宜理解为“开放的森林”（openaccess forests）。从本质上讲，“开放取用”

（openaccess）强调的是非财产性（non-property）：它指的不是所有权的形式，

而是所有权的缺位（absence）。只有当我们根本不需要管理资源时——也就是

说，当需求太低而不值得大费周章时，开放取用才是一种适当的资源管理之道。不

过随着需求加剧，可开放获取的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对于这种开放的官山来说，过度采伐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福宁知府

李拔在18世纪60年代讨论了福建官山面临的无限制采伐问题。他建议以私有化作为

解决之道：

乾隆《福宁府志》，卷12，第739—741页。

盖缘闽地多属官山，砍伐无禁，生长枝柯，即被樵采，甚至掘取其根，以供炊

㸑，不复滋生，遂成童山。至有主之山，其勤俭者，具于山上种植松杉竹木桐茶等

树，获利甚多；其懒惰者，山有小树，即寻斧柯，止顾目前，不为远计，遂至美材

不生，惟长茂草。有同一山而此青葱可爱、彼零落堪嗟者，勤惰攸分，非山之独为

石田也。其窃以为非时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开。若将官山许民认垦，自行

获畜柴薪，栽插竹木，其有主之山，谕令广行种植，无许擅行砍伐，将见发生茂

盛，数年之后，材木成林，取用不竭，亦足民之一道也。 

相原佳之的《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对该奏折有所研究。

开放的官山因过度砍伐而变得童山濯濯，而辛勤的业主会在其私有的土地上培

植树木，从木材和其他产品中获利。同为福建人的吴鹏南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他

在1757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官山更易发生过度采伐，植树只在私人田产上出现。

这种情况不是福建独有的，而是在中国南方普遍存在。就其实践程度而言，几乎

只有私有山场才会有林业种植。

滋贺秀三的《传统中国的家产与继承法》（“Family Property and the Law

of Inheritance in Traditional China”）一文对这一基本家庭财产制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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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体作过讨论。

广义上的私有产权与国家所有权相对应，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最直接的形式

是，一个家庭拥有林地全部的产权，户主拥有处理财产的最终权力，所有其他家庭

成员在“共同预算”（common budget）制度下从该产业中分享经济利益。 这是

其他更复杂的私有产权制度的原型和基石。租佃会给这个最简单的形式增加一点复

杂性，因为地主和种植佃户之间会就如何分配收成作出安排。此外，佃户对土地的

使用权或对收成的所有权，可以通过契约正式确立为一种可转让的产权形式。在这

些情况下，土地的全部产权可以划分为法定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legal

title）和用益物权（ownership of usufruct right）。

关于寺庙与寺院森林的讨论，参见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四章。

艾马克（Allee）：《 19世纪中国法庭中的契约》（“The Status of

Contra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rts”）。

上述讨论涉及单一家庭拥有一块界线分明的土地，至少拥有其法定所有权的情

形。这种单一所有者制度的一个变化是，所有者可以是类似法人组织的实体，如寺

庙、以宗族名义所有的产业、各种以“会”为名的民间金融组织、学校、慈善组

织、商帮等。 虽然明清的法典中没有正式的“法人”概念，但不妨将这些实体理

解为类似“法人”的存在。事实上，对土地纠纷案牍的研究表明，清代的地方官将

产权主张中从事合伙经营和其他集体经营的实体视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不是离散

的个人。 虽然一个实体本身可能由多个股东、投资者或受益人组成，但山林土地

的唯一所有者是类似法人的一个整体。无论该实体采用何种决策机制——无论是由

某个被信赖的个人管理、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集体决策，还是采用投票系统，它都

拥有对该财产的最终处置权。

在非单一所有者制度的情况下，一块林地可能有多个所有者。这里的“一块”

是指根据其所有权形式不能在物理上进一步分割的最小空间单元。换言之，土地所

有者们并不是对应地分割到土地上一个个排他性的子单元。多人共有产权

（multiownership）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基于股权的共同所有权

（co-ownership）。这仍然属于今天通常理解的“私人所有权”范畴，因为每个所

有者从该财产中受益的权利是由其持股比例确定的。虽然土地不能在所有者之间进

行实物分割，但其利润实际上是以股份形式分配的。一个所有者的股份与私人金融

资产一样，可以被持有、分割、继承、抵押和转让。

一些关于森林和林地的乡规民约案例，参见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第78—79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管理公共资源》；Poteete和Ostrom，“In Pursuit

of Comparabl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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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共有产权的第二种形式是集体化的所有权，这超越了“私人所有权”的范

畴，更类似于我们对“公地”（commons）或公有制的理解。对财产、产品或收益

的集体所有权不能分割为任何可独立转让的权利（无论是实物还是股份形式）。以

一个村庄的共有森林为例，其所有使用者（在这个例子中是村民）共享权利、共担

责任，但这种使用权不能为了利益而转让给外人。尽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经过某

些申请程序获得使用许可，但共有森林默认是禁止为外人使用的。一些村社就如何

利用森林资源的问题成立了集体决策组织，它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套嵌在现有

村社制度内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的行为受到书面形式的乡规民约的约

束，其条文规定了合理利用资源的规则，并对违规者实行罚款或其他形式的惩罚，

以维持村社可持续的资源产出。 这种村社集体管理的实践正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中

“集体行动”之研究的兴趣所在。 当森林公地的管理条规变得薄弱或不存在时，

它们也就更近似于开放的森林。

汉语中的“公山”既可以指村社共有地，也可以指存在大量持股人的私有共同

产权。这并不奇怪，因为两者在实践中的界限常常被模糊化。以往的研究中经常假

定“公山”即森林公地——毕竟，“公”的字面意思就是“公共的”（public）。

学者们会忽略“公山”可能对应着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主要是因为当

这个词出现在法律文书、奏折或地方志时，它经常被用来传达一种模糊的意思，即

许多人都有份，涉及很多人而不是个别人的利益；通常这些材料中并没有必要指明

这种“有份”在某个具体的山林财产上是如何界定的。只有仔细考察“公山”一词

在林地契约以及村落和宗族法规中的用法，才能揭示“公山”的不同含义。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徽州契约文书的《程燕堂合族禁约》（1832年，文献

编号：63—1—688116061203011）就是这类宗族约规的例子。此后该族又新增条

规，在1901年（文献编号：63—4—116092710004）和1903年（63—5—689—

116092909001）形成新的禁约版本。

另一个棘手的术语是“族山”（或“祖山”），它可指三种不同的情况。第

一，这个词可以指一个宗族的“公地”，只有族人可以伐木、采摘或埋葬死者。宗

族公地与村社公地相类似——事实上，中国南方的许多村庄都是单姓村。宗族的规

范对公地的使用时间、禁区、可免费采集的山产加以限定，有些物产还会有特别的

配额或其他限制。 

第二，“族山”一词可以指以宗族的名义、以类似法人的身份（即脱离任何宗

族成员个人）所有的山，其产生的收益并不在族众间分配，而是作为族产保留管

理，用于再投资或资助宗族事务，如祖先祭祀、慈善助学、扶赡孤寡等。宗族也会

通过规章来禁止亲属侵吞、盗窃这些共有的族产。宗族公地和合财族产之间确实存

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一个山上生长的所有木材为宗族实体所有，但允许族人采

集蘑菇、草药或捡拾小树枝作柴薪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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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族山”一词可以指共同所有权的持股人完全（或大部分）是同一宗族

的成员，他们根据每户的持股份额来分配收益。某个姓氏在股权结构中的垄断或主

导地位可能是巧合——例如，该姓氏可能恰巧在当地的人数居多；也可能是有意限

制的结果，比如有些条款规定该姓族属享有优先购买权，或者禁止将股份出售给其

他姓氏。在这些情况下，虽然产权的转让不是绝对的，但与其说这种产权是宗族所

有的族产，倒不如说它是通过持股实现的私有权更为恰当。虽然股东们都很清楚这

座山不是族产，而是由股权定义的私有财产，但“族山”一词经常用于对外的产权

纠纷之中，通常针对另一个宗族的成员侵犯到该处财产权利的情况。

《刑案汇览》，卷56，第1965页。

有时，同一块山林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被称为“官山”或“公山”，或既是

“公山”又是“族山”，因为这些中文语汇的含义有所重叠（表3.1）。在法律文

书中，“官山”和“公山”都可以用来强调森林的非排他性，即试图论证争讼各方

均有权使用。例如，在1832年，两个单姓村（冯姓和罗姓）就他们之间的森林起了

争执。虽然这片森林一直对两村村民开放，但冯姓村村民为了阻止罗姓村村民的进

入，声称这处林地是他们的祖产，这导致了一场涉及过失杀人的暴力纠纷。这里不

关注这起过失杀人案的细节，而是注意到在刑部批文的不同段落中，这片森林被称

为“官山”和“公山”。这两者含义相同，都表达两姓村民应该享有平等的使用

权。 

表3.1 山林的分类

资料来源：由作者归纳、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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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21，第737页。

同样，“公山”和“族山”在森林公地和私人持股共有（private

shareholding co-ownership）的意义上也有重叠。诸如“陈姓公山”这样的说法

可以指该山林只对陈氏宗族开放，其族众可在此捡拾柴薪和埋葬死者。 此外，以

私人持股为基础、由许多同宗成员共有的山林，也可能被称为“公山”，以强调股

东之多；也可能被称为“族山”，以强调股东的同姓同宗。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

语汇含义上的交叠表明了产权的模糊性。尽管它们确实有违洛克理想化的私有产权

绝对性，但这种绝对性即便在早期现代英国的现实中也并不存在，我认为它不该成

为产权唯一的金科玉律。放在具体的案例中，这些术语的调用者通常非常清楚地表

达了他们试图主张的具体权利，对产权的界定是十分明晰的。下面用实例说明这些

类别。

黔东南清水江的下游流域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页。

《三江木业简述》。

自18世纪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木材，特别是贵州和湖南所产之木，在满足长

江下游地区迅速增长的木材需求上变得越发重要。在繁荣的木材贸易刺激下，天然

林逐渐被消耗殆尽。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沅江流域容易进入的原始森林已经消

失不见。[1]但滥砍滥伐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自然植被枯竭后，木材贸易的潜在收

益激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木材种植。 湘黔交界地区，特别是清水江流域，得益于

广泛的木材种植，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木材源地。1942年对该地种植林业的调查

报告显示，年产小型木材（周长在1尺至2.2尺；胸高直径在0.3尺至0.7尺）的数量

高达30万根，总存量2000万根；超过这一尺寸的木材年产量约为12万根，总存量为

640万根。 

我主要使用的是两套已出版的清水江文书材料，即《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

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下文所用的主要史料源自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沅江上游流域的一部分），那里

的木材种植和山场租佃在18世纪中期就已颇为普遍。在清水江下游河谷留存下来的

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地的植树习俗和林地产权交易所用的契约文书。这些文献

被统称为“清水江文书”，近年来经学界广泛的收集、整理，并通过一些大型的编

纂和出版项目而得以面世。我所使用的文书集中在锦屏县和天柱县之交的文斗村和

平鳌村。这些文书上迄18世纪中期，下至20世纪早期，主要包括林地买卖契约、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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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合同和股份与收益分配协议等。其他材料包括分家书、诉讼禀稿、乡规民约、争

讼判辞等。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第200—202页。

《黔南事略》，卷13，11b。

清水下游地区主要居住着苗民。根据当地碑刻，他们中的精英阶层到17世纪似

乎已经非常熟悉汉人的行政制度。就本研究而言，当地社会最重要的转变是在木材

种植业中采用了汉文式契约。一份清代家谱将栽种杉木的做法追溯到明末。 在18

世纪中期，木材在清水江下游已非常普遍。这种活动似乎已经从清水下游蔓延到中

上游地区。到18世纪晚期，清江厅（黔东南汉化程度最低的边地之一）的“黑苗”

开始效仿清水江下游地区投身木材种植，并在市场上出售木材。 

乾隆《清江志》记载：

乾隆《清江志》，卷1《天文志》“气候”条，贵州省图书馆藏钞本。

黔山多童，先年之苗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其名者。今

则种松裁杉，森森郁郁，剧有繁昌象。而地又近河，每年伐木扎排，顺流而下，售

于洪江、常德等处，而生民之日用舒矣。 

《黔南事略》，卷9，9b—10a。

《黔南事略》，卷13，6a；卷23，14b。

一些官员积极推动苗民种植木材和果树。 至于汉文契约的使用，18世纪50年

代的观察表明，即使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民也很少使用汉文契约。 而到18世纪后

期，清水江下游的苗民已经习惯使用契约，其概念和体例与中国其他地区相似。19

世纪上半叶，关于林地产权和租佃权的契约交易迅速发展。

木材种植及其挑战

杉木的培植技术在帝制晚期已经相当成熟。人们在树木生长的头几年实行林农

间作，每年可有额外营收。然而，在树冠闭合后，间作不再是可行的选择。因此，

尽管这些造林手段提高了效率，但木材种植回报期过长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

个不利因素不能仅靠种植技术来解决，而是需要制度创新。

吴中伦：《杉木》，第13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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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种植技术相当灵活。即便经过砍斫或遭受火灾，杉木的树桩上也很容易再

次发芽，这使得繁殖相对容易。它可以通过种子繁殖、蘖芽萌生和嫩枝扦插等方式

生长。 不同时期出版的农书中有零星证据表明，在13世纪至16世纪，利用嫩枝扦

插种植的方法似乎是主流；此后，从树桩上割下蘖芽萌生的做法取代了前者，因为

蘖芽生长更快，成功率也更高。[2]17世纪的农学百科全书《农政全书》详细解释了

在安徽南部使用的“插杉法”，即培植从树桩上切下的杉木嫩苗。《农政全书》指

导读者要先将地耕过，种芝麻一年以备田土。然后，在农历的来年二月，截下嫩苗

芽头一尺二三寸，插下一半入土筑实。每年耕除杂草，或林农间作，夏种粟，冬种

麦。 清水江地区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种子繁殖。九月，从枝叶繁盛的杉木上收集

种子，然后种植在苗床上。第二年六月，当杉秧长到一米左右时，再分行成列地移

出种植。与扦插种植相比，种子繁殖的方法更耗劳力，但培植出的树木质量更高，

发芽效果更好。在实践中，这两种方法经常轮换使用。[3]

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96页；光绪《贵州厅志》，卷4，第224

页。

“汤雅”源自缅甸语，意为“山地耕作”，1856年首次实行。这是在短期内种

植森林作物与农作物的一种方法。

孟泽思：《汤雅的三百年：华南林业的可持续体系》（“Three Hundred

Years of Taungya: A Sustainable System of Forestry in South China”）。

关于杉木不同生长阶段可间作的作物品种及其特性的详细讨论，参见俞新妥

《杉木的混农林业》。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杉木造林的当代实践，参见俞新妥

《杉木栽培学》。

在杉木生长早期，为适应树冠逐渐闭合带来的光照水平变化，需间作种植耐荫

性不同的作物。其中一年生作物包括小麦、小米、玉米、红薯和木薯。有时一年生

作物之后是多年生作物，通常是油料树种，如桐木（油桐，Aleurites fordii

Hemsl.，或木油桐，Aleurites montana Wils.）和油茶（Camellia oleosa），它

们通常可有多年收成。树冠在三到五年后闭合，土地也就无法再作农用，尔后只能

完全用于木材种植，直到木材收获后再重复上述循环。 这种早期混农林业管理制

度，先前被认为是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缅甸的“汤雅”（Taungya）造林法， 但

已经在中国被汉族和少数民族使用了至少三个世纪之久。 在现代的杉木培植技术

中，这种传统的林农间作仍然作为一种经济的、生态可持续的方法而得到推广。 

王超群等：《中国杉木种植经历了土壤微生物代谢功能与酶活性的显著变化》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r Plantations Undergo Signif icant

Changes in Soil Microbial Metabolic Function and Enzyme Activities”）；

毕君等：《中国杉木种植的收益下降》（“Yield Decline in Chinese-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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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ations: A Simulation Investig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Model

Complexity”）。

《淳熙新安志》，卷1，5a。

林农间作的最初几年里每年都有农收，但一旦树冠闭合，就要面对长达几十年

的漫长等待。其间，在木材收获、出售之前，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与其他用

材树种相比，杉木的生长速度非常快，这使得它在种植者中大受欢迎。但要生长到

通用木材的尺寸，仍然需要至少30年的时间。最近的林业科学研究表明，杉木人工

林因为有30年以上的轮作周期，因而可以改善土质（特别是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多

样性），而缩短轮作周期则有可能降低土壤肥力和产量。 维持30年的轮作惯例是

保证长期可持续生产的一个基本因素。然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前现代农业经济

中，树木生长的长周期意味着很难将未来的预期收益转化为现金，以满足家庭不时

突发的消费需求。如果只是种几棵树作为家庭固定的农业收入之外的贴补或保险，

那么可以仔细规划时间来筹备将在婚姻和丧葬中产生的大量开支。例如，早在13世

纪就有记载，在安徽南部，人们会在孩子出生时种植几棵杉树，待其成婚之时便可

作彩礼或嫁妆之用。 然而，倘若像清水江下游地区那样，木材种植是家庭经济的

支柱，就必须有效地应对种植周期过长带来的挑战。

为了解决树木种植回报中时间结构方面的问题，林地所有者可以在自己的土地

上种植不同树龄的树木，以确保收入更稳定可靠。但是，如此一来木材生产的规模

就必定很小。另一种选择是，在木材生长期间的任何时候，人们在一个活跃的市场

交易未来收入的期权。个人可以通过购买一些种植有不同树龄树木的山场的股份来

分散他们的投资，并通过出售他们的股份来轻松套现。通过林地的票据化而使投资

多元化，这正是清水江下游地区所采取的主流策略。这一系统类似于远期合约市场

（forwardcontract market）的原型。它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并使木材生产和砍伐

的规模化成为可能。

山场交易的类别

类似的契约样本，可参见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

成材过程中林地股份的确立、分割和转让皆是通过书面契约完成的。这里考察

了清水江下游地区所用林契的格式和条款。这些契约文书的样式、表述、款约和特

别条款等在中国各地的农地交易中普遍使用，已经过数世纪的发展。 而这些熟悉

的元素在木材种植的经济逻辑作用下，被创造性地重新组织起来，使木材股权的确

认和转让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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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罕见的成材交易契约中，明确了树木的单价和数量，而交易还在生长中

的树木的契约总是省略这些信息。参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

102页。

山场林契大致可分为三类：（1）土地所有者与种植者之间确立租佃关系；

（2）有关山场产权的交易；（3）共有人之间的协议。每一大类还可再进一步细分

为一些子类（表3.2）。虽然租佃契约和共有人协议的子类别与契约题头相对应，

但交易契约的进一步划分需要分解契约题头中使用的宽泛表述（如“卖山场”“卖

木”和“卖山场杉木”等），并佐以契约正文中的条款等详细信息加以甄别。这可

使我们对交易的各种产权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附录C详细描述了我组织本章所用到

的数据的方法，包括根据林契本身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经济学概念来设计适当的变

量。林契中所交易的木材仍需多年的生长才能进入市场。买卖可伐成材的林契鲜

见，这大概是因为这类交易以当场付现为特点，无需签订合同或长期持有合同。 

我们通常是从木材共有人之间的收益分配中了解成材的买卖。

表3.2 林地契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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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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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场土地全部产权（W）的买卖变得越来越罕见（图3.1）。

土地产权的两层结构得到确立，它与稻田的产权结构类似，土地所有者出让用益物

权，同时保留土地的法定所有权。用益物权（U&US）的买卖标的是这一轮正在生长

的树木。“用益物权”在这里指对该地块上林木的所有权。当树木成熟时，用益物

权的所有者收获木材，并将土地归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并不能分享这些木材的收

益。若出售贫瘠土地上的用益物权，买方有权自行栽种树木，并在砍伐完后归还土

地。在这样的例子中，用益物权的买家也可能将土地转租给种植人（栽手）种植，

从而与之共分收益。

图3.1 1750—1911年每年林地交易的类型

资料来源：《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和《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

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中的林地契约

地主与栽手股的股份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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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最早的租佃合同发生在1780年，载《侗族社会历史调察》，第15

页。

种植人与土地所有者（地主，即全部产权的持有人）订立租佃合同（T），有

时也与用益物权人签订合同（见表3.2）。栽手对木材收成的分成占比通常是40%，

50%的情况相对少见。在493份租佃合同中，栽手分成占比平均为42%。 木材和其

他作物的种植集中在前五年，此后需要做的工作很少，主要是防盗和防火。因此，

在第五年的年末，栽手会邀请地主来检查他那块山地的“成林”情况。与此同时，

他们会就收益分配问题再次签订合同确认，该合同被称为“分成合同”（D）。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20、B0136、B0141。栽手向地

主以外的买家出售股份的情况也很常见，参见该汇编资料中的B0140、B0185和

B0203。

分成合同的签订将林地的用益物权正式划分为“地主股”（L）和“栽手股”

（P）。随着收益分股的确立，栽手股的流动性急剧提高。栽手可以很轻松地将租

佃股出售折现，有时可将之卖与地主，后者通常有权优先承收栽手股。 随着时间

的推移，地主股和栽手股的买卖，无论是股权的全部还是部分份额（L、LS、P、

PS、LPS），都变得越发普遍（见图3.1）。从1775年到1875年，此类交易在所有林

地买卖中的占比从18%上升到65%。

最初的租佃合同通常规定佃户可以“种粟栽杉”，参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

法律文书汇编》，第69页。在清水江流域，粟谷的收成不与地主分享，这与徽州的

习俗不同，徽州的佃户有时需要为他们额外种植的作物（如谷物、芝麻、蘑菇或其

他植物）每年支付额外的租金。参见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第69页；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402—403页。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73—174、196—197页。

林地租佃股份制度将劳动力投入与货币投资相结合，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因情况

而异。对于劳动者和新移民来说，租佃栽种是一种很好的谋生之道，既可以通过农

林间作维持生计，又可以在五年之后积累一些资产。佃户在树苗之间种植的谷粟、

小麦和其他作物，其收成无需与地主分成，因此他们在头五年里每年都可以获得不

少收入。 一旦收益分成在第五年的合同中得到确认，一些栽手就会立即出售他们

的栽手股。例如，范玉堂和其子侄们在1819年以76两白银的价格将他们的栽手股卖

给了姜映辉，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刚刚与地主（也是范氏一族）签订了分成合

同，确认他们拥有40%的股份。这个案例中，地主没有行使优先承收权，栽手股被

卖与异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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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栽手会每隔五年换地佃种，同时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选择持有或出售已有

的栽手股。很少有栽手会一直持有其股份直到苗木成材。极少数能够始终持股的栽

手很可能是最终木材买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特别是当地主股因买卖交易或财产继

承而被分割成许多小股时。栽手最终实现的收益应理解为劳动最初投入的回报和等

待期的累积时间价值的组合。

例如，大地主姜映辉在几块他没有地主股的土地上投资买入栽手股。见《贵州

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42、148—149、150、155页。

例如，一个江西商人买入了栽手股，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

献编号B0143。

这一点与最近人们注意到的佃农比雇佣劳动力更具有生产独立性和企业经营性

的情况是一致的。参见龙登高、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31、B0132、B0144、B0160。

对手握资本的人而言，立契确权后的栽手股就是纯粹的货币投资标的。一个买

家在不同的土地上同时拥有部分地主股和栽手股的情况很常见。 零星的证据表

明，来自其他省份的商人，特别是湖南和江西的商人，也投资入股林地，以远期合

同的方式来确保他们未来的木材供应。 一个人能从一棵树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和权

利，不是取决于他所拥有股权的种类，而是取决于其数量，这挑战了我们一直以来

对“地主”与“佃户”泾渭分明的理解。 在一些合同中，当一个同时持有这两类

股权的人在转让股份时，他可能只言明他所拥有股份的总数，并不需要明确具体有

多少是地主股、多少是栽手股。 在223份出售栽手股的合同中，没有详细说明股

份来源的有76份，详细说明是通过劳动所得或是从他人处购得的则有147份（占

66%）。有129份合同中的卖方是“亲自佃栽”，其中，65份合同是栽手将其股回卖

给地主，有时是回卖给土地共有人中的一个或多个。另外则有18份合同明确说明转

卖的栽手股之前是从他人那里购买的。

转售已购栽手股的例子，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

B0178、B0201。

交易类型不同，在合同中透露这些细节的必要性也就不同。因此，从这147份

合同中得出的百分比只能算作粗略的指标而非准确的估算。首先，栽手在出售其股

份时因为倾向于使用“亲自佃栽”这一通行术语，因而相比于那些出售之前购得股

份的人更有可能披露其股份的来源。倘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可以据此猜测，在缺

乏详细信息的76份合同中，很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转售先前购得的栽手股。举一个

极端的例子，若76份合同皆是转售合同，这大概意味着在佃户出售的所有栽手股

中，有73%将会被二次转卖。另一个不太可能的极端情况是，假设76份合同都是由

亲自佃栽的栽手作为卖方，这就意味着从佃户手中购买了栽手股的人中，约9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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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继续持股，约9%的人选择转售出去。实际情况介于两者之间且更为复杂，尤

其是考虑到栽手股可能会被多次买卖。 

使用这类措辞套语的例子，参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

194、195、206页。

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59。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15、B0127、B0202、B0166。

在地主股的买卖中，地主股只是地主对现有木材收成的股权，它与田底

（subsoil）的法定所有权是分离的。这一点在地主股买卖合同的末处会以“后木

砍尽，地归源（原）主”的措辞加以说明。 当地主同时出售他的地主股（作物收

益分成）和土地的法定所有权时，两者都会在合同中加以明确。 将土地所有权和

租佃权股分离的做法十分盛行，甚至在出售整座山的全部产权时，有些人会言明

“栽手、地主与山场全卖”而不是使用常见的“卖山场杉木”这类模糊措辞；那些

出售用益物权的人可能会写明“栽手、地主全卖”。 

在一个案例中，全部用益物权的获得通过两次购股，一次是地主股的购入，另

一次是栽手股的购入。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67。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15。

这样加以明确的部分原因是，现在的卖主可能是通过先后购买地底权以及地主

和栽手股份获得了全部产权，这包括地主先前从栽手手中赎回了栽手股，而现在出

卖全部产权或用益物权的情况。 即使在卖方拥有全部产权且亲自种植木材的情况

下，一些合同中依然会使用这样的措辞来澄清所交割产权的完整性，强调并无第三

方持有任何权利。 这些做法证实了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即山林土地的产权有

“田底”和“田面”林木之分，后者在涉及租佃关系时又进一步分为“地主股”和

“栽手股”。

林地的分割与票据化

龙登高、任志强和赵亮在《近世中国农地产权的多重权能》中讨论了帝制晚期

土地交易在缓解跨期流动性问题中的作用以及一些土地产权的原始票据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72、433、483页。

“股”在确立之后，就会根据家庭的需要进行分割和交易。这可能包括在子嗣

之间分配家产，调整家庭的投资组合，或折现持股以应对消费支出的激增。票据化

（securitization），即将产权转化为可独立交易的股份，在对山林地块的各种权

利要求中都有体现（参见图3.2中的S、US、LS、PS和LPS）。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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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一词是指对出售木材所产生的一部分货币收益之所有权，而不是对特定地块

或特定数量木材在物理意义上的分割。家庭的财产分割可能是创造山地产权析股的

早期机制。虽然家庭的农田和房屋通常在儿子们之间进行物理上的分割，但山林财

产通常保持完整，日后的木材收益权均分入股。分家书中一般会说明“山场杉木尚

未分拨，俟后砍伐售卖仍照三人均分”等语。例如，姜映辉家族连续三代（分别在

1819年、1859年、1896年）的分家书中都没有在各房之间切割山地家产的内容。 

实际上，如果对有木材生长的山场进行分割，就很难确定土地的界限和木材的

归属，特别是在一个家族拥有的山场土地分散在多个地块的情况下。除了产权均分

的问题，木材种植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管理。在这一点上，它与稻田有很大不

同。稻田的有效面积本来就很小，需要精耕细作，而且对家族稻田的分产通常不需

要割裂单个的生产单元。相比之下，如果一座山林被分割成小块土地且为不同业主

所有，要想避免边界纠纷，就需要额外的风险共担和协调机制。试想，如果分给一

个儿子的树林遭受过火灾或盗窃，而另一个儿子分到的却完好无损，可能会发生怎

样的纠纷？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块土地上种植的树木树龄各异，不能指

望在树木成熟时一次性售卖给木客。用收益分股而不是物理分割林地的做法可以在

更大范围内保留经营单位，减少边界纠纷，更好地分散风险。

类似的案例，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33；《贵州

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91页。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392页。一人从多个渠道持有地主

股的例子，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61。

除了财产分割外，当卖方选择出让其持股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时，或者当几个人

合买后再划分股份时，股份会变得更加细化。对个人而言，投资的指导原则是将资

本多元地分散在不同树龄的不同地块上。即使是大的山场主，他们所持股份也是分

散在各处。在买卖合同中交易的可能只是几十股甚至一百股中的一股。 在股份分

割复杂的情况下，明确股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法较为常见，它明晰了股的多层

划分，以此说明持股的来源和出售中的股，通常通过将“大股”分为若干“小股”

来明确。以姜老贵在1844年出售的两块地的股份为例。对于第一块地，他解释说：

“其山分为五股，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地主叁股老贵、老平叔侄占一股，一

股又分为贰小股，老贵占一小股；栽手股老贵占一股。” 所以，老贵总共拥有六

分之一的地主股和一半的栽手股。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先前的交易路径很清楚，而

合同中没有明确提及的其他共有人的股份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不受影响。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005。

另一个例子可以解释一笔交易中，多个买家之间如何进一步分配股份。鸠棋的

林地“其杉木两大股均分，栽手占一股，地主占一股”。地主的一股又“分为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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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文尚、（文）汉弟兄二人占二小股”。兄弟俩又把这两小股卖给了七个人，他

们的分配情况如下：之彬、之秀、老田三人共有一股；应显占半股；之谟弟兄三人

拿走剩下的半股。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14页。亦可参见该汇编第131、

138页；《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135、B0138。

第二种方式是在更复杂的股份情况下明确股权，它通常用于先前交易过多以至

于股份无法用大、小股厘清的情况。其方法是在整个产权上附加“两”，并列出合

同各方拥有的“两”数。这里的“两”并不是指土地的实际货币价值，而只是一个

用来表示股份数额的人为定义的抽象计数单位。这是第二章讨论的“龙泉两”之

外，又一个以“两”作为抽象计算单位的例子。因为汉字“股”通常不用于表示分

数（“半股”例外），使用意义抽象的“两”更便于表达一个人持有产权的占比。

例如，姜昌太将一个5“两”的山中自己所占的0.75“两”卖了21.5两白银：“其

山分为五两之山，姜岩胆、廷柱贰人共占贰两，映辉占壹两伍钱，金阕占柒钱伍

分，昌太名下占柒钱五分，自愿将本名柒钱五分山场卖与姜廷揆老爷名下承买为

业。当面凭中议定价银贰拾壹两伍钱，亲手领回应用。” 

这种股份表达方式的缺点是，我们无法知晓一个人所持股份是否有不同的来

源。在前述大、小股的例子中，姜老贵持有部分地主股和部分栽手股，共占30%的

产权。如果姜老贵采用了第二种以“两”计股的方法，那么唯一透露的信息就会是

全部产权的30%被出售了。有时在复杂的情况下，在一份合同中会同时使用这两种

计股方法。例如：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169页。

其山分为贰大股，栽手占壹股，地租占壹股，此地租一股分为贰大股，姜绍吕

占地租一大股，其余地租一大股分为拾两之山，姜载渭占贰两五钱，大相占一两贰

钱五分，姜廷常占一两贰钱五分，廷耿占一两贰钱五分，高显荣占一两贰钱五分，

廷华占一两贰钱五分。今将本名占壹两贰钱五分出卖与姜绍略叔名下承买为业。当

面议定价银九两贰钱，亲手领回应用。 

张萌：《为市场导向的重新造林融资：中国西南的林地证券化与股权实践1750

—1990》，第132页。这种频繁的交易所导致的社会网络的复杂程度，可参考张萌

制作的以姜映辉（1774—1836）为中心的可视化自我网站

https://www.academia.edu/video/kGOp2k。

根据19世纪地主股与栽手股的交易（LS、PS、LPS、US、S；N = 422）的统

计，在任意一场交易中，平均有26%的地主股被出售，51%的栽手股被出售。以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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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期进行比较，林地交易的频率与股份分割的细化程度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19

世纪中期，林地交易的频率有所下降，这与西南苗民起义造成的局部动荡以及太平

天国运动中长江堵塞导致的区域间木材贸易停滞有关。这表明木材产地的林地股份

流动性与当地和区域间的木材贸易状况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共同所有权结构

由前述复杂交易产生的共同所有权结构类似于股权合伙的结构：个体持股人的

股份可能来源于劳动投入、土地产权和购买等多个渠道；一个共有产权人在是否售

出地块树木上的话语权取决于其持股份额；投资的合伙实体（“会”）也在股份制

原则下建立和管理，并同个人一样进行林地股份投资。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554、555、559、566、583页。

纠纷后的股份分割协议有时被称为“清白字”，也用于私下解决其他类型的纠

纷。参见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二辑》，第3卷，第28页。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554页。

关于山地物理分割的例子，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58

页。

林契通常会明确地列出所售股数和现有股的总数，但只会偶尔提及其他股东的

名字。虽然一般会有一两个其他股东作为交易的中间人，但通常不是所有股东都参

与其中。经过几次这样的私下交易后，产权的共有者们觉得有必要起草一份详细清

单来罗列所有股东及其所持股份，即所谓“分山合同”。 这样的清单总是包括几

十个签押人，其中一些人还代表一个团体，这使得利益相关者的数量更加庞大。这

种清单也可能是产权所有人之间解决纠纷的结果，它列出股份分割的商定结果，并

宣布任何与决议相左的旧有合同此后皆作废。 这类文书旨在取代之前所有的买卖

合同，它既是土地产权唯一的合法记录，也是未来木材买卖收益分配的基础。有

时，一份分山合同是在木材砍伐之前订立的，并无可争议地成为收入划分的基础。

在大多数情况下，清单中罗列的内容是未来收益的份额，但偶尔也可能是将一片

山地实际划分出的几个单独管理的地块，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是否允许一些潜在的

买主成为共有人或者砍伐时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公山”的概念有时也出现在文书之中。它在这里指的是一块股份化的山地，

该地产权以“股”的形式划分到众多股东手中，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其股份。[4]

“公”一词表达的是利益相关者“很多”的意思，而非集体所有。这种“公山”的

所有权结构更像一个上市公司，个人对土地的控制权和利润分成与他所持独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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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份额相对应（见图3.2中冉度敢林地的例子），这与村社公地大为不同，在后

者的产权结构中，每个村民有不可出让的平等使用权和产权义务。

《锦屏县志》，卷2，第1519页。

《锦屏县志》，卷2，第1521—1522页。

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78—80页。

与私人股份化的“公山”不同的是，村社会对公有林地的进入和使用作出规

范，有时是出于保护村庄墓地风水的目的。这些由村社管理的森林符合现代经济学

中的“公地”概念。例如，章山村民集体出资培植了一块风水林，并禁止采伐。 

在另一个例子中，归故村刻立石碑，规定封禁林区和对盗伐、葬坟等行为的惩罚。

这种集体所有森林和山场的村社管理亦见于中国南方的其他地区。 清水江下游

地区丰富的文献表明，相比于按“股”分地、以合同确权的私有林地，在当地这种

公有林地的规模非常小。关于这两种产权形式在其他地区的相对比例，我们所知的

信息很少，因为那些地区的私人和家族档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事实上，更容易

保存下来的帝制晚期的书面材料（如碑刻和文学作品等），更多地是体现村社的公

地规范而非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木材种植，这种材料上的样本偏差也就影响了我们

之前对这两种产权形式相对规模的想象。

克里斯·柯金斯（Chris Coggins）等：《华南乡村的风水林》（“Village

Fengshui Forests of Southern China-Culture History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最近在江西和福建等地的田野调查表明，村社中的风水林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树

龄和树高与杉木种植林区分开来，前者得到村社的集体保护而被禁止砍伐，后者则

以市场为导向，由家庭经营进行轮伐。 清水江下游地区的案例和实地田野调查的

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林地所有权的不同形式及其相对的普及程度，同时提醒

我们注意每种证据类型的潜在偏差。

关于宗族林地的讨论，参见孟泽思《清代森林和土地管理》，第76—78页。关

于族裔对财产控制的区域差异，参见华若碧（James L．Watson）《人类学的综

述：中国继嗣群的发展》（“Anthropological Overview：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s”）。

岸本美绪（Kishimoto Mio）也有同样的观察，清水江下游所谓的“祖山”或

“公山”，并不是集体所有的；参见岸本美绪『貴州の山林契約文書と徽州の山林

契約文書』，第188頁。

许多村庄以一两个姓氏为主，如岩湾的范氏、文斗和平鳌的姜氏。其先人在18

世纪早期获得的大片林地，历经数代继承和分割，到19世纪晚期，表面看上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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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宗族所有的族产。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相似。和许多公山一样，由同宗族成员

所有的林地产权实际上是股份结构，而不是岭南和江南（在较小程度上）普遍存在

的宗族合产。 在清水江下游一带，个人可以靠订立合同自行获得林地的产权而不

必诉诸宗族。他们可以自由出让自己的持股，尽管依照惯例，近亲（包括父系亲属

和姻亲）比外人拥有优先赎买承收股份的权利。他们也没有类似于宗族上层议事会

的理事组织来全权处理宗族成员的这些财产。木材砍伐和买卖的最终收益实际上是

在所有股东之间分配，而不是作为族产保留。换句话说，那种族产单独管理、收益

为公的企业式宗族在清水江一带并不多见。 这是贵州与长江中下游（如徽州）木

材产区之间的迥异之处。在徽州，强大的宗族集群控制着大部分林地。

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

为中心的研究》，第54页。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461、562、572、568页。

木材的最终销售通常由地主完成。栽手被明确禁止直接砍收他们持股的那部分

木材。 一旦买卖的收益实现，地主首先分拨出栽手股的数额，然后将剩余的收益

分配给地主股的持有人。收益分配合同中列出名字的人可能已经故去，他们的份额

由其一个或几个子嗣代为获得，之后再在所有合法的继承人之间分配。 

以冉度敢山为例——它在一些文献中有时被称为“公山”，但实际上它体现的

是一个私人股权结构。冉度敢山上的木材买卖后的最终收益分配很好地说明了从几

代人的继承分产和股份交易中衍生出来的复杂产权结构。[5]图3.2显示出，1891年

在付清了40%的栽手股份额后，剩余的16.7两白银作为最终收益在地主股持有人之

间分配的情况。股份分割大致遵循父系继承制的框架。各方均有权自由出让其股

份。图中的虚线表示股份获得是通过购买而非继承。远方的承祖、庚祖两兄弟，通

过从两组已有的地主手里购买股份来投资这块林地。现有的股东也在他们之间转让

股份（如之正和之模从启华手里购得股份，为宏从启勋手里购得股份），这使得一

些族人最终获得的收益或多或少超过了其最初所能继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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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891年冉度敢山的收益分配，阴影底表示同一个人出现了不止一次

资料来源：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E0039、E0060；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貴州省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林業経 の一側

面——『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平鰲寨文書を事例として》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B0201；《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

律文书汇编》，第468页。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第360、36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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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作为抵押品从“会”中借贷的例子，参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

书汇编》，第468页。

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第135—146页。

尽管缺乏以整个宗族的名义所有的合产，但在19世纪，以“会”为名的各种类

似私人信托的组织成为山地投资者。有些“会”是由宗教机构或亲族团体成立的金

融共同体，它们将经营收益用于祭拜先祖等宗族仪式，如“清明会”（见图

3.2）。在村社所藏文书中还出现有其他的“会”，包括“南岳宫会”和“祭祀

会”等。 有些似乎是纯粹的经济组织，由亲族或非亲族成员联合成立，以互相提

供轮换信贷或盈利为目的。 有些可能是现有共有产权结构下临时搭伙的组织。这

些“会”作为类似“法人”的独立实体，从事购买山地、租佃和放贷等业务。

“会”的会产中，还有一些可能来自没收会内成员或会外人未偿还贷款的抵押品。

“会”本身就是一种股权结构。其成员所持会产的股份被称为“脚”，“脚”可

以自由继承、转让和抵押。 

西南与长江中下游的对比

关于皖南一带木业实践的情况，我主要参考了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

成》，第六章。

18、19世纪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管理策略与15世纪以来安徽南部山林的模式

非常相似。早在13世纪，安徽南部地区的木材贸易就是当地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本节的比较分析表明，安徽南部和黔东南山区的林地租佃和买卖合同，与他们各

自区域内的农田合同相比，具有更多的共性，尽管它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族构

成、社会组织和税收政策等方面始终存在差异。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382—383页。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370—373页。

自明代早期开始，区分“田底”（subsoil，亦称“田骨”）和“田面”

（topsoil，亦称“田皮”）的表述就在徽州地区的山林土地契约中有所体现。早

在15世纪50年代，就有明确的“力分”，也就是赋予山场佃户的“栽手股”。从15

世纪中叶开始，当长江下游的城镇进入长期增长期时，徽州木材生产的密集商业化

变得日益普遍，不断维护和更新木材存量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与18、19世纪清水

江流域类似的实践——成材期间的股份买卖、栽手转让种植权的栽手股、明确共有

人之间的股份等——自15世纪以来就已在徽州显而易见了。 徽州和贵州的山林土



105

地契约都可以作为中国南方各地林业实践中共同的经济逻辑的代表性样本来加以分

析。

关于贵州和徽州的林地实践区别，参见岸本美绪『貴州の山林契約文書と徽州

の山林契約文書』。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374—376页。

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418页。

徽州和清水江地区的一个重要区别似乎是宗族作用的差异。 徽州的宗族产业

利用14世纪元明易代的契机，扩大了宗族持有土地的规模，并在此后极力防止族产

被族人出让，虽然成功率参差不齐。程氏家族在窦山的族产就可以代表徽州宗族的

族产安排。在15世纪初，程氏家族对其登记在册的窦山资产拥有明确且无可争议的

全部所有权。元明易代之时，人口锐减，土地清册遭到破坏，窦山的族产正是在这

一时期获得的。为了确保其对山林土地的全部产权，程氏家族禁止其族人私自从佃

户手中购买“力分”而中饱私囊。1547年的族规要求赎买其山地产权中全部的“力

分”。到16世纪末，程氏在窦山的族产更倾向于购买和持有股份，以致其财产不可

让渡的原则最终难以为继。 到16世纪末，即便是在宗族势力更强盛的徽州，山林

土地的所有权和租佃权被分割为可转让股的做法也已经削弱了过去宗族对徽州山林

的强有力控制，尽管一些家族口头上仍然声称其拥有广泛的所有权。 

相比之下，18世纪清水江下游的宗族从来都不是山林土地产权的活跃持有人。

如前所述，只存在一些小规模的族产。一些亲族团体公同设立的“会”持有山林股

份并从事金融放贷，将收益用于集体祭祀等活动，但它们并不覆盖整个家族。亲族

成员为祭祀祖先而设立的“会”只是亲族或非亲族成员为各种宗教活动集资或单纯

为股东牟利而设立的众多私人信托中的一种。当这些组织作为投资者入场时，票据

化的股已经是清水江的常态。因此，从一开始，这些金融会社购入和持有的财产就

已经是股的形式，而不是广泛的整体产权，这种制度安排有别于15世纪徽州的宗族

产业。

岸本美绪：『貴州の山林契約文書と徽州の山林契約文書』，第181—188頁。

《淳熙新安志》，卷3，4b。关于从南宋到明初国家将森林纳入地籍管理的努

力，参见孟一衡《杉木与帝国》，第二章。至于这些政策的实施程度，它们主要在

长江中下游推行，在西南地区的影响不大。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第561—610页；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

成》，第387—389页。

关于1100年至1400年间地籍在建立私有森林产权中的重要性，参见孟一衡《杉

木与帝国》，第二章。

关于赋税同农田一起转移的例子，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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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与清水江契约文书之间的其他差异反映了国家机器渗透到农村地方社会的

不同程度。 在徽州，自宋代开始，对山林土地的课税就是单独的税目了。 明代

前半期，人们在山地买卖中更多地利用明初的土地清丈簿册（鱼鳞图册）来获取交

易土地的位置、类型、编号和边界等信息。在徽州发现的许多契约都是“红契”，

即加盖红印的官方契约。由于明末的鱼鳞图册没能定期更新，地主和买主不得不在

他们的契约中加注更多的细节。 地籍登记制度在宋、元、明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将无界的林地转变为有界的私产，并确立了对人工林地私有制的承认。

随着这种私有制在清代进一步强化，即使没有正式的地税登记，只要有强有力的证

据支持（特别是私人契约合同），它也会得到官方的认可。 在西南边疆，连农垦

田地都没有完整地进行土地清丈和地籍登记，更不用说林地了。 在清水江地区，

虽然农田买卖合同会偶尔提到纳税责任的转移，但山林土地契约却没有提及税务问

题。土地清丈中未见有土地编号的证据，产权主张的基础是未加盖官印的“白

契”。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347页。

包伟民、吴铮强、杜正贞等：《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晚清时期》，案例

4、13、17。

虽然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可与徽州和清水江规模比肩的林契遗产，但从晚清

和民国时期对地方民事习惯的调查中，可以瞥见中国南方许多木材产区有类似的林

业管理做法。 来自安徽、福建、湖南和浙江的证据表明，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和其

上种植的树木的所有权是分离的，且可以按“股”单独交易。根据土地状况和其他

安排，比如是否向地主缴纳年租，栽手股的份额可在20%到80%之间。从浙江龙泉县

档案中发现的少数与林地有关的法律纠纷来看，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杉木种植区，对

人工种植林按“股”分权的现象普遍，这些“股”还会被精细分割。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347页。

从宗族权力和国家在场的角度看，徽州和清水江的案例似乎是两个极端。徽州

的商业化木材种植一开始就是在已有的宗族组织和国家税收的框架范围内进行的。

然而，清水江下游地区在市场开放后迅速发展木材业，并在新引入的宗族组织控制

当地经济资源之前，迅速采用了一套成熟的契约制度。华南的其他木材产区似乎介

于两者之间。例如，在江西南部，虽然一些宗族借助家谱确立公有族产，但他们的

势力远不如徽州的宗族，因而以契约合同为基础的私有制同样普遍。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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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湖区水面权的问题，参见刘诗古《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

与转让》；徐斌《制度、经济与社会：明清两湖渔业、渔民与水域社会》，第47—

81页。出于税收目的的股份合并，参见孔迈隆（Myron L. Cohen）《帝制晚期中国

的通行令》（“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股份制度的灵活性解决了树木生长刚性给长期投资带来的挑战。与树木未来收

益相关的“股”使个体能够在免于实际分割林地的情况下轻松地投资或撤资。在帝

制晚期，一个股份制的实体可能被应用于多种行业，尤其是那些对资源集中度的要

求高、投入参与期长、无法进行精细化实体分割的产业，从为纳税或捕鱼权而组建

的农村合会到城市里的贸易合伙再到资本密集型工业都有。在农村地区，通过股权

合同建立的“会”甚至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最低层。亲族和非亲族共同设立的持股实

体的“股”都已成为带有股息的商品，可以买卖。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早期近代中国的企业》（“The Firm in

Early Modern China”）。

曾小萍：《自贡商人》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曾小萍：《富荣盐场的浮沉：帝制

中国晚期商人的权力》（“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u-Rong Salt-Yard

Elite: Merchant Dominance in Late Qing China”）。

曾小萍：《晚清四川东部的煤矿》（“Eastern Sichuan Coal Mines in the

Late Qing”）。

股权合伙制（shareholding partnership）即每个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但又

以其认缴份额占比为限，是清代多业主共有商号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形式，特别

是对家族和地籍背景不同而又想集资的商业合伙人而言。 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一

端以自贡盐业为代表。它对资本要求高、投入时间长、成功几率不确定。纵向一体

化的盐号是通过股份合伙制发展起来的，合伙人数量可观，股份转让和收购灵活，

合伙期限长，还出现了专职经理人和股东大会。 同样，在重庆东部的煤炭和冶铁

业中，规模较小的合伙企业经常吸纳非亲族的合伙人的资本，有时还包括劳动力股

份。 股权制度实践在帝制晚期所有这些不同的行业中表现出的高度相似性，揭示

了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制度溢出，并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本土实践和“股”的

内涵是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而被创造和改变的。

华若碧：《1898—1941年间珠江三角洲流域的共同财产及地方领导权》

（“Corporate Property and Local Leadershi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林业领域，分家书中避免物理分割苗木家产的决定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兄弟持

股为代表的原始股份结构，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初范式，为更复杂的股权结构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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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这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信托机制：一个成功的商人为了保持其公司的完整

性而设立信托，并允许他的儿子们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资产池中继承平等的份额，资

产池也可以在他们的继承人之间分配。 一旦股份被商品化并可以独立转让，一块

林地的所有权就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多姓持股的实体。以往文献曾将资本积累缓慢

和经济落后归咎于长子继承制的缺失。与之正相反，中国多子平等继承的做法并不

是一个阻碍，反而极有可能驱动了“股”的概念化和发展永久持股的实体以汇集资

本的做法。由亲属和非亲属共同建立的“会”，尽管总是宣称以慈善和宗教事业为

目的，但可以被视为一种股权合伙关系。它在市场上表现得像个人法人，专门从事

票据化投资。这些来自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即股

份制的“会”提供了汇集和保护可投资资产的中国式范例。

对林地产权交易的经济分析也为研究环境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

“核心——边缘”理论中，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市场整合导致了边缘地带土地自然资

源的开发，从而使核心区受益。对森林资源而言，这可能导致“采矿式采伐”

（forest mining），即砍伐后没有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和再生。中国南方的情况表

明，尽管天然林普遍枯竭，但在某些情况下，强劲的市场需求也可以激励人工造林

的长期性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高需求、低运输成本、靠近市场、土地不适合种植高

价值粮食或经济作物等因素，都为清水江下游的木材种植提供了必要条件。市场一

体化通过确保从市场获得其他消费品，进一步鼓励了当地经济中木材种植的专业

化。

有关有效管理公共资源池的策略，可参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管理公共资

源》；吉布森（Clark C. Gibson）、麦基恩（Margaret A. McKean）和奥斯特罗

姆《人与森林：社区、制度与治理》（People and Forest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环境经济学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强调林地和林产品产权的明确界定的重要性，缺

乏这种明晰的产权会导致无节制地开发。这一论点是从“外部性”

（externalities）的角度看待适当的产权制度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外部

性”是指经济活动的负面后果没有充分反映在从事该活动的一方所承担的成本中。

就开放使用或管理不足的公共资源而言，经济外部性将导致资源过度开发乃至枯

竭。这种过度开发公共资源的悲剧可通过明晰产权、设立有效边界和制定能够有效

执行的使用规则等方法来解决。 可以说，在中国南方由书面契约所形成的界定明

晰的私有产权有助于抑制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

然而，仅仅是产权的划定和保护还不足以推动木材的种植。如果个体种植者必

须面对木材收获前30年的等待期，那么大规模的木材种植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尚

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与木材种植所需的长期承诺相一致

的产权框架。中国南方通过土地所有权和租佃权的分离和产权的票据化解决了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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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长期性带来的流动性问题。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成功地促进了农村家庭经济中

的商业化造林。

卡尔·阿普恩：《海上森林》。

Lee，“Postwar Pines”。

早期近代一些国家的国有林业的发展，由于为现代国家的科学林业奠定了基础

而备受赞誉。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早期近代国家占有林地的动机不是出于

保护主义的理想，而是出于为国家的筑造工程和军事活动保证木材供应的功利目

的，它们要么是因为担心当地居民过度开发森林，要么是因为缺乏供应优质木材的

稳定市场。例如，在15世纪占据新的森林土地后，威尼斯人起初还是依赖市场的木

材供应，只有当市场本身难以保证稳定的供应时，他们才开始对森林实施直接的国

家控制。 在其总体影响上，尚可以说国家林业的成功建立有助于森林的蓄养保

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将国家需求置于国民需求之上的优先原则。国家利权主张的

扩张和执行常常迫使地方社会作出有损生计的妥协。 

在很大程度上，帝制晚期中国的私营经济和市场发展缓解了国家的这些担忧。

中国南方的私人造林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非受国家强迫的，全国范围内木材市场的

整合可以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标准木材的需求持续得到满足。帝制晚期的中国没有

在南方山区推行庞大的国家林业计划，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家能力的缺失，更多的

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国内市场既广阔又高效（由于还可以从塞外获得大量木材，

清廷的压力进一步减轻）。接下来的章节将转向支撑跨越一千多英里的长途贸易系

统的运作和扩张的经济制度。

[1] 唐立：『清水流域の苗族が植林を開始するで——林業経 へと駆り立て

た諸要因』，第11頁。

[2] 唐立：『清水流域の苗族が植林を開始するで——林業経 へと駆り立て

た諸要因』，第27—28頁。

[3] 《黔南事略》，卷21，8b；唐立：『清水流域の苗族が植林を開始するで

——林業経 へと駆り立てた諸要因』，第29—30頁。

[4] 一些案例参见《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A0020、A0062、

A0069、A0245、C0008。对于这样的“公山”，相原佳之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参

见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貴州省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林業経 の一側面——「貴州苗

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平鰲寨文書を事例として』，第141—142頁。

[5]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文献编号E0039、E0060；相原佳之：

『清代中国貴州省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林業経 の一側面——「貴州苗族林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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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匯編」平鰲寨文書を事例として』，第126—127、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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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人、牙行与市场互动

国家对从市场采买皇木的方式的依赖和木材可持续种植的区域专营化发展都是

以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体系为前提的，该体系促进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以满足需求、

创造收益、发放信贷和规避风险，从而使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受益并维系生

计。与退出对自然资源的直接管理一样，国家对市场的管制越来越趋向于放任自

流。在清代的统治建立时，帝制晚期中国的市场管理体系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

变，从对市场空间设限和直接的官僚监管转变为通过牙行来间接控制。

不过，尽管牙行在法律上具有排他性，但它们实际上与其他法律身份模糊的经

济代理人共同参与了中介业务这一市场。这些合法和半合法的中介机构除了具有为

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的信息功能外，还发挥着重要的金融功能，促进了信贷供应从城

市中心向农村的流动。贸易环境的区域性差异是突出的。西南苗疆的市场动态与长

江流域中心地带的市场动态不同，它涉及国家对边境稳定的优先考量与边境地方代

理人不同的经济诉求之间的相互作用。

供应链上的木商与木夫

契约文书中有关这类做法的例证，参见《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

编》，第461、572页。关于徽商在安徽和浙江的“拼买”，见张海鹏和王廷元《明

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81页；周绍明《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427页。

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112页；《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7

—89页。

木材贸易是一门多层次的生意，贸易商经营的规模和范围不尽相同。邻近木材

产地经营的是所谓的“山客”，他们通常是当地人，与林地所有者（“山主”）签

订合同，获得上山采伐的权利，这种做法在安徽、浙江被称为“拼买”。 山客会

雇请木夫将木材伐运出山。伐木作业的劳动投入密集，且技术上繁复。有时需要在

崎岖的山地上垫低就高，搭建栈架和索道，以便将原木运到河口江边。在非常陡峭

的斜坡上则使用缆索拉木，由牛或几十人转动绞盘拉动。 许多当地的林农都参与

这种季节性采运，形成了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劳动组织。这些团体的组织者（俗称

“工头”）负责与山客议定伐运的工钱合同。

一旦到了最近的水岸，筏运就成了主要的交通方式。在小溪流中，原木只能一

根根地漂流。随着水位上升，人们用竹链缆绳将原木捆成一个三角形的筏子。为了



112

更加稳固，缆绳需要穿过原木底部的钻孔。山客随小木筏抵达初级的分销市场，在

那里他们通过木行将木材卖给当地的商人或由各地前来的客商。这些异地客商通常

被称为“水客”，他们有些人自主经营，而另一些则是受雇的代理人。面向全国或

区域销售市场的大木商可能会在木材产地设立固定的分支机构，这样他们可以绕过

当地的牙行而直接从山客那里购买木材。

《锦屏县志》，第1513—1514页。

孟泽思：《林业》，第642—643页。

木材筏运的两个常见问题是木材通行权的争夺和丢失木材的捞赎之争，因为这

两个问题都涉及与河谷村民的艰苦谈判。这种谈判的协议章程通常被勒于石碑。

1789年，贵州锦屏地芽村的村民抱怨说，木商在通过他们的沟渠堤坝时疏忽大意，

破坏了灌溉系统。村民和木商达成共识，木商需由指定的水道运木，且只能从地芽

村雇用伐运木夫，不得从外村雇请。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水坝有任何损坏，木商都应

该支付维修费用。实际上，村民们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优势，垄断了这处河段的劳

动力供应。 这类协议在筏运沿线的村社很常见。在湖南的江华一带，当地史料中

亦有类似记载，如村民的埋怨以及向过往簰筏征收的筑坝费。 

《锦屏县志》，《亮江木材漂流赎取碑》，第1514—1515页。

《锦屏县志》，《王寨漂流木材清赎碑》，第1517—1518页。

另一个争议点是木材被水浪冲散后又由当地村民打捞的清赎费用。一些村民把

打捞出的原木藏起来据为己有，或者借机坐地起价向商人勒赎。1828年，锦屏知县

批准了木商的请求，并在亮江村勒石立碑，规定了不同尺寸原木的清赎价格，每根

原木从0.4两到1.5两不等，并以木材底部所刻斧印戳记作为木商法定所有权的证

据。 在当地初级木材市场王寨所见的一块1880年的石碑也有类似的内容，它严禁

村民破坏木材底部的斧印戳记，并将清赎价格定在每龙泉两1000文铜钱。木商和当

地保甲头人应当共同查验原木的斧印戳记并监督丈量。如果商人不能在40天内赎回

木材，村民可自行将其处置。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

海关总税务司署：《十年各埠海关报告》，vol.1（1882—1891），第174—

175页。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

从初级市场出发，水客将其所购原木重新捆扎成大排入江。随着江面变宽，簰

筏的尺寸继续变大。例如，在沅江流域的洪江，一些长40尺、宽9尺的小木筏被捆

成90尺长的木筏，由七八名水夫操控。进入洞庭湖后，木筏被改扎成100多尺宽、

数百尺长、吃水深度为7尺的木簰。 通常在湖中过冬后，这些木簰会慢慢地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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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到达汉口。如要继续行进，则在汉口重新捆扎，然后慢慢地漂流到长江下游地

区。 赣南的木簰首先在赣州停靠，继而停靠吴城，在洪水季，从吴城到南京需要

六周时间。这些木簰看上去比湖南木簰更窄更长，吃水也更深。他们在木簰上搭建

板棚，可供100多名排工居住；排工们还可在板棚中种植蔬菜，养猪养鸡。这些巨

大的木簰是由几百尺长的特制竹篾捆扎起来的。这种竹篾的制造在主要木材市场中

是个专门行当。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戴渊：《南京上新河木材贸易状况》，第

238页。

事实上，像竹篾匠这样的技术工匠在木材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南

京的上新河镇，当地主要人口由数千名从事木材生意的工人构成。有些是长期定居

于此，有些则是随木簰到来的季节性工人。他们从事12种专门行当，根据籍贯分属

9个团体。这12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运输、测丈和扎筏。与运输有关的行当可按

运输方式和路线覆盖范围进一步划分。一些人专门在大江大河操控木簰，一些人在

水位较浅的细流用舢板牵引木簰，还有一些人用马车在陆上运输木材。测量和捆扎

木筏更是门需要学艺多年的技术活，其从业者的流动性远低于运输的力夫。其他工

人则专门从事将木商表明所有权和商号的斧印戳记刻在原木上的工作。 

荫青：《江西之木材业》，第8—9页；柳培良、范净宇：《南京市木材市况调

查上》，第17页。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

客贩通常随木而行。一旦到达目的地市场，他们就在当地牙行的客栈里歇脚，

并通过牙行出售商品。大木商通常在他们原籍的会馆区内设立长期贸易点，即“木

号”。根据清代的规定，这些木号仍须通过牙行进行贸易。一些木号获得官府发放

的牙帖后可以直接与客户进行贸易。 买家主要是该地区的零售商和建筑商，很少

有普通消费者。外地买家住在牙行，并经常在交易达成后委托牙行完成交货。 因

此，牙行同时提供中介、住宿和运输的服务，他们从中获得不菲的报酬，并在市场

中享有特权地位，成为国家和市场之间可信赖的调解人。

牙行制度

关于从唐代到清代的帝国市场管理模式的长期趋势，参见曼素恩（Susan

Mann）《地方商人与中国官僚1750—1950》（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第三章；万志英《中国经济史》，第六至八章。

明律中的相关部分，参见雷梦麟《读律琐言》，第200页。虽然“官私牙人”

的说法在宋代史料也有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私牙”（私营或无牙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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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与明清时期牙行制度的内涵有显著差异。在宋代，多数的牙人都是“私”

营，且“私”营不意味着非法。而在明清的牙行制度中，只有持有官府发给牙帖的

牙人才是合法的，“私牙”指的是没有牙帖（故而非法）的牙人。参考宫澤知之

『宋代の牙人』，第8—9頁；小林高四郎『唐宋牙人考』『唐宋牙人考补正』。另

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牙人的“官”与“私”之别在于交易是否需要书面合同和纳

税，这与明清的用法仍有差异。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392頁，以

及该书英文版的第165页。

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第一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6，第370—371页。该条原为明律，在1706年作

为“例”添入大清律例中。薛允升：《读律存疑》卷17《户律九》“私充牙行埠

头”条。

在帝制晚期，随着地区间贸易的扩大，牙行在调解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13世纪至19世纪期间，随着国家对地方市场的直接商业税收和官

僚控制逐步减弱，牙行的经济重要性开始附带有监管的意义。国家越来越依赖官方

认可的中介机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牙行）来间接地控制市场。 《大明律》明确

禁止无帖牙人私充牙行而干预市场，并赋予牙行促进买卖、登记交易、监督货物和

人员流动的职能。 由于牙行成为传递市场信息的官方渠道，官府更多地将商品和

劳务的采买委托给牙行。 清代继承了牙行制度，并将之进一步规范化，通过全国

性的牙帖签发、核验和更新制度进行管理。牙帖每五年审核一次，任何企图非法私

充牙行、把持行市、以牙税为名收取高价或拖延支付的行径皆被明令禁止。 

《雍正朝实录》，雍正十一年十月甲寅。乾隆在1739年发现江苏的县官又有重

发新帖的苗头后，重申禁律（见《乾隆朝实录》，乾隆四年六月丁酉）。

18世纪的国家将牙行视为市场交易的枢纽。其至关重要的地位还意味着，官方

认为市场体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牙行制度的腐败滥行或运转失灵。一种

腐败是地方官员贪图牟利而超额签发新的牙帖。地方官员不仅有动力强制未领帖的

牙人申领牙帖，更乐于将牙帖引入那些先前无需牙帖的行业（如当地的小生意）。

在贪财的地方官员手中，牙帖数量激增，这提高了当地小商贩的市场参与成本。针

对这些问题，从1733年起，雍正皇帝剥夺了县令签发牙帖的权力。牙帖的管理由各

省负责，且主要集中在监督已有牙帖的过期和补发，不再签发新帖。牙帖的数量基

本固定下来，以避免小商贩被勒征过缴。 

薛允升：《读律存疑》卷17《户律九》“把持行市”条。

1740年和1743年清廷分别对衙役和科举中试者作出限制。《乾隆朝实录》，乾

隆五年九月戊寅、乾隆八年六月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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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还出台了其他监管举措，以限制地方官员和特权集团操纵牙行牟利的情

况。地方官府被要求以市场价格购买商品，不得通过牙行无偿地获取供应。 官府

衙门的吏役和科举中试者被禁止获得牙帖，他们可能会利用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权

欺压他人而干扰交易的公平性。牙帖持有人必须是平民身份且家境殷实，这样他们

就可以平等地与他人做生意，并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交易失败后的纠纷。 

《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第117页。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改革的结果好坏参半。影响最持久的监管措施是严格的额

定牙帖制度。它的直接行政目标——限制地方官滥发牙帖带来的强征牙银问题——

似乎是有效的。然而，牙帖的定额也限制了牙行制度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作出反

应的能力。从18世纪30年代到清末，牙帖定额只经历过一次大范围的调整，即19世

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可以想象，严格的定额制很难跟上一个

世纪以来不同商品的贸易额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在不景气的行业中，申领者的不足

使得牙帖无法全部发放。在牙帖数额确定后兴起的行业中，则没有足够的牙帖来满

足市场对牙行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员默许私牙的存在，后者通常被

称为“经纪”，这是今天称呼中介时仍然通行的术语。在湖南，“经纪”已成为获

得当地许可但无牙帖的牙人的代名词。有些县令甚至在朝廷所设的牙行名额之外，

规定了“经纪”的名额。 

巴县档案，006—005—04602（1799）。

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禁止地方官府通过牙行任意索取资源，但这一目标的改革

成果有限。没有任何补偿的直接索取行为似乎已经减少。然而，向地方官府提供预

定的供应仍是牙行的义务，即使在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在数量或价格上也没有多

大的灵活性。例如，1799年，有木材牙行在向巴县县令的陈情书中说，由于白莲教

起义的滋扰，重庆的木材供应被切断了——渝关只能征到额定木税的十分之一，城

内的木材贸易陷入了停顿。他们要求推迟向巴县衙门的供应义务，尽管他们向上一

级的重庆知府的陈情获得些许同情，但还是被县令拒绝了。 

关于持帖牙人在重庆城内商业案件审理中的作用，参见戴史翠《清代中国的跨

司法管辖区贸易与合约履行》（“Cross-Jurisdictional Trade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in Qing China”）。

18世纪上半叶对牙行制度的改革旨在防止地方行政干预市场，并将根据市场规

则促进公平交易的责任委托给牙行个体。改革的结果令人喜忧参半，这些监管在接

下来近一个世纪里确立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在此期间，牙行在调解跨区域贸易中占

据着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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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行

戴渊：《南京上新河木材贸易状况》，第237页。

木材业的牙行（木行、木牙）在河边开设棚屋，供客商买卖双方歇脚。专业的

木材牙行不自营买卖，只通过中介交易来赚取佣金。然而，牙帖持有者也可以成立

一个单独的商行来处理他们的自营业务。 木行的组织架构很简单，包括一个总经

理和几个负责公关和会计的副经理，几个专门丈量木材的熟练工人，还有一些杂工

和学徒。木行的主要任务是撮合买卖双方。若买家需购买的商品非常多样，撮合所

需的时间就会很长。木行的其他功能还包括帮助租赁河岸上用于堆放和检查木材的

码头，充当木材数量和质量的仲裁人，雇用工人运输，谈判价格，以及为买卖双方

管理账簿等。木行也有可能协助提供短期的贸易信贷给那些有需要的卖方。这些服

务换来的手续费是交易额的3%至5%。

《徽商公所征信录》；戴史翠：《千头万绪》。

柳培良、范净宇：《南京市木材市况调查上》；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

市》；《南京物资志》，表1—4。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7页。

18世纪30年代后，诸行市场的牙帖数量基本固定下来。唯一一次重大调整发生

在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除此之外，木行的数量变化不大。即使是

杭州、重庆等较大的木材市场，官给牙帖也只有不到10张，在较小的市场就更少

了。 至于南京这个最大的木材市场，没有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确切资料。1864

年，随着木材贸易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复苏，南京的牙帖数量被定为40张。 在汉

口，官给牙帖数量一直到清末都是15张，其中13张分配给了湖北本地人，2张分配

给了湖南人。 在湖南，经过1861年的一轮整合后，每种商品的牙帖数量重新固定

下来，直至清末。湖南作为木材出口大省，其木行的牙帖均分布在湘江和沅江流域

的沿线城市，它们分别是东湖木和西湖木外运的主要通道。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09页。

巴县档案，006—004—03018（1804）。

清代的官方规定要求牙行只能由已登记在册的牙帖持有人开设，其所有权的转

让不能私下进行。如果已故持帖人的儿子想继承牙帖，他必须支付更名费，并在当

地官府以自己的名字正式登记。如果持帖人打算放弃牙帖，应将牙帖退还官府，并

由官府重新签发给另一个合格的牙帖申请人。然而，在实践中，私人租赁牙帖是非

常普遍的，这种做法被称为“顶帖”或“写帖”。 牙帖复杂的所有权和租赁实践

可以通过1804年的一起案件加以说明。 此案涉及五张牙帖。其中四张牙帖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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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人名下。有趣的是，第五张牙帖以一个假名“冯兆元”登记，它实际上代表三

个人（冯万金、杜启兆、刘殿元），是从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化名。被官

府发现后，牙帖上的名字被正式改为杜启兆，但根据他们三人的私下协议，牙帖仍

为三人共有。这五张牙帖的原始持帖人（帖首）去世后，牙帖都由他们的儿子或孙

子继承，但并未走正式的更名程序。更复杂的是，监生陈正书与现在的牙帖持有人

签订了租赁协议，实际持有了这五张牙帖。为了避免冒充的罪名，陈正书和这五个

持帖家族声称，陈正书是被雇佣来“帮行”的，即帮助管理牙行业务。

这起争讼案是由另一个名叫田金榜的人提起的，他声称自己曾在1778年借钱给

五张牙帖的原始持有人以换取牙帖的使用权，并起诉他们的子孙和陈正书侵吞了他

的权利。田金榜提交了两份合同作为证据，其真实性受到了被告的质疑，而案卷的

缺失使得我们无法知晓这起纠纷最终是如何判决的。然而，这些合同的体例所提供

的历史信息丰富了我们对非法的牙贴租赁协议的认识，它们的订立可以通过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贷款合同的形式来完成。注意下述合同中牙帖的租赁人是如何以贷款出

借人的身份出现在合同中的：

立借约人王洪仁、冯兆元、宋大照、周天顺、龚开厚今因修造府县衙署

×××××××凭中将材板行10股之内除2股抵借到田金榜名下铜钱100串整，应办

差务。其钱当日议明无利，有行无租，自借之后认从田姓代客买卖。倘日后田姓发

达辞行，五贴首仍将钱100串还田姓收回。此系二家情愿，中间并无勒逼。恐口无

凭，立此借字存照。

凭中：周万顺 王登厚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立借约人宋大照、王洪仁、冯兆元、周天顺、龚

开厚

该合同以无息、无期限贷款为幌子，以牙行的股份为抵押，其实是田金榜以一

次性支付租赁费的方式获得了牙帖的无期限使用权。还要注意的是，合同中还以

“应办差务”的理由实现了贷款的合法化。从案卷来看，很明显，20%的股份只是

田金榜有权使用牙帖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他对收益份额的所有权。不用说，他

本来就没打算还这笔“贷款”。

奇怪的是，在这个案件中，两个承租人——陈正书和田金榜（至少后者自称是

承租人，尽管被告否认这一点）都与全部的五个牙帖持有人订立了租赁协议，而不

是只与一个牙帖持有人交易。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牙帖的使用权，与一个牙帖持有人

达成协议肯定会更容易。由于没有案卷的更多的信息，以下内容纯属我的推测。这

里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新人进入了牙行圈子——也就是说，他需要所有圈子成员

的认可。这个圈子通过这种半非法的租赁协议来规避严格的牙帖配额，并允许新人

进入圈子。每个现有成员都必须参与进来，否则有人可能会向官府告密，而官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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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质疑合同的合法性。因此，“租赁费”由这笔交易中所有的在业牙行分享。

然而，以这种方式进入牙行业的新玩家可能面临合法性不确定的风险。如果有持帖

人改变主意，新人可能会突然被拒绝使用牙帖，这可能就是发生在田金榜身上的

事。

这一案例和其他案例表明，在实践中，牙帖的登记、退还和补发程序并不总是

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如果唯一的违规情况是已故牙商的儿子继承了牙帖而没有按

规定更改登记的姓名，那么官府可能不会太在意。然而，当不在国家监管范围内的

人通过使用假名登记、私下租赁或转让持帖权以牙行的名义经营中介业务时，这就

成了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私下转让买卖的做法也有助于规避行政成

本，为看似僵化的制度注入一些灵活性。

《浙江之木材》，第13—14页；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92页；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604—605页。

尽管木行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但它们绝不是木材贸易中唯一的中介机构。从事

交易撮合生意的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经纪。以杭州的木材市场为例，杭州的木行主

要由徽州人经营，他们与家乡的木材卖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这些官牙，还有

一群被称为“木先生”的中间人，他们与买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木先生”这样的

代理人受雇于嘉兴和湖州等附近消费市场的木材零售商，帮助后者在杭州采购并安

排运输。“木先生”通常是木材贸易方面的老手，声誉良好，与木行的关系密切。

他们受雇于外地买家，负责在当地代理采购事宜。给“木先生”的报酬也是以佣金

为基础的。因此，杭州的木材贸易往往通过两个代理商进行，木行更符合卖方的利

益，而木先生则代表买方的利益。在其他木材市场也有类似的经纪在代理采购，比

如在福建，这些人被称为“南台先生”。 

陈瑞芝是婺源商人，他继承父业，在杭州经营了30多年的木材经纪业务，并于

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木业公所的会长。他的回忆录生动地揭示了杭州木材经纪的内

幕和木材贸易的惯例。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111—112页。

木材经纪的不可或缺性部分源于他们掌握龙泉码测量与定价系统，繁复的龙泉

码确实需要经纪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方可应用（见第二章）。除了撮合买卖双方之

外，木材经纪还发挥着金融中介的作用。他们从典当行和钱庄等城市金融机构（木

材经纪时常也在金融机构中入股）获得利率相对更低的贷款，并以更高的利率向木

材卖家提供贷款，从息差中赚取可观的收益。这种金融中介能够存续，是因为钱庄

不愿直接与规模较小的客商卖家打交道，后者在城市中不名一文。相比之下，木材

经纪是城里有声望的居民和商人，他们方便获得更便宜的贷款。木材经纪比钱庄更

了解客商的财务偿付能力，并在必要时要求其提供木材作为抵押品。此外，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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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习俗是，如果一个卖家从木材经纪那里筹借资金从山上购买木材，那么当他次

年将木材出售时，他应该通过同一个经纪出货。 

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113页。

木材经纪可以进一步通过更多中介来保证其贷出资金的安全。负责管理水路筏

运工人的“包头”与木材经纪合作，向卖方提供贷款。因为大多数卖家会雇用包头

来运输木筏，这些包头就可以获得有关卖家家庭、财产和信誉的详细信息。没有在

木材经纪那里建立足够信用记录的新卖家可以在包头作保的情况下获得贷款。 由

于向小卖家提供广泛、定期的信贷服务，木材经纪与其说是中介，不如说更像批发

商。刚起步的卖家资金有限，每年都会从经纪那里贷款，以便从山上购买和运输木

材。木材贸易的运转至少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在整个长江航线上工作的人需要两年

时间），冬季和春季伐运原木，夏季丰水期竹排筏运，夏末和秋季销售木材。木材

经纪会从总的销售收入中拿走贷款的本金、累计利息和佣金，然后再将余款支付给

卖方；与此同时，卖方将不得不为下一年的生意再次向经纪借款。就这样，经纪就

很像一个批发商，通过向生产兼销售的小生意人提供贷款来确保下一年的供应。卖

家越依赖经纪的贷款，他就越像木材经纪的代理商而不是客户。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215—216页。

通商口岸茶叶买办的做法以及民国时期的改革者对其作为寄生性、非生产性金

融资本的批判，参见安德鲁·刘（Andrew Liu）《茶叶战争：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

度的发展历程》（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第七章。

这也是通行于其他行业牙行的做法。例如，湖南益阳的山货行行会条规规定，

若卖家已与某个行会成员订立贷款合同，其他在会的山货行不得再接受与该卖家的

货物交易，这是为了防止卖家在收到所售货物的款项后故意违约；此外，行会成员

应向行会报告违约的卖家，以便当这一卖家试图通过另一家在会山货行进行交易

时，可以通知行会没收卖家的商品，以补偿其违约行为的受害方。 晚清到民国时

期通商口岸的茶叶买办，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不完全是“牙行”，但他们采取了类似

的策略，在外国公司和内地茶商之间充当中间人。他们试图通过提前贷款与内地茶

商建立财务依赖关系，从而更好地控制供应链。 

牙行和其他中间商都通过两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一是通过撮合卖家和潜在买

家来创造市场，二是促进信贷从城市资本中心流向农村的供应商。上述作用的实现

得益于他们的信息优势。在跨地贸易中，对市场价格、客户基础、资金来源和交易

者偿付能力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行情了如指掌的中间商也就必不可少

了。他们在商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转化成金融权力，将流动资本引入生产，并有效

地将客户中的小买卖人转变为他们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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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的詹氏家族

这部分的材料，如无特别注明，均来自詹鸣铎《我之小史——新发现的徽商小

说》。

虽然“山客”、木材商号和木材牙行看上去是各自独立的实体，但他们都可以

在家族企业的运营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末代秀才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

史》中了解到木材贸易家族的行业和地理范围。 詹氏一族来自徽州婺源东北部的

庐坑村。像徽州许多地方精英一样，詹氏家族奉行商学并重的理念，对科举仕宦与

商业致富同样重视。詹鸣铎的高曾祖父詹逢荣生活在道光时期，曾到安徽亳州做木

材贸易，但不幸在一场洪水中溺毙，留下了三个儿子。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大儿子

在亳州继承了父亲的木材生意。二儿子詹喜禄（詹鸣铎的曾祖父）是监生，在江西

浮梁建立了新的家族生意。詹鸣铎的叔高祖詹逢怡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在汉口做贸

易，战后辗转至江西乐平从事木材和茶叶贸易。

《徽商公所征信录》。

詹鸣铎的父亲詹蕃桢是一个领五品衔的贡生，在浙江开设了数家店铺经营木材

生意。1894年，詹蕃桢与姻亲江峰青合伙，在嘉兴桐乡县石门镇开了一家德昌隆木

号。江峰青是后来编撰民国《婺源志》的著名士绅。1896年，两人在杭州江干木材

市场开了一家隆记木行。1901年，两人散伙，詹蕃桢从隆记退出，自己创办了生记

木行。根据1909年的另一份资料，位于杭州的徽商木业公所有八家会员木行，隆记

和生记是其中的两家，生记在其经纪的卖家数量和贸易总额方面位列第一（下一节

将进行分析）。 此外，詹蕃桢在湖州归安县练市镇还有一家阜生木行。

王珍：《屯溪商埠与徽州木商》。

詹蕃桢的四个儿子都曾从事木材贸易。二儿子耀先在老家婺源县当“山客”。

1907年，他积累了400多龙泉两的木材库存，并从屯溪镇致祥钱庄借了一千银元流

动资金。屯溪镇是徽州木材贸易的初级集散地，它从祁门、婺源、休宁和黟县收集

木材。 三儿子礼先跟随詹蕃桢在杭州经营家族的木行，后来死于吸食鸦片过量。

最小的儿子绍先就读于杭州的木业学堂，这是一所由木业行会建立的职业学校。长

子詹鸣铎，即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的作者，年轻时就致力于科考。经过几次尝

试，在1905年，23岁的他考中举人。这也是科举废止前的最后一次科考。从那以

后，詹鸣铎也开始打理家族生意。他管理着练市阜生木行的账簿，先花几个月的时

间“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

式，抄得一本不时批阅……居住半载，嘉湖口气，也不觉熟极而流”。詹鸣铎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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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詹志善最初在家里的阜生木行当学徒，后来又到湖州一位亲友经营的朱吉记木行

学习。

詹氏家族的商业运作覆盖了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从直接到山上“拼买”原

木，到杭州和湖州的木行，再到嘉兴的零售铺店。当耀先把原木运到杭州时，买家

由其家族经营的生记木行联络安排。嘉兴的德昌隆零售铺店可以直接从耀先的经营

中拿货；在需要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家族木行的客户名单与卖家联系。这种生

产、分销和零售的垂直整合，使詹氏家族在动员社会资本和获取市场情报等方面占

据主动，其名下商行铺店可以协同运营。

木行

——卖家的交易网络

《徽商公所征信录》。

具体来说，产木的州县包括安徽南部的徽州，以及浙江西部的处州、衢州、严

州和金华。见《浙江之木材》。

我们可以通过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刊行的一份材料一窥在这个区域分销枢纽中

“牙行——卖家”网络的内部结构。 自宋代以来，杭州就是安徽和浙江所产木材

的主要交易地。在明清时期，杭州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木材市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长江下游的木材运量相比，杭州对江南地区木材供应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

降。江干木材市场位于杭州候潮门以南的钱塘江沿岸，钱塘江通过三条自南向北的

运河与大运河相连（图4.1）。产自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几个州府的木材沿着钱塘

江漂流到江干市场，这是一条在13世纪发展起来的贸易路线。 杭州市场的木材销

售点主要集中在江南的核心地带：浙江的杭州、嘉兴和湖州（詹氏家族在这三个地

方都有店铺），以及江苏的苏州、无锡和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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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杭州的木材市场和运河，1918年

资料来源：西博尼·D.甘博照片收藏（167—938）［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 Collection （167—938）］，杜克大学鲁宾斯坦珍本手稿图书馆

杭州与南京、汉口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离木材产地很近。尽管到19世纪，南京

和汉口市场的参与者大多是资本雄厚的木材贸易商行，但杭州的许多卖家都是经营

单一路线或偶尔涉足这一行业的小商贩。他们有些是乡下人，代理贩卖其族山所产

的木材；有些用从木材经纪那里借来的资金在这类贸易中碰碰运气。在这方面，杭

州与湖南常德、江西赣州、福建福州等邻近产区的地方市场相似。在这些市场上，

卖方一般不太熟悉木材贸易的地方行规，严重依赖经纪所提供的服务和资金。而在

南京和汉口，牙行在19世纪大多已被规模雄厚的贸易商行取代，后者在不同地方建

立其分支机构。与南京和汉口不同，木行的经济和金融中介作用在杭州市场中一直

到20世纪仍然不可或缺。

《徽商公所征信录》，第184—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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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公所征信录》，第200—201页。

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94—95页。

在杭州，有三个木材贸易行会（公所），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徽商

木业公所是由徽州籍木行和木商组成的。浙东木业公所是由浙东四个产木州府（处

州、金华、衢州、严州）的木商组织的。现存有关这两个公所活动的记载可追溯至

18世纪80年代。 课商木业公所是由江南六个州府（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

锡、常州）的木材买家组织的。现存最早提到该公所的记载是在1876年。 该公所

得名于它被官府授权向这些州府的木材买家课税。这种做法代表了19世纪（特别是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官府和商人行会之间形成的一种常见模式。 

由于木材贸易需要较大的场地，几个木商公所以及木商与当地居民之间常常因

争夺河岸滩地而引发争讼。徽商木业公所和浙东木业公所皆是卖家商行的组织，其

成立最初是为了维护木商对钱塘江沿岸沙地的共有产权，并防止附近村民开垦种

地、建棚占地的侵扰。所谓“南关沙地”，是指由钱塘江冲积而成的狭长地带，占

地约两平方公里，明清时期的南新关木税站就位于此。

尽管清代长期推行鼓励土地复垦的政策，但地方和诸省大员仍然重视过境木

税，相较于将钱塘江沿岸易受洪涝的土地授予村民而带来的田税，木税收入无疑更

为可观。有关乾隆年间商人与村民争讼的档案（以及有利于商人的判决）抄录于

1909年的《徽商公所征信录》。1785年，浙江布政使在批语中解释道：

《徽商公所征信录》，第184—186页。

自闸口至秋涛宫沿江一带沙地，为木商起运必经之路……所有堆木逼近江边，

设遇水势泛溢，不无漂没之虞，并恐地界毗连，仍致损田禾，日后复多争端。是此

处沙地全为关木堆贮之要路，今以百余两之地粮，竟误数万金之关税，核计课额增

减悬殊，自应统归木商，全行管理，所有新陆课银即令该商永远承纳。 

《徽商公所征信录》，第184—186页。民国时期频繁的政权更迭，再次引发了

对这片沙地产权的争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徽浙两大木商公所重新成立时，各

自再次将开垦和清理沙地列为首要任务。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96—

97页；杭州市档案馆，《徽商与浙东木业福利社材料》（档案编号：L010—001—

196），1947—1948年。

这起案子在官僚系统中层层上诉，直到户部呈报御前，获得乾隆帝的批示。解

决方案是由木商补偿地方官府损失的田税，这种税捐义务后来被称为“沙粮捐”。

1787年，徽商木业公所和浙东木业公所的首领共同刻立石碑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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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公所征信录》，第180—183页。

“沙粮捐”的缴纳义务使代表卖家的两个木业公所有了收取会费的正当理由。

除了缴纳“沙粮捐”外，这两个公所还雇用了“木捕”在岸边巡逻，以防盗窃和火

灾，其费用从会费中支出。根据徽商木业公所的规定，会费按木行所经手木材价值

的4.75‰收取，其中1‰为木捕捐，3.75‰为沙粮捐。从卖木所得中扣除这笔费

用，连同其他应付款项（如佣金和偿还以前的贷款），剩余的部分就是木行向卖家

发放的款项（可参考表2.3中典型的账目单据）。 因此，可以将每个会员木行所

收会费金额除以4.75‰来推断每个木行所经手的交易的价值（表4.1）。值得注意

的是，虽然会费是从价收取并以上述两个特定名目向卖家征收，但公所所收总额肯

定超过了这两项费用支出，它被用于公所的各项开支，包括对地方官府的杂项义务

以及向其成员提供经济或礼仪性功能的服务。

表4.1 徽商木业公所的收费明细，1909年

资料来源：《徽商公所征信录》

注：木行按规模从大到小的顺序从上往下排列

* 左起第三列“卖方数量”的总计数字并不等于以上各行的加总。原因在于，

某些卖方不止与一家木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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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1909年每家木行经手的交易次数。第三列：每家木行合作过的卖家数

量。由于某些卖家不止一次通过同一家木行进行交易，所以第三列的数字比第二列

的小。第四列：每家木行所收的“沙粮捐”，是经手木材价值的3.75‰。第五列：

每家木行所收的“木捕捐”，是经手木材价值的1‰。第六列：第四列和第五列之

和。第七列：每家木行经手的贸易值推算，由第六列数据除以4.75‰。

1909年，通过8家木行，211个木材卖家共进行了347笔木材交易，为徽商木业

公所缴纳1529.6银元，这意味着徽商木业公所的成员木行每年经手的贸易总值为32

万银元（见表4.1）。虽然史料中只能窥见1909年的情况，但下文关于木行网络的

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更早时期的情况。从公所记录中可以得知，在太平天国

运动期间公所会馆被烧毁，但此后公所的生意很快就恢复了。重建后，木业公所恢

复了以往的做法，成员木行的数量保持不变。公所的记录中没有提及木材市场因太

平天国运动而发生的系统性变革。杭州的木材供应和分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受

到通商口岸制度的显著影响，当时进口木材开始通过上海大量涌入杭州。从1909年

的数据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公所在清末新增的支出，如对地方警察局、商务总会、

保商公会和救生局的捐纳。为了支付这些额外的费用，1909年所4.75‰的会费征收

额很可能高于18世纪的数额，尽管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

不同卖家的交易规模差异很大，从最低的26银元到詹茂春的18922银元，这些

交易量的均值为1526银元，中位数为1048银元，标准差为2001银元。大约80%的卖

家都是小商贩，全年销售规模不到2000银元。排名靠前的几个卖家比其他卖家规模

大得多。前三名占据了市场总份额的13%。前十五名的交易额超过4000银元，它们

合起来占总交易额份的30%。即使存在这些差异，从数据中得出的衡量市场竞争和

集中度的总体赫芬达尔指数（Herf indahl index）为0.013。这一水平表明，市场

对卖家而言集中程度不高，竞争相对激烈。

较大的卖家倾向在一年中通过多个木材牙行进行多次交易。在211个卖家中，

有32个（占15%）通过一个以上的木行进行交易。三个最大的卖家——詹茂春、松

字和恒发祥——都与四个不同的木行有业务往来，该年交易超过七次。与三个木行

交易的卖家有四个，与两个木行交易的有25个。图4.2显示了347笔交易所反映的

“卖家——木行”网络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该贸易网络的连通一体。由于对清代

牙行的负面刻板印象，人们更容易想象到的是一种区隔度更高的情况，即每个木行

各自控制着彼此封闭的卖家客户群。然而，杭州市场显然不是这样。诚然，每个木

行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客户群，特别是在中小型卖家中：通过模块化算法可检测到

八个社群（community），每个社群围绕一个木行活动。然而，这八个社群并不是

彼此封闭的，而是通过更大的卖家联系在一起，这些更大的卖家不止与一家木行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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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多个木行打交道的卖家被算法放置在图示相对中心的部分，因为他们在

连接不同群体方面很重要。注意，两个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度代表交易量大小，可

见他们与不同木行之间的交易量不是均等的。相反，他们都有一个主要的木行和一

个或多个次要的木行。通过主要木行的交易量远远超过了与其他木行的交易量。排

名前十的大多数卖家都是如此。例如，最大的卖家詹茂春与裕大木行关系最密切，

同时也通过巽记、生记和同利兴做一些较小的生意。第二大卖家松字与同利兴木行

的关系最密切，其次是生记和同义兴。一些大的卖家只通过单一木行做生意，比如

程起东与生记、同福泰与同茂兴的关系。有些木行之间共享的客户比其他的多。以

生记和德昌隆这两家最大木行为中心的商业社群是相对分开的。规模最小的两家木

行同茂兴和隆记似乎也各自拥有独立的利基市场；隆记似乎在和德昌隆争夺一些客

户。四家中型木行通过共同的客户而联系得更加紧密，说明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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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杭州的“卖家——木行”网络结构，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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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徽商公所征信录》

卖家之间相对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以及卖家——木行网络的连通性表明市场结构

是去中心化的——我们目前还只是只研究了杭州两个代理卖家的公所中的一家。虽

然这并不是否认国家对信誉、户籍、牙银、牙帖数量的要求提高了进入牙行业的门

槛，但总体事实仍然与整个地方市场可以被少数人垄断和操纵的臆想相反，至少对

于杭州这样的大市场来说，这与事实相去甚远。然而，在更偏远、更小、存在地方

矛盾和政治动荡的边疆市场，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苗疆木行的独特性

吴振棫：《黔语》，卷下，“黎平木”；《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6页。

光绪《黎平府志》，卷3，32b；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

与秩序》，第216—217页。

本书第三章考察了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和木材种植业的发展。在考察了

非边疆地区木材市场中的互动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苗疆木行的设置和变

动，以及这些差异如何体现边疆环境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调适。离清水江下游

最近的木材市场位于锦屏的“三寨”（即卦治、王寨、茅坪三个市镇），它在清水

河与沅江的交汇处，位于贵州和湖南两省的交界地带（见图2.3）。在18世纪30年

代清军作战期间，朝廷特许三寨每年轮流开设木行，为山区的苗民卖家和远道而来

的汉人买家之间的交易提供便利。 每年轮值中介江上木材的采运买卖被称为“当

江”。 

《锦屏县志》，第1523—1524页。

三寨当江的垄断制度最初基于其实用性而设。在军事行动后的几年里，三寨一

带地处清王朝有效地控制的新辟苗疆的边缘。在许多清朝官员的眼中，三寨的苗民

通晓苗汉双语，是现成的贸易调解人。向西新辟的疆土应与下游汉人商贾的入口区

隔开来，以避免苗汉冲突。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出于对地方紧张关系和社

会稳定的担忧，清廷在这片被认为是苗汉分界的地区实行了三寨当江的垄断制度，

尽管这项制度不断受到来自下游汉人城镇的挑战，而且逐步的文化涵化使得消除文

化和语言障碍的初衷变得无关紧要了。

张应强：《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

这三寨的木行在实际经营上与非边疆省份的牙行没有区别。他们撮合买卖双

方，帮助安排贮存和采运，有时还向有需要的卖家提供短期信贷。活跃在三寨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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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采购客商由不同籍贯属地的商帮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帮五勷”。“三帮”

不足为奇，和南京的一样，是指徽、临、西三帮，他们是17世纪早期最先将木材贸

易带到这一地区的人，有时还代办湖南、江苏和江西“钦工例木”的采买。“五

勷”都是附近水运沿线黔、湘州府的商人，他们最初是“三帮”的附庸和从属，后

来发展成为独立的木商。 

有关三寨垄断争议的完整分析，参见张萌《中国西南边疆的木材》

（“Frontier Timber in Southwest China”）。

三寨当江制度刚成立，“当江”权的争夺（所谓“争江”）就成为旷日持久的

议题。坌处是三寨下游几英里处以汉人为主的城镇，它是试图推翻三寨垄断最坚定

的竞争者，其居民多次向有司申请开立牙行的官府牙帖。从1798年到1806年，坌处

和三寨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一系列暴力事件和争讼。我在一篇论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些

冲突的种种曲折之处，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坌处的竞争者提出了契合牙行制

度正式规范的合理论点，并成功地赢得了贵州内外（包括遥远的南京龙江关）广泛

而引人注目的同情，但三寨木行轮流当江的垄断反而得到强化。 

苏堂栋：《18世纪的族群与苗疆》。

主要原因还是清代的边疆政策而非经济原则。官员们一再拒绝坌处要求三寨市

场正常化的请求，其主要顾虑还是在于，木牙生意原本只许给三寨的苗民，引入坌

处汉人的竞争会有政治风险。三寨和坌处之间的争端发生在黔、湘地区的苗民起义

时期（1795—1806）。经济资源的争夺是起义的主要原因。惨痛的教训使主张移民

和同化的人认识到，苗民对汉文化的广泛适应并不一定会带来他们对清廷统治的效

忠。 尽管卷入三寨与坌处之争的当事苗民并没有参与起义，但贵州官员仍然认为

平息苗民的不满情绪和保护其经济利益是防止动乱蔓延的首要任务。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9—40页。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1—42页。

三寨苗民在申诉状中的自我刻画利用并进一步强化了官方的这种顾虑。他们向

官员呼吁说：“穷苗立业，靠此资生。”如果坌处暴力截江的行径不被叫停，那么

“一客已无，木无买主”，“苗沿河一带地方，均皆受害。总之，恶辈一日不除，

木商一日不至，穷苗一日无依”。 上游的卖主们支持三寨的诉求，物伤其类，他

们同样担心木材无法售出的损失。他们斥责坌处的竞争对手，同时强调他们与三寨

木材经纪共同的苗民身份，他们与“各处苗民，素有语言相通”，“公平议价银

色，俱照旧章程，设立已久”。 

《锦屏县志》，第1511—1513、1517页；张应强、胡腾：《乡土中国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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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了19世纪，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已不再像18世纪30年代那样难以逾

越，苗汉文化在潜移默化地互通和涵化。清水江下游地区的苗民已经接受了宗族观

念，采用了汉字契约，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当地官府来解决纠纷，尤其是在与外来

人打交道时。许多大地主家庭利用苗民在科举中的名额优势培养出有功名的读书

人。 这并不是说苗民已经被完全同化了，而是说他们在向清廷官员申诉时对苗民

共同风俗和语言的强调，反映的不是与汉人商贾沟通的实际困难，而是他们利用国

家的民族政策来抵御竞争的策略。

在一般的木材市场上，清代国家通常坚持平等和公平的市场准入原则（尽管这

一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取决于地方官的解释）。相比之下，在苗疆，对地方紧

张关系和社会稳定的担忧使得清廷实行垄断制度，即便最初的经济依据已不再适

用。对苗疆活跃的木材贸易的考察揭示了这一接触地带更为多面的情况，不宜简单

地将之理解为经济落后的土人被外来者剥夺了土地和其他资源。围绕木材经纪经营

权争夺的案例表明，包括苗民在内的经济主体都灵活运用了清廷的民族政策和优先

的行政考量以实现各自的利益。

本章小结

木材的供应链包括从山场采伐木材，运送到当地初级市场以供采购，再转运到

区域和区域间分销中心，最终进入零售和消费领域，这样的完整周转周期可能需要

几年时间。“山客”、流动商贩、牙人、大批发商和零售商经营着供应链的不同环

节。木夫、伐运工、排夫、围量工、篾匠和其他专业工人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正如婺源詹氏家族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纵向整合和区域多元化的战略可以帮助家

族企业分布人才和资本，从而构建协同一体的生意结构。姻亲纽带、公社乡约、仕

宦裙带和商业伙伴关系等经常重叠交错地嵌套在社会网络中，其众多社会功能之一

即推动收益的创造和分享。

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中，牙行在当地市场中具有经济和行政上的重要意义。18世

纪上半叶，中央对牙行的改革旨在保护市场空间的完整性，使其免受地方行政的过

度干预，并根据经济逻辑赋予个体牙行促进市场交易顺畅的责任。这些规定为下个

世纪奠定了基本的市场原则，使牙行在调解跨区域贸易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牙行和其他经纪机构在木材贸易中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提供信息、撮合买卖双

方和借贷双方。这些中间商之所以对长途贸易至关重要，是因为他们对供求来源、

市场趋势以及商行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尽管牙行通常被指责为地方市场的垄断

者，但对杭州等大型市场的卖家——牙行网络的研究表明，当地具有相对分散但又

相互连通的市场结构。此外，除了牙行之外，还有各种参与木材贸易调解的中间

商，他们在市场上也受法律或地方习惯法的承认。这两个事实都证明了至少在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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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存在巨大的竞争空间。然而，边疆地区有着迥然不同的叙事。苗疆的木材经纪

生意由三寨垄断，这不是对市场监管的正常调校，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对保护苗民

生计和维护地方稳定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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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会、“捐”与合同的执行

有关18、19世纪新型商业组织的大量涌现，参见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

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

刘广京：《中国的商人行会：一次历史考察》。

清代国家在18世纪对牙行的规定基于其对市场交易的基本构想，即交易是由个

体流动商贩通过独立经营的个体牙人完成的。然而，到19世纪早期，以个体经营为

基础的市场结构逐渐被以组织化团体为主的市场结构取代。 越来越多的松散商人

组织转变为持有不动产、使用书面法规和注册会员制的行会。这一正规化、制度化

的发展趋势减少了对通过牙行进行交易撮合与获得担保的依赖，特别是在最发达的

区域间市场中心。事实上，行会在清代的激增正是出于商人摆脱对牙行的依赖的努

力。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7页。

一些木商组织的行会以已故创始人乃至所拜神祇的名义获得牙贴，从而帮助其

成员规避需经牙行交易的官府要求。例如，在汉口，来自湖南的长衡帮以“邹公

义”的名义获得牙帖，但“邹公义”不是真人，而是当地信奉的“邹真人”的化

名。 这种做法将牙行和木商行会各自对当地官府的义务合二为一。行会成员在行

会注册交易，并以会费的名义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行会反过来用这笔资金支付牙

银和官府征收的其他各类附加费用，从而维持组织的运营和对成员的服务。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23—125页。

作为回应，牙行也组织起来形成“法人”团体，共同与有组织的商人打交道，

从而捍卫自己的合法特权。例如，在苏州，木材牙行们成立巽正公所正是对木商们

组织的大兴木业公所的回应之举，因为后者试图绕过牙行直接向客户出售木材。巽

正公所成立之初就上书苏州知府，要求“按照木植出塘，每甲提钱四百文，无论

建、浙、西、广木植，一律照提，悉数归入公所……晓谕各商，运木至苏，一律投

行销售，不准对客自卖”，这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官府“差务殷繁”的

情况。 杭州的徽商木业公所也是一个由木行组织起来的行会（类似于巽正公

所），它与杭州城内木材卖家和买家各自组成的行会一同造就了19世纪杭州木材交

易的格局（见第四章）。南京和汉口也存在类似的由木行组成的行会，它们经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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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木商行会进行谈判，这些木商组织的行会是根据商人的籍贯，以及木材的产

地、目的地或目标客户群建立的。

相关综述，参见莫克莉《17至20世纪的中国行会》；刘广京《中国的商人行

会：一次历史考察》；曾小萍《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实践》（“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行会在征收商业税、为会员提供经济社会服务、制定和执行行业规范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已有的文献中，行会的诸多功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研究。然

而，过往的研究往往把行会对国家的财政责任和对市场的经济职能分开看待，从而

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通过研究多个市场中组织化的木商和木行群体，我希望

不仅能详细描述这些功能，还能阐明这些功能在促进木材稳定供应方面的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这对我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的行会有更大的意义。

特别是，行会设定的行规和内部条律之所以能在会员中得到贯彻执行，是因只

有信誉良好的会员才可以享受到行会提供的具有排他性的专属福利。换言之，如果

会员违反行规，就会受到惩罚而被剥夺这些福利。行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具有排他性

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贮存、客宿、慈善（如为已故的客商提供墓地）、商业情

报、法律援助，以及我对此最感兴趣的——集体纳捐。加入集体纳捐计划比独自承

担税责更吸引个体商人，这听上去多少有些不可思议。19世纪中期以后，国家在直

接征收商业税方面的能力增强，使得加入行会的集体纳捐对个体商人更有吸引力。

集体纳捐的安排不仅使会员免受与贪婪的胥吏直接打交道的困扰，而且行会的会费

（他们的集体税就是由此支付的）通常是按累进税率分配的，因此小商贩所支付的

费用比通过直接征税支付的要少。从集体纳捐的覆盖范围中除名的惩戒措施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迫使会员遵从行会其他的行规，特别是基于名誉和集体行动的合同执行

措施，足见上述节税策略的吸引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提供给会员的服务。

这些好处的排他性提高了违反行规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在会员中贯彻内部规

则。

行规的一个关键部分涉及合同的执行和信贷协议的维护。以延期付款链为形式

的短期贸易信贷对木材批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常见木材交易的货币价

值很高（通常相当于几百到几千两白银），而且还因为将木材运到目的地出售或完

成一个大型建筑工程所需的时间很长。特别是对建筑承包方的宽限期，对于太平天

国运动后江南的重建和新通商口岸的地产业繁荣至关重要。为了保持信贷的流动

性，必须有效应对逾期还款和完全违约的风险。否则，一旦出现信贷危机，整个行

业将被迫转为用现金交易，这会对整个供应链造成冲击（就像几起大型信用欺诈案

发生后的那样）。为了应对上述风险，木业行会依靠信誉机制和信息共享来维持会

内的团结并监测外部贸易伙伴。各地行会之间的横向沟通进一步提高了对跨区域案

件的迅速反应能力。当纠纷升级而超出单个行会的范围时，商会（1904年以后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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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司法系统就开始介入。这些组织之间的纵向交流加强了从非正式行规到商业

组织规章制度再到法庭裁决的连续性。

行会提供的服务可以通过“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的框架来理解。“俱

乐部物品”是经济学中的一种商品概念，它在提供服务时表现出高度排他性，而在

消费方面表现出非竞争性（至少在达到一定的挤兑水平之前）：行会可以以很低的

边际成本纳入一名新成员让其获得上述服务，并可以有效地将任何人排除在外。与

官府的纳捐协议划定了一个更加自主的市场空间，俱乐部物品的特点巩固了成员行

动的协同性，为行会强制执行措施提供了可信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税吏骚扰和

贸易欺诈等问题得到缓解，木材得以在跨区域的市场中顺畅地流动。

集体纳捐与市场准入

随着商人行会逐渐成为市场的组织框架，地方官员尝试用各种方法将其纳入地

方的商业税收结构。到19世纪上半叶，商人团体和地方官员经过一轮轮的磨合终于

达到一种均衡：官员们可以通过其司法权力来为各行业行会所规定的商业惯习背

书，只要它们不违反市场的开放准入和公平交易等基本原则。在此之外，官员们对

市场保持不干预的立场。作为回报，行会要配合官府，通过集体捐税安排来确保官

府实现财政目标。地方官员承诺其索求将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并在不同商人团

体之间公平分配。这种商人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底层谈判形成了在这一时期不断上演

的整体趋势的基础，即国家直接控制资源的情况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运

作。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8、35；薛允升：《读律存疑》卷17《户律九》

“私充牙行埠头”，3。

《嘉庆朝实录》，嘉庆八年（1803）九月癸丑；《光绪朝实录》，光绪九年

（1884）二月甲戌。

由于18世纪30年代牙行制度的改革，地方官府和胥吏衙役被禁止在不提供相应

补偿的情况下通过牙行索取物资。 原则上，地方官府现在应该像其他市场参与者

一样，按市场价格进行必要的采购。然而，这部分新的立法很难在实践中得到遵

循。后继的皇帝多次试图废除“官价”名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清末，地方

官府每年仍然以低于市价的“官价”采买皇木。经费匮乏的地方官府无法严格执行

朝廷的法令。

戴史翠：《千头万绪》，第五章。我强调集体行动的经济利益是商人成立行会

的主要理由，这补充了戴史翠对国家推动商人团体形成的解释。在这一时期，多种

不同的因素同时促进了商业组织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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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史翠：《千头万绪》，第240页。

地方官府如何应对经费匮乏的挑战？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如何动员资

源来筹集其所需经费，这些官方行动又如何为商人团体日益强化的权威背书？历史

学家戴史翠基于巴县档案，对重庆城内的国家建设过程进行了研究，为理解上述问

题提供了关键线索。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官府开始以“差务”的名义动员资源，

对商人团体集体纳捐的安排、谈判和争议也都是围绕“差务”的概念推进的。通过

向不同的商人团体分派“专差、专责”，国家在地方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抽取市场

资源的架构模式。这种地方的国家建设过程推动了商人团体日益正式化的进程。 

虽然地方官府按市价给付并不现实，但差务的分派也不是随意的。地方官员做出了

一系列承诺，要公平公正地分派差务，以防止官府采买破坏诸业营生，这包括开放

与商人团体沟通的渠道以调整官价——虽然官价从来没有提高到能够完全覆盖商人

的成本，但是要将官府采办造成的损失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曾小萍：《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实践》，第785—786页；戴史翠：《千头万

绪》，第259—261页。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团体的地位如何受到差务专派制度的影响？成为一个

被当地官府认可并被分派专差的商人团体，这无疑保证了安全性与合法性。学者们

已经认识到，许多由商人联合向地方官员提请的申诉都涉及一种微妙的协商，这一

过程中，差务被用作迫使官员支持行会压制其内部的异议人士或驱逐竞争对手的理

由。 上文引述的苏州巽正公所的声明就是一个例子，它将其对木商的管束权力与

其承担的差务明确联系起来。但是，地方衙门总会批准这些要求吗？若不是的话，

地方官员做出不同裁决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更重要的是，这对市场结构和开放性

的影响是什么？同一行业内的所有贸易商会被迫加入同一个行会吗？有没有可能另

起炉灶，另外成立一个从事该贸易的行会？下面的几个案件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

一定的启发。

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木业商帮对一个商人提起的诉讼，该商人拒绝遵守团体关于

差务费的规定，因而在市场交易中能够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价格。该木帮的诉状在类

似的案牍中具有代表性，其内容如下：

巴县档案，档案编号006—056—0868。

禀状：本城木帮梅荣兴、同义元、黎道生、王永茂、李立生、江永聚、徐炳

兴、王瑞生，今于大老爷台前为抗差霸贸、协禀做主事。情民等各贸木厂生意，充

当值年，承应各衙及省垣闱差等事无违。今遭不法李桂森霸距福顺栈内，私卖木

料，霸夺民等各家生贸，抗差不应。民等查实，买主何长发活质，说出李桂森暗卖

前情。邀集帮众理论，恶尤恃横估霸、赌控不畏。切民等贸微差繁，迭奉札饬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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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民等往收闱差无着。今桂森霸抗，有贸无差，民等帮众各怀观望，势必效尤，

差务难办，协禀作主唤究…… 

在本案中，因为木帮从其成员征收的会费至少有一部分被用来完成木帮对衙门

的差务，木帮要求通过知县的法律权威来惩罚不合作的个人。木帮的商人们在禀状

里表示，若不加以处置，别人也会效仿，就会有无法完办差务的风险——这是委婉

地暗示，若要他们完办差务，知县就有义务协助执行行规。知县在诉状最后的批文

中确认其首要任务是确保及时交付该帮应解的差务款额：

巴县档案，档案编号006—056—0868。

批：候签饬李桂森照规帮差，如违带究。至本年壬午科应解闱场木植银40两，

现奉藩宪迭讯严催，勒限十日批解，仰及遵照克日如数措齐呈缴，听后专差申解。

勿再藉词推延，致干究追不贷。 

我们可以通过知县的判决对这起诉讼的最初原因作出一些推断。事情的经过可

能正如木帮所说的那样，李桂森拒绝承担差务，导致木帮无法交付40两的木植银款

项。也有另一种可能：李桂森所承担的差务比例微不足道，有他没他都不会产生太

大差别，但该帮只是利用知县迫切要求闱场经费的机会，迫使知县处罚李桂森，李

某可能是拒绝加入该木帮或不按该帮行规做事的长期竞争对手。正如知县最后警告

的那样——“勿再藉词推延”，他可能已经怀疑后一种可能了。

在木材贸易的类似案件中，地方官员支持商人团体惩罚不守规矩的个人。巴县

档案，档案编号006—0560905，第41、51、52页。

马士：《中国的行会》。

巴县档案，档案编号006—6336。

虽然衙门的判决会对像李桂森这样的个人反抗行为予以纠正，但地方官员在处

理团体之间的冲突时会更为谨慎。 由办解差务的行会对竞争对手团体提起的类似

诉讼很少会产生一边倒的结果；相反，它们引发的更多是差务的重新分配，被告因

此被分派一部分差务，从而正式获得进入市场的资格。这样一来，官方指派的专门

差务也就一一落实到其认可的商人团体。任何因不满现有行规或费规而希望脱离行

会或独立出去的商人团体，都可以通过独自办解差务的方式而获得官府的承认。负

担地方官府的专项差务，成为一个商人团体的挡箭牌，用于抵御行业竞争对手对其

合法性发起的挑战以及胥吏衙役的非法盘剥。从市场准入的角度来看，市场进入没

有到达绝对的自由，但比起像早期学者马士（H. B. Morse）所想象的中国“行

会”（guilds）在市场准入和贸易规则上实行专制的说法，它仍然是一个更分散的

去中心化的结构。 下面的案例对这种去中心化结构作出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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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案件中出现的是重庆城内从事木材贸易的商帮，又称“杉木帮”。从

1864年起，它被分派每年缴纳闱场木植银40两。城内另一个与木材有关的组织是从

事棺材木料供应的“青山帮”，它并不承担这类闱场差务。虽然这些帮的名称表明

了其主营的业务，但其成员的业务经营范围并没有明确界限。这两个商帮都没能垄

断某一种木材的贸易。杉木帮的成员除了出售杉木条杆外，还出售杉木木板，这是

制作棺材的好材料。而青山帮的成员也可以出售其库存木材用于制作棺材以外的用

途。另外，像杉木帮和柏木帮这样的名字看起来当然是分别主营杉木和柏木，但实

际上它们的生意不限定于特定的木材品种。

1884年，地方官府将科举差务的金额提高了20两，杉木帮试图拉青山帮共担差

务。根据前者的说法，当40两的闱场木植银在20年前被最初分派给重庆木商时，青

山帮躲了过去，而杉木帮不得不承担过去七场每三年一次的科考差务。杉木帮抱怨

道：“［青山帮］亦木帮，生理利息同叨，何得公务独逃？”青山帮在申诉中反驳

了这一指控，强调他们一直在承担其他的官差，并引用了过去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先

例：

巴县档案，档案编号006—6336。

情民等向贩棺木，各处发卖，名为青山木帮。历应城内七辕差板，并完国课，

始敢出售。数十年无违。与杉木帮各贸各差，毫无紊乱。至光绪五年，遭杉木帮周

同兴等以贡院差徭勒派民等，捏推抗差悬控民帮王玉春等在案，沐前主审讯，断令

各贸各差，与民等无涉，工卷可查。今沐督宪札饬，伊帮因贡院加摊银两，遭王永

茂等胆瞒前案，以藐扎阻公控民等在案。 

此处，青山帮援引了有关商帮和差务“各贸各差”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应

该允许不同的团体独立经营并各自承担其差务。杉木帮负责科举省试的差务，而青

山帮则另有派差，为重庆城内七个官署提供木板。虽然两者都是从事木材贸易的商

人团体，但其相互的独立性既基于又体现在各自承担的地方官府的差务上。五年

前，杉木帮试图以分摊差务的名义将其差务强加于青山帮头上，但前任知县以“各

贸各差”的原则驳回了杉木帮的请求。

在重庆木材贸易各帮的几起纠纷中，也援引了“各贸各差”原则。巴县档案，

档案编号006—4527、006—056—0905。

关于此次纠纷，知县承认增派杉木帮20两差务的要求过于苛刻，最终决定由杉

木帮、青山帮、柏木帮三个木材商帮共担这增派的20两。青山帮和柏木帮可以根据

现有的帮费费规安排增派的差务，并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而不必听从杉木帮指手画

脚。其结果是不同的木帮之间重新分配了差务，并以商人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重

新明确了各帮之间的权责界限。除了这起事件，杉木帮还试图掌控或接管较小的木

帮，从而让它们按杉木帮的费规模式行事，但都以失败告终。只要这些较小的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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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方官府申请要求承担部分差务，它们不受杉木帮干涉的独立性就能得到保护。

这里的讨论只涉及商业行会。中国和欧洲的手工业或匠人行会不在本书的比较

范围之内。

有些学者强调欧洲行会在形成网络、促进专业化、培养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经济

效益。参见Epstein and Prak，Guilds, Innovation and European Economy；

Epstein，“Craft Guilds in the Pre-Modern Economy”。其他人则注意到行会

操纵价格和限制市场准入的问题。参见Ogilvie，“Rehabilitating the

Guilds”；Ogilvie，“Institutions and European Trade”。

Ogilvie，“Economics of Guilds.”

本案例所体现的各种商人团体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动态关系表明，中国的行会组

织（如公所、会馆、商帮等）和欧洲的行会（guild）尽管表面上都依赖国家背书

来划定其权力范围，但两者在组织原则上存在根本差异。 虽然学者们就如何评估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行会的优缺点存在争议，但有一个共识是，它们通过从统治

者那里获得正式的法律特权，进而专享限制非行会成员参与某些商业活动的权力。

欧洲商人行会的垄断特权基于它们向两个强大群体提供的分配服务：它们增强了

统治者从民众身上榨取额外收入的能力，增强了商人将贸易限制在小团体内从而榨

取垄断利润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庞大的特许公司是这

种组织原则从行会到公司（corporations）的延伸。

中国的行会组织也寻求官方的承认，但这种承认绝不是划分出一块不可动摇的

特殊利益飞地。行会没有将市场准入限制在自己的小团体中的合法权力，它强制所

有新人加入行会的能力也极大地受到限制。官方认可的团体的权力范围不断受到挑

战和修正。占主导地位的行会通过诉讼强行吸纳新成员的尝试，往往会以后者要求

分担行业差务和官府承认新团体的独立性而告终。因此，同一行业的多个商人团体

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上共存，它们都得到官方认可且都向当地官府承担部分指定的商

税或差务。即使在重庆这样的二级木材市场，城内也至少有三个帮，如果算上散布

在郊区城镇的商帮，则有大约六个。在杭州、汉口、南京等较大的市场，与木材相

关的行会数量更多，其权责界限也更加明确。当整个国家在19世纪中叶深陷财政危

机而被迫施行厘金制度时，地方官府和商人组织之间的集体纳捐安排没有被遗弃，

而是被调整纳入新制度的运作之中。

厘金税

曼素恩：《地方商人与中国官僚1750—1950》，第103—105页。

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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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中央和各省因长期军事行动而造成的财政危机，深陷太平天国起义和

各地动荡的清廷引入了厘金税，这是一种低税率的过境商税。厘金肇端于1853年，

最先在江苏采用，后迅速遍行全国。 最初是一些省级官员率先征收厘金，后来厘

金税则越来越多地由户部授权和控制，并成为19世纪下半叶清廷的财政支柱。厘金

标志着清代商业税收政策的重大转变。此前，清廷仅在主要的跨区域贸易路线上设

立了12个国内常关，直接征收过境税。19世纪50年代以前，从国内常关征收的商业

税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0%。 至于地方官府和商人团体之间达成的集体纳捐安

排，始终都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关于税卡的数量数据，参见刘光临《宋代中国财政国家的形成（960—

1279）》（“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 960—1279”），

第69页；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81页。关于宋代国家——市场动态的积极评

价，参见万志英《帝制中国的财政国家形态》（“Modalities of the Fiscal

State in Imperial China”）。

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第84—85、88页。

随着厘金的采用，清代国家加强了对商业直接和定期征税的能力。最明显的变

化是厘金局卡的设立，数量达到数千个之多，分布在最繁忙的水陆交通沿线。虽然

一些厘金局卡的设立是为了顶替之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损毁的国内常关（如南

京的龙江关），但绝大多数是新增的征税点。当时及后世的学者都感叹商业贸易负

担急剧增加，这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要忘了，1862年记载的2500多个厘金局

卡的数量，与幅员小得多的北宋的税卡密度（1077年为2060个）大致相当。北宋并

没有因为其商业税收政策而受到太多批评，反倒是因其国家——市场的协同关系而

广受赞誉。 从这个角度看，清末关于厘金的争论更多地反映了盛清时期非常低的

标准化商业税收水平。到1885年，清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在40年间从4100万两增加到

7700万两，而厘金贡献了其中的大约20%。从1885年到1911年，厘金的绝对数值又

翻了两番，从1200万两增加到4300万两。 

荫青：《江西之木材业》。

关于各省厘金费率和收缴方式一览表，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81页。

有关我统计方法的细节，参见张萌《长江沿线的木材贸易》（“Timber Trade

along the Yangzi River”），第232—235页。

以从赣州到南京这一条木材贸易的主干道为例。在采用厘金制度之前，一个木

商走这条路线要累计支付大约12%的税，其间经过四个常关（赣关、九江关、芜湖

关和龙江关）。而在厘金制度下，沿线的税卡总数增加到11个。 考虑到江西、安

徽和江苏的厘金税率和征收方法的差异，该商人将支付大约45%的厘金税。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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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的应税估值通常低于其在目的地销售时的市场价值，但与设立厘金之前的时期

相比，税率还是很明显地大幅提高了。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99—103页。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93—99、625—640页。

遍布全国的厘金局卡和税吏构成了直接商业税收的底层结构。一到厘金局卡，

木材商人就要申报其簰筏的种类、数量和价值。厘金局卡收到申报单后，会派出吏

员检查货物，根据核实的商品数量，开具厘金税额。每个商人再持税单到局卡支

付。 大多数省份（尽管具体设计有所不同）所用的厘金收据都是一式三份，一份

保留在厘金局卡，一份发给商人，一份提交给省厘金局进行审计。收据有一定有效

期，商人要在期限内在其行程剩余的局卡通过检查。 

行会的“认捐”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109—117页。

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第128页。

陈瑞芝：《杭州木材业的内幕》，第94—95页。

除了这种正式的直接商税征收外，“认捐”也是厘金局和商人组织之间的一种

常见税务安排。商人组织自我评估，并向厘金局或其他税务机构承担组织层面的税

额；反过来，持有该组织颁发凭证的会员个体在通过相应的厘金局卡时将无需直接

纳税。除了过境税，这种安排也通常用于地方市场以类似厘金名义进行的其他课

税。 例如，在汉口，竹木厘金局将木税的征收委托给了当地的两湖会馆和木行公

会。这些行会的缴税方案是，从会员的木材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基金，并将

基金的一部分作为厘金提交给厘金局。 同样，杭州的课商木业公所（见第四章）

作为一个由木材买家建立的组织，承担了发运到附近六个江浙州府的木材的厘金税

额。这使它可以合法地向会员收取会费，并强制要求所有来自这些州府的木材买家

都必须加入该公所。 

木商公所成立于1858年，1899年更名为木商会馆，1927年改组为南市木商公

会。震巽木商公所成立于1905年，1925年改组为震巽木业公会。二者都是近代上海

的全市性木业同业组织，但有所区别，比如前者地处南市、主营华木，后者地处北

市、主营洋木等。下文涉及两个组织在不同时期的称谓，为便于阅读和区分，下文

分别称南市木商公所和震巽木商公所。

税收相关事项大多收录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5。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7。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5、S14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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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8。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33、S145—1—7。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上海的两个木材行会——木商公所和震巽木商公所 ——

对一系列关税杂费等采用集体纳税的做法，包括厘金和类似的过境税、特定种类木

材税、常关和海关税以及向土地局缴付的系泊租费。 由行会发出的会员凭证可确

保商货快速过卡，并可免受索贿税吏的骚扰。 这种税务安排的特点是，行会每月

或每年向税务机构支付税捐，包括震巽木商公所的“洋木捐”和南市木商公所的

“广木捐”。 南市木商公所指定一名职员，其姓名在海关备案，以帮助公所成员

申报关税和调解与海关打交道时出现的任何问题。 商人行会还会通过集体谈判来

抵制增税，例如南市木商公所抵制对福建木材运输船增税，震巽木商公所会就进口

木材的税额讨价还价。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7。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7。

在商人行会一次性认捐缴税的案例中，税款自然是来自向行会成员收取的会

费。会费的金额通常根据成员商号的规模而有所不同，但与成员商号的预估税金并

不完全对应。事实上，行会中几个领头的商号为行会基金贡献的份额很大。以震巽

木商公所为例，最大的几家商号每家一次性缴存3000两首付，之后每月缴存40两，

普通成员缴纳入会费30两，每月缴存不到1两。由于公所的组织条例规定投票权与

捐款挂钩，这一机制意味着大商号帮助较小的商号承担了税责，从而换取合法的内

部决策权。 行会、公所的基金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政府各机关频繁地增加

税额，若商人团体未能成功抵制，在调高会费之前会先从基金中拨付以应急。1925

年，由于专税局要求增加五倍的税额，震巽木商公所不得不提高成员每月缴纳的费

用。当时，震巽木商公所规定，普通成员的月费增加20%，前十大成员的月费（在

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增加30%—40%。 

实施厘金制度后，清廷对工商业直接征税的能力日益增强，这使得普通商人通

过行会集体缴税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厘金制度引入之前，国家对流动商人的直

接监管微乎其微。直接过境税只在少数国内常关征收，税率也相对较低。组织化的

商人团体明显是地方官府榨取的目标，而任何商业组织之外的个体商人更容易规避

这些要求，并在节省成本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换句话说，从个体商人的角度来

看，尽管加入商业组织可能带来其他好处，但集体纳税的安排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负

担。

19世纪中期以后，商业税直接征收的推广改变了上述情况。木材贸易最为繁荣

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苏、江西、浙江）恰好是各省厘金局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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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密集设立的区域。木簰体量巨大，无处可藏。好消息是，长期以来商人团体集体

认捐纳税的做法被纳入厘金税制度。从个体商人的角度来看，集体纳税的选项现在

更为可取。商人团体与国家机关就税率进行斡旋的能力对潜在的成员看来很有吸引

力。如果有行会集体纳税的保障，个体商人就可以免去在税卡漫长地等待、波动的

税率以及索贿税吏的麻烦。

《震巽木业公会报告录》，第39—40页。

《震巽木业公会报告录》，第19—22页。

在致非成员的公开信中，震巽木商公所将集体纳税的安排列为加入公所的一大

福利：“又如木捐一项每年由公所认捐，较诸各同业各自纳捐，不但留难需索之弊

可免，而经济上亦大减负担，营业便利实非浅鲜。税所历年交涉屡欲收回仍归官

办，并有增加捐数等因，亦持有公所百计经营竭力抗阻得免。” 事实上，一些非

成员商人为了获得集体认捐纳税的保障，也会选择按月向震巽木商公所缴纳会费。

根岸佶：『中國のギルド』；根岸佶：『上海のギルド』，第243—247頁。

这一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19世纪后期行会激增之根源的理解。早先的研究

文献认为，国家对商人团体税捐的需求日益增长，行会的激增应理解为对这一需求

的有组织回应。 虽然国家索取的加重的确是一个诱因，但更确切地讲，是直接税

机构的扩张和它未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间接纳税渠道的双重影响，使得集体认捐纳税

的选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商人群体更具吸引力。

对抗违约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除了促进商业税的征收（这既是满足国家的需求也是保障行会成员的利益），

行会在规范贸易行为和执行合同方面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会的这一功能

对于跨越时空的交易尤为重要。在像木材生意这样高度依赖信用的贸易中，违约风

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持续影响并阻碍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由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组成

的合同执行制度必须足够有效，方可防止过度拖欠违约，否则大部分的长途交易压

根就不会发生。

类似的例子，参见《申报》，1898年8月31日（第3版）、1906年1月17日（第9

版）。

相关条规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2、S145—1—3。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13、S1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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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是商业纠纷最常见的原因，它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仅是直接拒绝付款。

例如，有一种情形是在订单下达很长时间之后，商家试图利用市场价格的变化来牟

利。这可能是在市场价格下跌时买方拒绝按先前商定的价格支付，或在交易达成后

市场价格上涨时卖方要求额外补款等情况中。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货物交付后应

该给买方多长的付款时间。自1875年成立以来，南市木商公所曾多次将交货后的付

款时限延长，从70天延长至四个月，这最终为买卖双方共同接受为一个合理的时间

间隔。1898年以后，四个月的付款期限成为买卖双方公认的惯例。 超过四个月未

付清的款项就要加付市场利息。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7。

在某种程度上，1875年至1898年间赊销期限的延长说明上海的木材商人融资相

对容易。在那些年里，上海逐渐崛起为福建木材在江浙两省的新集散地。上海木材

商人的供销范围从上海周边扩展到更深的腹地。来自更偏远地区的买家来到上海购

买木材，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将所购木材运回，在售卖盈利后再全额偿付卖家。还

款期限的延长说明，上海的木材批发商实质上为这些延期提供了经费担保。相比之

下，上海的木材商人在与福建的木材供应商签订合同时要先支付款项，而此时木材

还远未运抵上海。 换言之，上海不仅是再分销中心，还为上下游的贸易商提供了

金融支持。

《申报》，1919年1月3日（第10版）。

参考《申报》，1884年2月6日（第3版）、1899年2月4日（第9版）、1904年5

月29日（第3版）、1909年1月7日（第12版）、1923年7月6日（第16版）、1927年4

月4日（第15版）。

《申报》，1923年3月1日（第14版）。

《申报》，1875年8月13日、1910年8月22日（第12版）、1910年8月26日（第

11版）、1910年8月31日（第12版）。

这一资金筹措和融通的能力得益于上海的金融机构。几份文件提到，木材商人

承受买方延期付款的能力取决于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事实上，在其他重

要的木材贸易中心（如南京和汉口），木材商人和当地钱庄之间也有密切的业务往

来。不能偿还钱庄的贷款是木商被起诉至公堂的一个常见原因。 当地钱庄和木商

之间互相倚靠，其程度因双方股东的交叉持股而进一步提高。 有时，一家大型木

材商号的破产可能会拖累几家当地钱庄，并在城市引发金融危机，就像1875年的南

京和1910年的镇江发生的情形那样。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2、S145—1—7。

类似的案例，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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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处于高阶市场的大商号可以容许买方延期付款以实现更多的销售，但必须

对此有相应限制。为了保护行会成员的利益，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防止过度拖欠。

付款拖延一两个月对个体卖家来说令人不悦，但走诉讼程序又不值得，无论是从时

间还是金钱上来说都不划算。但是，偶尔的短期拖欠若不加以惩罚，日积月累将导

致惯常的给付期限一再延长，并损害整个团体的共同利益。此外，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最让木材商人头疼。他们不易了解潜在客户的偿付能力，总是谨慎地避免与已经

对其他成员负债累累的客户签订销售协议。 一些投机的客户下了新订单却无意偿

还旧债，而是秘密地将转售所得的收益转移给亲属，并突然宣布破产，从而拒绝向

债权人还款。 所有这些拖欠、违约和欺诈的陷阱都需要行会在内部以及与其他行

会协同采取补救措施。

信誉与集体制裁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2、S145—1—3。

木材行会通过信息共享和集体制裁来减少成员和非成员拖延付款的风险。成员

须向行会报告任何在指定时限内未能结款的客户，行会将向所有成员发出通知，要

求停止与被通告的客户做生意，直至其欠款清缴为止。违约信息的汇集有助于缓解

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行会成员与负债累累的客户签订高风险

合同。贸易排斥的威胁和在整个商人圈子里的声誉损失大大提高了违约成本。例

如，19世纪80年代的南市木商公所条例规定：“如该行客届期不兑，及藉词拖我等

情，抄送公所，立出知单，应令各号与该行客暂停交易。如有私自发货者，一经查

出其上首所欠货银，及向发货之家取偿，仍照议重罚。”这一规定在1898年和1916

年更新的公所章程中被保留了下来。 

全部的条规收录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7。

同样，1911年，震巽木商公所在章程中规定，当得知有客户违约时，公所将向

所有成员发出通知，与该违约客户有业务往来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报告其未偿债务的

数额。然后，公所将印发一份汇集这些信息的传单，所有成员应停止与违约客户的

交易。公所的制裁只有在所有未清账目清缴后方能解除。如果某个成员在收到通知

后继续与违约客户进行交易，那么其在因交易损失而提起诉讼时就会失去公所的支

持：“今后同业遇累，凡告由公会宣布该主顾名姓者，倘各同业仍有私与往来交

易，致受损失，公会自不能为丝毫援助，并将事由通知各同业，俾得周知。”此

外，章程还规定了与建筑承包商打交道的具体规则，而建筑承包商是震巽木商公所

的主要客户群。震巽木商公所还敦促成员注意那些通过招募新合伙人和更改公司注

册信息来躲避债务的承包商。成员如发现该承包商变成其他建筑公司的合作伙伴，

应通知公所向所有成员发出提醒：“有一种刁猾作主，前账置之不理，而招人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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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号、加记，掩人耳目，复通交往，追至货款负巨，故态复萌，吾同业务必悉心查

察，倘果有未了之人合股，务祈报告声明，不为所朦。”1925年和1930年的该组织

章程中保留了这些条款并有所补充，公会的制裁机制同样适用于客户在下单后试图

利用价格下降而拖欠款项的情况。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7。

我们可以从南市木商公所与其成员之间的通信中一窥制裁机制的运作。每月，

南市木商公所要求会员提交延期超过四个月的应收账款细目。公所的要求是，如果

成员商号不举报那些未按时偿付的客户，日后发生相关纠纷时就不能要求公所提供

协助。在统计每个客户拖欠其成员的债务之后，公所采取了第一步措施，即以公所

的名义致信逾期债务人，要求其立即偿还债务。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7。

公所还会不时地以集体制裁施压。例如，公所的理事会通告全体成员停止与吴

江县的义泰丰进行交易，因为后者无视南市木商公所接连数封要求其立即向成员商

号付款的信函。南市木商公所在报纸上发表公告，敦促债务人及时清算未偿还之债

务，并警告将于下月初实施集体制裁。从成员们要求公所发布停禁交易公告的信件

可以看出，集体制裁的警告是一件利器。有时，公所根据成员的一致要求，会在某

些地方发起针对特定违约客户群的制裁活动。例如，南市木商公所在1929年组织了

针对青口镇沙河帮木商的制裁。南市木商公所的七名成员提交了青口镇木材商号的

名单及每家商号所欠款额。公所将汇总清单发送给青口商会以敦促清还欠款。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4。

木材行会还有裁决成员间纠纷的权力。在破产案中，根据业主或债权人的要

求，行会可以扣押财产、清算账目，并监督向债权人和股东的破产清算分配。行会

要求成员及时报告所有权或管理层的任何变化。这些信息对破产案件至关重要，因

为债权人通常只与管理者打交道，但缺乏有关所有者及其各自股份的信息。因各自

的债务发生纠纷的合伙人也要求行会作出裁决。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当成员被怀疑有欺诈行为时，行会会调查和审计其账簿以寻找证据。例如，一

家成员商号被指控协助外人用已作废的支票诈骗大量木材。震巽木商公所在成员的

要求下，对涉事商号的账簿进行调查，发现了采购价过低和票据不符的情况。由于

欺诈者已经逃出城，无法找到他并上庭起诉，这家涉嫌协助欺诈的商号被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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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损失。这是根据震巽木商公所的规定：“如有来历不明之货物一经发生报

告公会，私行收受者一经察出，确有实据，需赔受害者之损失。” 

为什么要遵守游戏规则？

若要集体制裁的警告有可信度，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行会成员遵守集体

制裁的通告。尽管维持有效的制裁机制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但仍存在搭便车

的问题。当没有其他商人愿意与违约的客户交易时，某个成员可能会受到诱惑，利

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谈成一笔好交易。如果违约的客户无法支付现金，仍然愿意与他

交易的成员商号就会凭借自己强大的议价能力谈下更高的售价，以抵偿该客户未来

再次违约的高风险。怎样才能防止行会成员无视行会命令而铤而走险呢？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2。

保证金是减少行会成员搭便车的有效手段。行会向每位成员收取几百银元的保

证金，作为遵守协议的担保，即“坚议之质”。这笔资金被存入当地钱庄并按市场

利率生息，利息在年底结清账目时分发给成员。如果任何成员不服从与受制裁客户

停止交易的命令或违反任何其他会内规定，保证金将被没收并奖励给举报人，或留

作集体基金，用作举行节日活动和其他仪式活动的资费。 

南市木商公所与当地政府就存放木材的河滩进行了长期谈判，参见《申报》，

1916年12月1日（第10版）、1917年1月4日（第11版）、1917年3月9日（第10

版）、1917年3月16日（第11版）、1917年4月10日（第11版）、1917年4月26日

（第10版）、1917年9月30日（第10版）、1918年1月30日（第10版）、1918年5月

12日（第10版）、1918年6月12日（第10版）、1918年7月28日（第10版）。

安排巡逻船只的定期报告和信件，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8。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59。

保证金只是确保成员遵守行会章程的手段之一。针对信誉良好的会员，行会提

供了一系列专享福利。行会成员需要权衡失去福利特权的潜在风险与违规所得的收

益。如前文所述，一个非常重要的排他性福利是加入行会的集体纳税。木材行会还

就其成员商号的长途和批发业务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例如，南市木商公所通过福建

的安澜会馆处理与福建木材供应商之间的问题，并在黄浦江边为其成员商号维护贮

存木材的系泊区。 它代表其成员就运输服务进行谈判，包括与上海及沿海几家商

船公会的联络和谈判。镇海仁济公所是一个船行公所，它定期向南市木商公所通告

上海各木号名下的或其租用的木船的到货、出船和临时延误情况。它还应南市木商

公所的要求，安排巡逻艇与木材舢板一起航行。 此外，南市木商公所与福州商船

公会结成联盟，禁止成员用蒸汽船运输，从而赢得了帆船运费的大幅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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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行会提供的不同服务——包括合同执行、诉讼援助、集体纳税、运输和仓储等

——看上去互不相关。但是，这些服务因其排他性而聚合起来，形成一个促进同业

团结、相互加持的系统。 只有信誉良好的成员才能获得这些服务，而违规者将不

得不面临失去这些福利（不只是某一项，而是全部福利）的可能。除了保证金等预

防措施之外，在成员权衡违规或不配合集体制裁的净收益时，这些具有排他性的福

利集合会算入成员的机会成本之中。

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第43页。

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第58页。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第174页。

《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第192—194页。

木材行会并不是唯一建立信息共享、集体制裁和保证金制度的组织。类似的做

法可以在许多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商人组织中看到。1870年，上海茶叶公所也制订了

类似的规定。 上海钱业公会登记了成员钱庄的股东、管理者和投资资本，一旦成

员钱庄破产，债权人就可以得到这些信息。 1871年成立的汉口钱业公所要求每个

成员缴纳几百两的保证金。 长沙山货公所规定，成员应共享签约供应商的信用信

息；它还要求成员上报拖欠债务的客户，并将集体制裁列为最终手段。 虽然具体

规定的组合各不相同，但它们构成了行会普遍采用的一套策略，旨在缓解违约和信

息不对称问题。

司法裁决

木材行会的内部执行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违约和破产案件。一个非常有趣的

问题是商人如何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平台之间操作。来自上海的证据显示，

从清末最后几十年到民国时期，木材贸易中的新旧势力都在发挥作用。在这些变革

的岁月里，上海展示了国内与国际木材贸易之间、中国与外国企业之间、本土与西

方法律实践之间的交融。一个具有协同性的纠纷解决体系使潜在的诉讼当事人对其

有连贯一致的期望，否则投机者将能够利用不同裁决机制的不同承诺而钻空子。问

题在于，不同的平台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这样的体系？

杨湘钧：《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第46

—56页。

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建立，参见托马斯·斯蒂芬斯（Thomas B. Stephens）

《中国的秩序与纪律：上海会审公廨1911—1927》（Order and Discipli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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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e Shanghai Mixed Court, 1911—1927），第44—47页；杨湘钧《帝国

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第67—73页，第91—96

页。

关于民国时期会审公廨的管理变化，参见托马斯·斯蒂芬斯《中国的秩序与纪

律：上海会审公廨1911—1927》，第48—51页，第64—65页。

上海有很多审判机构。常规的清代官僚制度以上海县令为中心。县令作为地方

官，在城内的衙门里审理案件。上诉案件则由松江知府审理，然后由江苏省级官员

审理。在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在组织架构上作为一个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实体而存

在。鸦片战争后，外国人从1843年起在上海县城以北设立租界。列强的国民依据治

外法权受其本国领事法院的管辖。 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租界内的中国人口不

断增加，租界需要设立法院来审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外国人对中国人提起的诉

讼。这一需求导致了上海英美租界（后来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和法租界会审公廨

的设立，两者都在1869年正式成立。 会审公廨处理有关中国籍人士以及非条约列

强国民在租界犯罪的诉讼。中国的会审官审理只涉及中国人的案件，而原告是条约

列强国民的案件则需要西方领事代表在场旁听。 

除了这些正式的审判机构外，一些小案件也可由其他的实体机关审理。南市马

路工程局是1895年中国士绅商人在上海华界内设立的一个早期市政机构。该局最初

负责道路建设，但后来承担了更广泛的职能，包括维护公共秩序和裁决小纠纷。由

于许多木材公司位于南市，许多涉及它们的案件都是由马路工程局裁定的。

洋木公司派中国的买办担任其在震巽木商公所的代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

号S145—1—7。

我从《申报》上收集了1878年到1932年间有关木材贸易的255起债务案件，它

们涉及不同的审理机构。外国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有25起（占9.8%），其中20起涉

及英资的祥泰木行（Chi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mpany），它也是震巽木商

公所的成员。 大多数案件的原告是本地的。从已知诉讼双方行业的案例来看，诉

讼纠纷的常见起因是建筑承包商拖欠木材商人的费用（共67起）。由于这些建设项

目大多在租界，这些案件最终在会审公廨审理结案。承包商在赊购木材和其他建筑

材料时通常有业主替他作保。实际情形也可以反过来，木材商人作为承包商对业主

的担保人，同意在承包商潜逃的情况下负责完成项目。另外有些合同规定，在项目

完成时，业主将直接向木材商人支付所欠的款项。因此，木材商人、建筑承包商、

房产业主中的任何二者之间都可能产生纠纷。最后，由于承包商和木材商人属于不

同的行会，他们之间的纠纷超出任何单个行会的管辖范围，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对簿

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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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木材商人（无论是跨地域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之间的纠纷很少

诉诸公堂（这样的案件总共只有10起）。他们诉诸公堂的情况，通常涉及多个诉讼

人，或涉及复杂债权纠纷的破产案件。木材商人之间很少因为单纯的交易拖欠问题

而引发诉讼。原因之一在于商品和信贷的跨区域流动结构。例如，如果一个上海商

人未能付款给他的福建卖家，接下来最有可能的程序是卖家在福州法庭起诉上海商

人驻当地的采购办事处。如果住在江浙其他地区的木材买家拖欠上海卖家的货款，

后者选择在江浙当地起诉比在上海起诉更有效。尽管如此，与南市木商公所的档案

记录（木材商人之间的纠纷最常见）相比，上海司法档案中此类案件的匮乏（特别

是当地商人之间的纠纷之少见）表明当地行会在解决同业之间的简单纠纷方面颇有

成效。

现有的关于上海会审公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权力关系的互动和东西方不同法律

文化之间的张力上。这些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反映各方立场分歧的文件，以及突

出表明潜在冲突的法律案例。见杨湘钧《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

力关系变迁研究》；托马斯·斯蒂芬斯《中国的秩序与纪律：上海会审公廨1911—

1927》。我论证了会审公廨与国内法院在处理商业纠纷方面的相似之处，挑战了一

种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会审公廨是西方人引入新的正式制度的单向通道，

从而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增长。关于这种研究路径，参见马德斌《传统中国的法律和

经济》（“Law and Economy in Traditional China: A‘Legal Origin’

Perspective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申报》，1902年6月11日（第9版）。

《申报》，1878年1月4日（第3版）。

尽管会审公廨是一个特殊的殖民性质机构，且体现着中国与诸条约列强之间紧

张的政治和法律关系，但我对普通商业纠纷的研究表明，会审公廨与国内普遍的司

法体系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并没多少差别。 尽管样本有限，但在外国公司作为原告

的20多起案件中，我没有看到其审理过程与仅涉及中国人的案件有任何偏差。原则

上，上海县令或会审公廨是否有管辖权取决于被告的居住地或营业地。然而实际

上，当案件只涉及中国籍人士时，诉讼当事人有相当强的灵活性。当有些诉讼当事

人对某个司法机关的诉讼结果不满意时，就会转向另一个机关，希望得到更有利的

判决。然而，一旦对方当事人向审判官揭露这种企图，后者大概率会维持原判，除

非有新的重要物证或在此前的诉讼中发现重大渎职行为。 例如，1878年，吴咏甫

同意向原告担保被告1900两的债务，并在南市木商公所签订合同，故而此案交由上

海县县衙审理。后来，债权人向法租界会审公廨起诉吴某未能支付剩余的400两债

务。会审公廨会审官裁定，吴某必须在一周内付清款项，否则将被移交给上海县令

进行进一步裁决。 

民国时期，法院的诉讼程序和判决与清代的司法实践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地方法院和会审公廨似乎是同步发展的。1910年之前，地方衙门不太会明确判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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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罪与否，也不太会直接决定被告向原告赔偿的具体金额。在大多数情况下，衙

门只是敦促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即使在判决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衙门也不会判

定具体的赔偿金额，而是让当事人进行协商。地方官的判决书通常会写着“限日理

处”或“交保出外清理”。在多次判决后仍不能解决纠纷时，可以采取关押或刑罚

的方式，迫使被告妥协。1910年之前，行会的参与也更为明显。衙门支持由行会提

出的和解方案，依靠行会董事的专业知识来核计账目和判断估值，并将案件提交给

行会和商会进行庭外调解。

关于清代商业诉讼，参见范金民、姚旸、倪毅《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

戴史翠《清代中国的跨司法管辖区贸易与合约履行》。

参见《申报》，1899年1月25日（第9版）、1899年2月6日（第9版）、1899年5

月12日（第3版）。

因此，在晚清的上海，上海县令以及两个会审公廨的会审官在处理商业纠纷

时，遵循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同行相似的程序。衙门受理案件本身就是支持原告的

强烈信号，这有可能促成庭外和解，而案件最终不用上庭审理。许多人的目标只是

让其案件得到受理，而不是经历完整的诉讼程序。当县令审理案件时，他经常敦促

当事人利用庭外的调解平台，并将自己的干预限制在庭外谈判已经尽力的情况下。

但即便如此，除了下令进行短期关押和实施轻微的刑罚外，衙门很少强制执行庭外

达成的解决方案。此外，如果某一方坚决不遵守和解方案，衙门也没法采取有效手

段来强制执行。 当诉讼当事人声称行会的董事在调解中有失偏颇或不公平时，地

方官虽然愿意出面干预，但他们也只不过是任命其他商人作为调解人罢了。 当每

个人都愿意参与时，系统的灵活性可以带来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结果。但是，如果

一方或双方拒绝妥协，这个体系实际上就无能为力，最终导致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

年的僵局。

参见《申报》，1918年11月12日（第11版）、1919年1月18日（第11版）、

1918年11月25日（第11版）、1922年1月8日（第12版）。

郭泰纳夫（Anatol M. Kotenev）：《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第272页。

参见《申报》，1919年11月27日（第11版）。

这一切在进入民国后开始改变。国内的审判机构和租界的会审公廨都变得更倾

向于作出明确的判决，而减少了直接将案件交给行会处理的次数。司法机关能力的

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查账员这一新职位的设立。这个新职位大大减轻了司法机

关对商业组织核算账簿的依赖。查账员的审计结果成为最重要的审理依据。 司法

机关对债务人经济状况的清楚掌握令法官更好地判断债务人应偿还的金额。它还使

拍卖债务人的资产成为法院更可行的选择，而在会审公廨中，拍卖人的引入进一步

促进了这一点。 此外，律师的聘请不再局限于中外会审的案件，在中国商人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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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惯例。当被告未能出庭时，法官会命令原告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一则通告。

如果被告（或其代理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常是两周）到司法机关登记，当

原告律师提供的证据被认为足够有力时，法官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直接作

出判决。 民国时期有12起案件（占有判决案件的11%）是在被告或其代理人缺席

的情况下审理完成的。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7。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民国初年的最高审判机构，民国最高法院的前身。

《中国最高法院判决》（The Chinese Supreme Court Decisions），no.1，

2d year A.C.64，载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第431页。

托马斯·斯蒂芬斯：《中国的秩序与纪律：上海会审公廨1911—1927》，第87

页。

黄源盛：《民初大理院与裁判》；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第

257—271页。托马斯·斯蒂芬斯：《中国的秩序与纪律：上海会审公廨1911—

1927》，第88页。

虽然直接将案件转到庭外调解的渠道已不常见，但行会继续在庭审程序中发挥

作用。行会为自己和会员聘请有法律顾问。 最重要的是，司法机关经常就具体事

项的行规惯例向行会征求意见。例如，在一个涉及业主、承包商和木材店三角关系

的典型案件中，江苏省法院就业主或承包商是否会签署木材收据的问题向震巽木商

公所问询。 这一类问询的法律基础来自1913年大理院 中的一项裁决，它规定：

“判断民事案件应先依法律所规定，无法律明文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则依

条理，盖通例也。” 在这一语境下，中文“条理”的最佳理解是指“在此类情况

下为保持规则和秩序而公认的最佳适用原则”。 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最终

颁布之前，这一裁定连同大理院院判例汇编成为实际操作中的民法。普通法院和会

审公廨通常援引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和短命的1906年《大清破产律》中所规定

的原则以及行会的行规作为“习惯法”和“条理”。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7、S145—2—6。

一个共识是，载入行会章程的商业惯例只要与法律明文规定不冲突，即可作为

法庭上可执行的原则。太仓商人朱耀清欠有南市木商公所几名成员的债务，他在太

仓县地方法院败诉后，聘请律师上诉至江苏省最高法院，并指控债权人违反了南市

木商公所有关标准化计量和公平定价的规定。对此，债权人要求南市木商公所的代

表证明他们一直遵守了公会的规章。最后，朱耀清的上诉被江苏省最高法院以证据

不足（而非理由不充分）为由不予受理。 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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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员、非成员和司法机关都认同木材贸易的行业标准，正式的司法制度在为私

营行业规范背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跨区域纠纷与商会

关于商会成立的情况，参见陈忠平《长江下游商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

《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戴史翠：《在法律的阴影

外：晚清重庆的企业清偿、国家塑造和破产新政改革》（“Beyond the Shadow of

the Law: Firm Insolvency, State-Building, and the New Policy Bankruptcy

Reform in Late Qing Chongqing”）。

跨区域纠纷在信息和执行方面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事实证明，1904年建立起

的商会网络对于解决跨区域案件至关重要。 已有的研究表明，商会在商人组织和

法院之间嵌入了一个更正式的纵向沟通场域。基于行业划分的商人组织（以及较小

程度上基于籍贯划分的组织）都被纳入商会网络的庇护之下。商会集中了庭外长期

存在的社会调解力量，并在为解决商业纠纷提供最终方案方面具有官方认可的权威

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商会这个新整合的调解平台一直是解决商业争议和纠纷的

主要渠道。 全国性的商会体系有助于缩小地方法院和行会内部私人调解之间的距

离。除此之外，它在促进不同地域的商人和行会之间的跨区域沟通和谈判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苏州市档案馆，档案编号I14—001—0817—068。

在苏州市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20多起跨区域债务逾期案（1906年至

1932年）材料中，有一半涉及一个或多个商会。在涉及不同地方木商的纠纷中，经

常可以看到两个地方木业行会通过各自的商会传递信息和诉求。在没有专门的木业

行会的情况下，当地商会将直接与相关木号或木商联系。商会也可以作为一个平等

的实体，向其所在辖区内的县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地方官协助查找和拘留涉嫌违约

的人。 

案件细节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以源自浙江温州永嘉县两家当地商号之间的纠纷，继而牵涉上海商人的一起案

件为例。 永嘉县的林震升用一张未到期的本票向当地刘震丰购买木板，而后旋即

宣布破产并潜逃到上海，并将有问题的木材卖给了震巽木商公所的两家成员商号

——寅记和盛大隆。刘震丰和林某的其他债主派人到上海捉拿林某。他们向永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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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木业公所求助，后者将他们的诉求转达给永嘉县商会。该商会联系了上海总商

会，要求两家上海商号在林某与其债主在永嘉木业公会的调解下达成和解之前，不

要向林某付款。

一个月后，永嘉县商会通知上海总商会，纠纷已解决，所有债权人同意按比例

结算债务。由于永嘉县商会负责将还款分发给林某的债主们，因此，要求两家上海

木材商号将应付林某的1500元银元存管于永嘉县商会在温州中国银行开立的账户。

在接到上海商会的转递通知后，两家上海商号意识到，在没有林某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把钱交给永嘉县商会有潜在的风险，因为“查债权债务系特定人间之关系。林

震升木行纵对人负有债务，而对于敝行则系一种债权。故非俟林震升行同意或依据

合法程序，敝行实不能遽将林震升之货款擅解温州中国银行存储”。为了避免日后

被林某找茬，两家商号将这笔钱委托给震巽木商公所，由震巽木商公所联系永嘉县

商会商定存款事宜。

这一跨越永嘉和上海的案件是通过行会组织和商会跨区域信息流动和诉求沟通

的代表案例。为确保公平并帮助成员们规避风险，这些组织出面为成员处理复杂问

题，如永嘉县商会向林震升的债权人分发欠款、震巽木商公所代理上海两家商号的

敏感款项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组织的协调比当事方必须完全依靠司法系统的做法

要灵活且有效得多。正式的法律体系对资不抵债的情况应对缓慢，因此不能在破产

公司的经理和股东挪用任何剩余资产并潜逃之前及时采取行动查没其资产。在上述

案件中，代表债主利益的行会要求上海的两家商号在收到进一步指示之前扣留应付

给林震升的款项，实际上冻结了林某的部分资产。冻结资金的处置权委托给了第三

方——永嘉县商会，以确保林某的剩余资产在债权人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

这种处置的效率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公认的非正式规范，即关于如何

处理可疑破产问题的规范。这一规范以条款的形式体现在1925年震巽木商公所的章

程中，它规定：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1—7。

凡主顾有图吞货款隐匿财产或现有逃亡情迹以及所开工厂已濒倒闭，若求官厅

依法定程序救济，其势迫不及待。本公会得经同业请求，援各照埠商会办法，会同

地方村警或其公正士绅为证，先将该主顾或该主顾之财产即行扣留，或将财产查封

之，一面再由该同业正式起诉，以图救济。 

在跨区域案件中，这一非正式程序的运作有赖于商会的沟通网络。行会和商会

组织层面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弥补正式司法体系的某些局限性，特别是在解决矛盾性

证据、了解不同行业具体的商业习惯以及在考虑到长途贸易者流动性和财产不透明

的情况下的判决执行等方面。不同地方的商人团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往往是通过

商会的调解来实现的，这样就可以绕过正式官僚机构中缓慢的层级程序，并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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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采取行动处理跨区域纠纷。鉴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且司法体系混乱，商会网

络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在解决跨区域纠纷时，商会能够以一种地方县令、司法

机关以及行会都无法胜任的方式扫除障碍，直到很久之后这一功能才由一个更完备

的法律体系承担。

永兴顺木行案

案件细节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无锡永兴顺木行（以下简称永兴顺）案涉及上海、常州、无锡、宜兴四地木商

之间复杂的贸易关系。它反映出破产案件的复杂性。该案的起因是一连串连锁反应

的结果，包括违约败露、审判期间大量的庭外操纵和谈判，以及木业公会为维护成

员权利所采取的措施。 本章前述的各种制度和沟通渠道在这个案例中都有充分的

体现，但它们仍然功亏一篑，故而此案可以很好地说明该体系的承载力及上限。

该案始于1932年永兴顺从上海寅记购买木材一事（图5.1）。永兴顺以常州本

地钱庄担保的本票支付了2000元，剩余的4900元未支付。寅记索要余款未果后，便

向无锡县法院以诈骗罪起诉永兴顺经理俞屏甫和俞耀卿叔侄，以及其同伙常州大生

木行、大有木行的老板程金鉴。此案寅记胜诉。震巽木商公所在接到消息后，立即

致函所有会员、南市木商公所以及无锡、常州、宜兴的木业公会，通知永兴顺败诉

的消息，并要求所有被通知方停止与三名诈骗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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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开泰与永兴顺的纠纷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S145—2—6

从震巽木商公所的通知中，南市木商公所的成员——上海开泰木行得知了寅记

起诉永兴顺的消息。开泰的经理意识到他也是永兴顺资不抵债的受害方，因为开泰

此前赊卖给永兴顺价值1400元的木材。开泰派一名执事到无锡对永兴顺进行秘密调

查。该执事发现，永兴顺已经将从开泰购买的木材转卖给了官林镇的万康木行。万

康在永兴顺的要求下，将买卖所得款项转交给程金鉴，用以偿还永兴顺“欠”大生

木行和大有木行的债务。最后，万康把开泰的木材卖给了宜兴的益泰木行。

开泰意识到永兴顺无法全额付清买木之资，便通过南市木商公所向上海总商会

申诉，请求无锡、宜兴、常州商会的协助。开泰的经理主张，这些商会应该宣布所

有交易取消且无效，并将开泰的木材运回上海。可惜，开泰的要求其实并不合法，

因为它与永兴顺的交易仅仅过去了两个月。根据木业公会的规定，永兴顺还有两个

月的时间与开泰结清债务。此外，永兴顺对下游客户的销售是合法交易，不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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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泰的要求予以取消。但是，由于永兴顺在法庭上被判犯有故意欺诈罪，南市木商

公所和上海商会认为开泰的要求是合理的，并予以支持。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益泰拒绝退还从万康合法购买的木材，而程金鉴则以

这笔钱是永兴顺偿还债务之资为由拒绝退还给万康。与此同时，永兴顺和程金鉴相

互指责对方蓄意诈骗，意图侵吞所有收益而让对方分文不得。无锡商会的调查结果

显示，所谓永兴顺“欠”程金鉴所经营的大生和大有两行的巨额债务很有可能是程

金鉴和俞氏叔侄一起捏造的。他们从开泰、寅记等商号赊购木材，继而将之转卖，

所得收益以偿还永兴顺债务的名义转给了程金鉴。俞屏甫和俞耀卿在侵吞了永兴顺

所有剩余资金后，宣布永兴顺破产，拒绝向上海两家木店和其他债主还款。随后，

俞氏叔侄和程某将诈骗所得分赃。

永兴顺和程金鉴两家店铺的账簿上都显示了永兴顺对程金鉴的债务，因此，俞

程三人的阴谋是精心策划的。由于永兴顺在宣布破产前并无需要优先偿还的债务，

他们从上海的木店购买木材后没有立即付款，而是将转卖木材的收益用于偿还程金

鉴的“债务”，这一操作在明面上完全合法。当永兴顺宣布破产时，已经没有多少

余钱可以补偿债主了。虽然开泰和寅记对俞氏叔侄的起诉胜诉了，但程金鉴因证据

不足被判无罪。俞屏甫应全额向上海两家木行支付的判决难以执行，因为从账面上

看，俞屏甫和他的侄子在法律上是无力偿还债务的。最后，对俞氏叔侄和程金鉴的

唯一真正惩罚是三个城市的木业公会和商会揭露了他们的欺诈阴谋，并宣布今后任

何成员都不得与他们进行贸易。

俞氏叔侄和程金鉴在充分意识到这种惩罚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一意孤行，这表明

信誉机制的效力是有限的。这个效力的限制被突破的点在于，从欺骗中获得的潜在

收益超过了未来与上海木材从业者贸易所可能获得的所有利润。本案同样可以看出

司法体系的效力是有限的。然而，永兴顺案说明了“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即各

个执法机构的沟通和合作突破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提高了它们的效力的上限。从

木业公会到商会再到司法体系的纵向交流加强了从非正式商业习惯到半正式的行会

章程再到正式的法院裁决的连续性。横向的沟通交流，主要通过不同地方的商会

（有时是通过行会），进一步加强了非正式机构迅速应对跨区域案件的能力。当

然，这种协同体系在永兴顺案中仍然达到了极限，但其承载力无疑高于每个机构单

独运作的情况。像永兴顺这样的案例非常罕见，因而上海的木材贸易还是能够在信

用机制的基础上继续蓬勃发展。重要的是正式和非正式执行系统的连续性，以及商

人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便利性。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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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自发组织的商人团体激增，这些组织以办解差务的名义被纳入地方

商业税收的框架。商人团体因承办地方官府的专项差务而获得合法地位，这加强了

其在个体商人中的权威，并使其免受底层胥吏衙役的勒索盘剥。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一个行会不能仅仅因为承办地方官府差务就自恃拥有特权而强迫同行竞争者俯

首称臣。虽然一个已成立的商业团体会寻求地方衙门的支持，迫使新商号加入，或

以这些措施是行会办理差务所需为由惩戒拒绝缴纳会费的成员，但这些尝试并不总

是成功的。

虽然在此类诉讼中，个体反抗的前景渺茫，但如果反抗者组成有规模的团体，

并自愿承担某些专项差务，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于现有行会且得到官方认

可的组织。以这种方式，任何行会的权威都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差务而受到挑战和修

正。在19世纪上半叶，商人团体和地方官府之间的这种纳捐的安排处于法律的灰色

地带，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日益普遍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灰色收入

在朝廷的审计控制之外，为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的地方衙门补充了资金。

清代在19世纪50年代引入厘金税制度后，极大地增强了直接征收商业税的能

力。各省立即从厘金税中获益，朝廷很快就开始将这种新税揽入监管和控制之中。

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的两千多个厘金局卡成为征收过境税的基础设施，其覆盖的

密集程度超过了宋代，这在数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然而，这种直接征税的基础

设施并没有完全取代商人团体和地方官府之间业已建立的纳捐制度。相反，商人组

织的“认捐”做法被纳入厘金税制度之中，并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更加普遍。商人

组织自我评估，并以行会组织为单位，向厘金局办解税额；作为回报，持有该组织

颁发文书的个体成员在通过厘金局卡时将免于直接征税。加入行会认捐计划的商人

不必经历在税卡的漫长等待，亦可避免税率不一致或衙役索贿带来的滋扰。在某种

程度上，随着国家直接征税机构在清末民初的扩张，加入由商人组织支撑的认捐制

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除了与地方官府的互动以及与税收相关的职能外，商人组织还通过其他方式履

行重要的市场职能，包括统一业内商业惯例的规范、内部执行机制以及其他正式或

非正式的纠纷调解机制等。行会的税收职能和市场职能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认

捐的好处已成为一种权益，以至于行会可以利用它作为筹码，在其成员之间执行公

会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违约和欺诈。除了行会的声誉机制和集体制裁等解决

方案外，司法系统对商业惯例的支持为连贯一致的执行系统提供了更多正式的支

持。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商会网络进一步加强了从非正式机制过渡到较正式机制

的连续性，为纵向的组织间沟通和横向的跨区域纠纷解决开辟了可靠渠道。通过遏

制欺诈性交易，这一相辅相成的制度安排加强了信贷的使用，促进了木材的顺畅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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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艾中全：《中国木业产销制度的变迁》，载《木业界》第2期，1940年，

第18—19页。

直到1890年，中国的木材仍以国内供应为主。长江流域的木材来源地主

要是江西、湖南和贵州。珠江三角洲的下游则从西江上游的高地吸纳木材。

浙江沿海和苏南地区还从福建海运木材作为补充，但规模较小。在这些跨省

的木材流动中，主要的木种是杉木，其次是松木。华北地区，特别是直隶一

带，通过大运河从长江的贸易体系中获得木材，但黄河流域的建筑材料主要

是砖、土（如黄土高原的窑洞）。东北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未受影响，输出

的木材也很少。 但这种基本结构在19世纪末开始发生变化。

从1890年到1937年，整个木材市场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由于新兴

工业对木材的需求激增，长江木材贸易体系经历了几个繁荣期，但在这个饱

经动荡的时代一直也饱受河运停滞的困扰，最终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最终都让

位于新的木材供应来源。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利益角逐中，中国东北的

伐木业崛起，其很大一部分产品通过海运到达天津，供华东地区消费。来自

福建和浙江南部的木材，也通过海运在新兴大都市上海和内陆地区占据市

场。随着跨太平洋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机器加工的优质洋木开始流入中

国。来自美洲大陆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花旗松（Douglas fir，拉丁学名

Pseudotsuga menziesii，在中国俗称“华旗松”或“洋松”）席卷了新兴通

商口岸的建材市场。

关于从1888年到1937年的年度市场信息，参见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

年概况》。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1—32页。

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况》。

在此期间，南京国产木材的年交易额约为400万至500万两，与我们估计

的18世纪下半叶的水平相当。较小的木材（圆围1—1.8尺，即胸高直径0.3—

0.6尺，龙泉码中的“分码”和“小钱码”）来自湖南和江西，其中西湖木的

价格高于东湖木和西木。圆围超过1.8尺的木材（中钱码、大钱码、七八九码

和单两码）大多来自西湖木。木材市场的木材在传统上以“分码”和“小钱

码”为主。 湖南和江西木材的价差在清亡后逐渐缩小，当时来自湖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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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帮商人充当日本三菱和三井财团的买办，带着充足的资本进军清水江流

域，积极增加木材产量，使得西湖木的价格下跌。这破坏了种植和采伐之间

的长期平衡，并导致了该地区的一轮过早采伐。 西湖大木的价格上涨较为

平稳。在洋木开始涌入之前，国内杉木贸易出现过一段繁荣期，杉木被用以

建造新的通商口岸和铺设铁路枕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现代的城市规划在

中国方兴未艾，加上提倡国货运动的兴盛，政府采购了许多国产木材用于铺

设路灯灯杆、电报电线以及水利设施和高层建筑的桩基。 

进口木材数据来自海关总税务司署《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上海市社会局木业商情调查》；艾中全：《中国木业产销制度的变

迁》，载《木业界》第3期，1940年，第15—16页。

与此同时，从20世纪初开始，来自进口木材的竞争开始加剧。进口木材

总值在19世纪90年代还徘徊在100万两左右，到1910年却已翻了五番，与南京

国产木材的年营业额相当。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每年的波动更大，但木

材进口总值继续飙升，在192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200万两。 花旗松材质

优良，并已经锯成各种尺寸的木料，这使得它很快占据通商口岸的木材市

场，并将未经加工的国产原木挤出市场。尽管福州、上海和温州的一些国内

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造机械锯木厂，并在加工木材市场占有一定份

额，但他们无法彻底改变整个格局。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芦隐：《上新河杉木业五十年概

况》。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再次刺激了南京这个传统木材市场中心短

暂的繁荣。但很快，木材市场就受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和长江特大洪水的不

利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之而来的政治事变和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了长江

木材贸易体系的解体。在国民党“围剿”期间，通往西南的交通经常被封

锁，江西的商品输出也被完全切断。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长江流域

传统的木材贸易网络已近衰败，并在全面抗战期间完全停滞。人们可能会

想，森林是否会因为市场对国内木材需求的减弱而重新生长。但是，由于国

内木材供给主要来自人工林而非天然林，木材需求的下降主要意味着木材专

业化生产的利润减少。更普遍的是，区域间市场的解体促使以前的植木人改

种谷物以维持生计，这进一步导致森林面积的缩减。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

化、国有化和集体化体制的相继出现，使森林管理和木材分配的基本面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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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环境史视野下的中国再植林业

伊懋可：《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

约翰·R.麦克尼尔：《世界视角中的中国环境史》。

当学者们开始从“长时段”（longue durée）视角研究中国近三千年的

环境史时，最引人注目的即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历史学家伊懋可提

出的“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的论断，将中国的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描

绘成一场缓慢而生的灾难，“对自然基础结构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破

坏”。 对中国环境史的整体性研究勾勒出一幅全貌，即那些在生产力或军

事上带来短期优势的举措使得国家和社会陷入一种需要持续警惕长期生态退

化和生态系统恢复力受损的局面。 中国的环境格局缓慢而稳定地向以人类

活动为主导的（anthropogenic）生态发展，这与其他的大型农业——商业文

明有广泛的可比性，其特殊性更多地在于相对规模而非总体结构。 

孟泽思：《林业》，第575页。

“人类世”可能是环境史自诞生以来最具挑衅性的概念。我赞同这样一

种观点，即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的到来是新纪元合理的起始日期，到20世纪

中期，人类社会的气候、生物和地球化学特征与之前的全新世（Holocene）

时期明显不同。参见Steffen，W.，J．Grinevald，P．Crutzen，and J．

McNeill，“The Anthropocene: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Waters，Colin N.，Jan Zalasiewicz，Colin

Summerhayes，Anthony D．Barnosky，Clement Poirier，A．Ga uszka，A．

Cearreta，et al，“Anthropocene Is Functionally and

Stratigraph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Holocene”。对此的主要争论和批

评，参见Moore，Jason W.，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Haraway，Donna，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Plantationocene，Chthulucene：Making

Kin”；Malm，Andreas，and Alf Hornborg，“The Geology of Mankind? A

Critique of 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Demos，T．J.，Against the

Anthropocene：Visu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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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探讨的再植林业与世界历史上森林向农田和牧场转变的普遍模式

比起来，看似格格不入，但它仍然是人为管理和改变自然环境的一个组成部

分。只是在这一案例中所选的“作物”不是水稻、玉米或茶叶，而是林木。

虽然杉木确实是华南的一种原生植物，但生物学家怀疑，目前观察到的该属

类的广泛分布可能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选择的结果。 

有些生态和地貌是可以自我维持的，比如天然雨林；有些生态和地貌只有在

人类持续和适当的维系下才能可持续发展，如稻田、梯田、堤防、运河和大

坝。世界环境史可以简化为前者向后者的转换。在当前的人类世时代，我们

已然无法回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人类社会能够企及的唯一一种可持续性

需要谨慎且有效的管理：防止人造生态因人类对自然的疏忽、过度开发和过

度改变而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以合理的成本进行有效的维护，这里的成

本不仅指直接的货币支出，还指相关各方必须作出的妥协。 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的再植林业是可持续管理的宝贵经验。

与其他人造生态一样，木材种植也需要维护。要避免不可持续地砍伐行

为的发生，什么才是长久维系私营管理的条件？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

条件）是维护财产的确权和规范资源获取的能力。在帝制晚期，山林土地所

有权的确权依靠书面证据，如契约合同、家谱和坟地清丈图等，所有这些与

证人的证词一起，被认为是法庭上的合法证据。然而，产权安全性本身并不

足以说服山主在众多选项中选择木材种植，而其中一些选择会造成更严重的

生态后果。

本书进一步探讨了私营森林管理如何能够长期维持其盈利性、灵活性和

可持续性。木材种植的周转期长达数十年之久，这严重阻碍了家庭的资金周

转，也常被引作推动国有林业和公共规划的原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

问题不那么突出，因为诸如宗族族产等经济实体成为林地主要的所有人。

“法人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持久、投资时限长，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生产

性林业。宗族的成员享有土地的股权，而无需将林地分割成单独的小块。这

一股份制度最先出现在明代，但当时的股份原则上不可出售，且木材种植的

利润主要留用于宗族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份的交易越来越多，它变得

更像是个体家庭的私产。在清代，类似的股份持有和交易在西南地区也开始

出现。但西南地区几乎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因此那里的股份不是由宗族把

持，而是由个人持有，可由多个子嗣承继，并可转让给非亲族的买家，从而

形成一种与早期公司功能类似的林地股权结构。本书比较了徽州和黔东的案

例，这两个地区的造林技术和契约实践显著相似，这表明江西和徽州商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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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进军以扩大其供应网络时，可能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技术和知识带到了

当时的边疆。

康拉德·托特曼：《绿色列岛：前工业时代的日本的林业》；Lee，

“Postwar Pines”；卡尔·阿普恩：《海上森林》；约翰·温（John T.

Wing）：《帝国之根：早期现代西班牙的森林与国家权力1500—1750》

（Roots of Empire: Forests and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Spain,

c. 1500—1750）；马特森（Kieko Matteson）：《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森林》

（Forest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Conservation, Community,and Conf 

lict 1669—1848）。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第11—12页。

K.西瓦拉马克什南：《现代森林：殖民时期东印度的国家塑造与环境变

化》（Modern Forests: State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olonial EasternIndia）；拉詹（S. Ravi Rajan）：《塑造自然：林业与

帝国的生态发展1800—1950》（Modernizing Nature: Forestry and

Imperial Eco-Development 1800—1950）；格雷戈里·A.巴顿（Gregory A.

Barton）：《帝国林业与美国的环境主义》（“Empire Forestry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大卫·费德曼：《控制的种子：日据朝鲜

的森林帝国》。

唐纳德·沃斯特：《美国的环境主义：形成时期1860—1915》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The Formative Period, 1860—1915），第

2页。

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情况又如何呢？在整个欧亚大陆，从日

本、朝鲜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国有林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国家的崛起

及其确保军事木材供应的需求密切相关。 18世纪晚期，普鲁士和萨克森的

“科学林业”的发明进一步确立了国家在现代林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并将

森林的行政化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了尽可能多地提供材积一致的木材，

森林被抽象成复杂的图表，从多样的原始林转变为单一种植、树龄均匀、严

密网格化的种植园。 这种做法后来成为法国、英国、英属印度、美国、日

本等地森林管理的基础，并为世界上其他的殖民地和立志于现代化的国家所

效仿。 科学林业思想和实践的核心是几个金科玉律般的假设：专业机构比

未经训练且自私自利的农民更适合设计和指导林业的发展；协调一致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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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对于解决自由放任生产方式中常见的无计划和透支资源等问题是不可或

缺的；科学方法必须成为制定环境规划的基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森林管理变化的概况，参见马立博《中国环

境史》，第322—337页；刘大昌：《1950年以来中国非国有森林的占有权和

管理》（“Tenure and Management of Non-State Forests in China since

1950：A Historical Review”）。

这些“现代派”环境思想理论想不到的是，在帝制中国晚期放任自由的

私有产权制度背景下，以自我利益为本的家庭利用代际传播的造林技术，实

现了相当规模的植树造林。这些私营木材种植林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开放时期的命运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与农田的情况类似，20世纪50年代的社

会主义集体化将之前的私有林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集体所有和经营的水

平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高级合作社）、生产小组（初级合作社）等层面

反复横跳。1956年至1980年间，有关森林权属的政策多次变化，使人们担心

产权安全，并导致过度开发和不愿投资。 

刘大昌：《1950年以来中国非国有森林的占有权和管理》，第252—253

页。

在数次产权归属转移将近时，出现了几轮恐慌性砍伐，使得因工业化影

响而发生的森林退化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剧。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

改革的发展，集体林地的使用权重新被家庭承包，尽管具体措施因不同地区

和土地类型而异。然而，针对产权和收益在集体和家庭之间分配的政策变化

仍然会导致不安全感和过度砍伐，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恢复稳定。有趣的

是，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家庭经营会使森林分散化且提高管理成本，他们因

而呼吁政府推行股份制。与帝制晚期的先例相似，股份制并不在物理上分割

林地，而是向村民分发带有红利的林地股份。在国家林业局或木材公司的指

示下建立的股份制，似乎只是以前集体管理的一种变相形式；相比之下，农

民自发兴起的股份制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并表现出更强的可持续性和成功

的可能。 特别是在中国南方，这些实践的历史悠久，它们的复兴和对现代

框架的调适展示了地方的制度韧性，以及在官方政策中吸纳（而不是取代）

地方自主倡议的重要性。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公共、共有或私有产权中哪

一种产权制度最适于森林保护或人工造林——历史表明，任何制度都可能成

功，也可能失败。关键在于，制度的各个具体层面是否能够协调一致，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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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林地用益与维持森林植被的更普遍利益相一致。宏观层面的因素和政策设

计总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筛选、协调和修正。地方的制度细则是在不断适应生

态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塑造了人类的动机和行为，这是

森林利用和环境维护的核心。

市场：一把双刃剑

木材的市场需求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天然林枯竭的主要因素，这无可厚

非。因此，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林业法规都包括对林木（即使不是国有的）采

伐和销售的限制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消耗越少，就

会有越多的树木屹立不倒。这样的规定可能有助于保护残存的天然林，但在

中国这样的社会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可持续林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木

材种植园的建立。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验证了这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

革开始，以家庭为基础的森林管理重新回归。尽管林地的权属发生了变化，

使家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但木材的采伐和销售仍有严格限制，包

括采伐许可、采伐配额、运输许可以及国有木材公司的垄断。相比之下，对

家庭农田或宅基地周围的非用材树木，农民享有的权利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自然地，农民更热衷于种植果树而不是用材树。

刘大昌：《1950年以来中国非国有森林的占有权和管理》，第254—256

页。

虽然这些对木材采伐和销售的规定旨在保护现存的林木，但还可以考虑

到农民需要更自主地决定采伐、销售、抵押并从种植木材中获利，而稳定可

靠的利润对人工种植木材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正如社会科学家刘大昌所

强调的那样：“需要区分对现有天然林的监管和对人工种植林的监管，因为

它们在保护和生产的相对重要性上有所不同。只有充分享有对林木的完全权

利才能有效地鼓励农民在森林产量低的土地上种植更多的树木。” 这不是

简单地呼吁森林全面“私有化”——私有化远非上一代学者和决策者所认为

的灵丹妙药，而是仔细考虑如何将构成抽象“产权”概念的权利集合（控

制、收益、抵押、分割、转让等权利）划分和分配给不同的实体，以实现环

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理想结果。

成也市场，败也市场，这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将市场对稀缺资源的需

求转化为对森林管理长期投资的经济激励。在这方面，市场在帝制晚期的木

材生产和供应体系中的作用颇具启发，尽管它绝不是一个可以照搬的理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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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山主、栽手到伐夫、筏工，从流动商人到牙行和零售商，供应链上的

不同参与者群体都可以进入区域间木材贸易体系而获利。国家退出了直接的

资源管理和市场控制，而是依靠间接手段来采买物资并监督市场活动。各级

官府都利用贸易来获取木材和税收，但它们既没有过度干预市场运作，也没

有最大限度地榨取木材供应。这些贸易制度和各级正式或非正式的合同执行

平台提供了解决争端、鼓励诚信交易的路径。该系统的可持续性在于树木、

木材、人员、资本的平稳循环。对这一循环的任何环节的阻碍，无论是运输

路线受阻，还是金融危机侵蚀了商人的流动资金，最终都会影响到何时砍伐

和是否重新种植的决定。

关于过度垦荒和脆弱的水控制系统的讨论，见安·奥斯本《长江下游高

地土地开垦的本土政治》；濮德培《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

的水权》（“Offici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彭慕

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

—1937）。

尽管事实证明，整个贸易体系对商业周期的正常干扰以及偶尔发生的自

然或金融危机具有相当强的承受力，但它依然面临两方面的最终挑战。首先

是总体生态的长期恶化，特别是对区域间交流的重要脉络——水利系统——

的不断干扰。商业化造林只是社会和人口变化的宏观力量中的一个小方面。

它无法补救无限制的开垦填湖对自然生态和水系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即使有

意控制过度开垦，也是力不从心，对湖泊水系的维护往往疏于管理。生态水

系已被人类活动所改变，需要不断的干预才能维系它正常的运转，而在政治

危机和财政困难的时期，这些问题只会雪上加霜。 这些市场无法解决的问

题只会变得更糟，亟待强制性权力的干预。

第二个挑战是市场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木材贸易的利润无法流向木材

种植者。市场和林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在20世纪初显现出来，当时对国内木材

需求的下降和区域间联系的解体并没有带来森林的再生，而是迫使木材种植

林地转变为其他作物的种植区。接下来，国有木材公司企图垄断市场，它们

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主导，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物资动员活动之一。但

这种垄断不仅侵占了私人木材商人的空间（由于日本的占领，他们已经失去

了在华东的传统市场），还通过剥夺当地木材种植者的决定权和议价权，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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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木材种植行业。社会主义时代完成了国家计划分配和集体化对开放市场

和个体农户的取代，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部分恢复到家庭经营。

如果说这段历史对可持续资源管理有什么宝贵的前车之鉴的话，那可能

就是让人认识到，公共力量最好是与现有的制度和实践相调适，而不是企图

从零开始发明全新的制度。帝制晚期的国家过于放任自流，现代国家自然是

更强力的管理者，但增强的监管能力不应取代已经运作良好的制度。为了解

决市场和个体种植者面临的一些问题，调整是必要的。一些精心设计的扶持

和限制措施可能是加强体系韧性的好工具。在适当的制度和行政支持下，根

植于帝制中国晚期的林业实践，包括对市场激励的灵活反应、通过股份制度

形成的自发组织，以及解决小冲突的低成本且高效的方法，都是对当今资源

保护和再生有用的遗产。



167

附录一：龙江关木税和贸易量的估算

在江苏南京龙江关和安徽芜湖工关，木材是最大的税目，也是1720年至

1850年间影响两处工部关税收变化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两个榷关的征税方法

略有不同，征税关期也不同，但它们都以来自上游的簰筏为税基，故而可以

看到其税收收入的同步变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2—01—04—15048—014、04—01—35

—0329—032。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0140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档案编号02—01—008—001708—0006。

几个可以明确木税占总关税比例的案例，可以证实当时官员的说法，即

龙江关的税收收入“大半资于木植”。例如，1755年龙江关的总税收收入为

109564两，其中82005两（占75%）来自木材和煤炭。1756年的总税收下降到

76805两，因为木材和煤炭税收缩减了37383两（其他杂税的小幅增加略微抵

消了这样大幅的缩减）。 另一个例子是，从1769年的农历十二月到1770年

的农历十一月（闰年），芜湖工关共收木税72061两，占总税收113861两的

63%；在同一时期，龙江关的木税为67240两。而龙江关在与此对应的关期

（1769年农历九月至1770年农历八月）总税收为123507两。 虽然关期月份

不完全一致，但木税占龙江关总税收的比例达到了54%左右。此外，由于关税

收入的变化主要来自木税的波动，因此可以推断，总税收越高，木税占比就

越高。

虽然《会典》中所记载的测量法过于简略而难以理解，但在1739—1741

年龙江关对征税方法的集中讨论中，可以找到对这些测量法及其原理的详细

解释。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4—01—35—0310—023、04—01

—35—0310—040、04—01—35—0312—007。

基于此，我们可以非常保守地估计，龙江关50%的税收来自木材。从1725

年到1850年，龙江关的平均年税收收入为123188两，因此这一时期的平均木

税估值为61594两。在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高税收时期，每年的木税估

计可达7万至8.5万两。根据估算的木税，我们可以进一步粗略地推算出木材

量。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木材征税的方法。龙江关、芜

湖工关、九江关等大型税关都是通过测量木簰的尺寸来估算木材的数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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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计算不同品种木材的确切数量。龙江关还采用了一些对木簰的测量做出调

整的规则，因为木簰（特别是尺寸巨大的簰筏）的中轴位置比两端更厚。 

木簰宽度的测量方法比较简单，但测量簰筏侧面的深度需要用到一种名

为“扒竿”的特殊工具。“扒竿”是一根直杆，其一头有一个水平的钩子。

大的扒杆（“大扒”）有25尺长，钩长8.5尺；普通的扒竿（“平扒”）长8

尺，钩长3.5尺。考虑到木簰为梭形，“大扒”测得的数要比“平扒”的大。

测量规则因木簰尺寸而异。这里用d表示用适当的“扒竿”所测得木簰一侧的

深度；用x表示木簰中心和边缘之间的高度差。其测算公式如下：

簰深一丈以外阔六七八丈不等者为大簰，用大扒，最终深度计为d + x

+ 2.8尺。

深一丈以内六尺以外者为中簰，用大扒，最终深度计为d + x + 1.4

尺。

深六尺以内者为小簰，用平扒，所得尺数加10%（见尺加寸计算）。

吴传钧：《南京上新河的木市》。

罗伯特·大来：《罗伯特·大来回忆录》，第72—73页。

一旦确定了木簰的深度和宽度，就可以通过假设统一的尺寸和形状来估

算木材的数量。请注意，这仅是榷关用于评估税额的假设，并不能反映原木

的实际尺寸。例如，对于杉木木簰，以深1.5尺、宽10尺为一层基准簰筏，计

原木数量为12根。因此，如果有一片10尺深、60尺宽的木簰，按照龙江关的

估算方法，会被计为原木480根。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会将多片木簰首尾相

连，形成一长串簰筏。根据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家吴传钧的说法，来自沅江的

簰筏“长数十丈，宽十余丈，吃水七尺，承载木号管事帐房及簰工等多达数

百人……江西的大筏长数十丈、宽6丈，吃水1丈，比沅江大筏显得狭长而吃

水较深”。 1921年，罗伯特·大来在长江上看到漂浮的木簰时也有类似的

描述：“木簰有100多英尺宽，约400英尺长，露出水面的高度有6英尺，所以

它们在水下一定有8英尺深，形成14英尺深的簰筏。”0 根据上述计算，这

样的簰筏携带有一万多根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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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斯盛：《清厘关务积弊疏》，《皇朝经世文编》，卷51；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4—01—35—0310—023、04—01—35—0312—007、02

—01—008000292—0008；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下。

19世纪末的价格数据来自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芦隐《上新河杉

木业五十年概况》。

有了簰筏测量规则和木材数量的估算方法，我们再来看一看每根原木的

税率。从1739年至1741年关于龙江关木税抽征方法的奏章和晚明芜湖工关的

方志中，我们了解到杉木的税率是每根原木0.007两，“青柳”的税率是每根

原木0.25两，这还不包括10%的火耗。“青柳”并非一个植物学术语，而是一

个抽象化的税目，指代从原始森林中砍伐来的巨木。 杉木的税率可以从九

江关的情况得到证实，九江关对小簰筏征税的方法是，圆围小于1尺的原木每

根计征0.003两，圆围1至2尺的原木每根计征0.007两，圆围超过2尺的原木每

根计征0.04两。根据19世纪后期的价格信息，这些税率在很大程度对应3%到

4%的从价率，这与辰关、荆关和渝关的税率情况相一致。 

同样，不同品种木材的数量没有被直接计数。相反，榷关直接假定来自

江西的簰筏里只有杉木，而湖广的簰筏除了杉木还带有青柳。对于来自湖广

的簰筏，他们会先按照杉木的税率来估税。如果由此产生的应纳税额在15两

以下，则不需要再缴纳青柳税率的税款；若所估税额在15两以上、100两以

下，则假设簰筏中3%的原木为青柳，据此重新计算应纳税额；如果所估税额

超过100两，则按青柳占簰筏4%来重新计算税额。不考虑火耗，这意味着从湖

广运出的一千根原木需要缴纳7两木税，而从湖广运出的一万根原木，无论簰

筏的实际构成如何，需要缴纳的木税为143两，而不是70两，两万根原木需要

缴纳的木税为334两，而不是140两。除杉木和“青柳”外，其他品种的木材

数量较少，一般按实际数量单根计税。

海关总税务司署：《十年各埠海关报告》，vol.1（1882—1891），第

162页。

为了估算木材量，在此我们只考虑杉木和“青柳”。为了简单起见，我

假设通过龙江关的木材有一半来自江西，另一半来自湖广，湖广的木材平均

有3%按青柳征税。根据先前的估算，1725年至1850年龙江关的木税年均为

61594两，去除其中10%的火耗，那么每年到达南京的木材平均量约为520万

根。在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高税收时期，估计每年的木材量可以达

到600万到720万根原木。根据我们对龙江关木税收入占比的保守估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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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木材量的估算可能只是一个下限。清末海关的数据可以另作参照，从1882

年到1891年，每年估计有1800多万根来自贵州、湖南和江西的木材通过芜湖

海关，价值180万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3—0593—020；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

处档折件资料库，403 021 112。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014090。

上述的估算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验证。根据18世纪60年代的奏折记

载，每年运抵长江下游诸关的木簰约有500“宗”。根据单一纳税申报的规

定，每宗可能包括多个簰筏，很可能还包括多个商人的货品。1763年关期

（乾隆二十八年），龙江关总税收为150906两，进关簰把543宗。1764年关期

（乾隆二十九年），总税收减少到144947两，进关簰把461宗。82宗簰把的差

异导致税收减少7849两（平均每宗货物96两），算上其他杂税增加的1890两

作为抵扣，总税收比上一届财年减少了5959两。 1768年，总税收为150685

两，过关木簰为513宗。1769年，总税收下降到124423两，这是由于过关木簰

急剧减少了320宗之多。这一情况可与上游芜湖工关的情况进行交叉比对，后

者在1768年的总税收为133061两，通关报税的木簰为621宗。1770年，过关木

簰仅有228宗，该关总税收下降到113861两。 

要注意的是，奏章中只会对税关收入较前一届关期大幅下降的情况作出

详细解释。18世纪60年代龙江关平均年税收在14万两以上，芜湖工关平均年

税收约为13万两。参照上述情况，该十年间每年过关的木簰可以估算为500

宗。根据这十年的木税水平，每宗木簰的平均征税约为140两。按照我的估算

方法，这意味着如果从江西运来，每宗约为2万根原木；如果从湖广运来，每

宗约为1万根原木，这与前述航行长江的木簰体量也是相当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4—01—35—0357—0507。

虽然每宗木簰的规模可能差别很大，单宗货物的税收从几十两到几千两

不等，但平均每宗木簰140两的税收和1万至2万根原木的估算与史料中零星的

信息一致，也印证了先前对木税额和木材数量的估计。 根据芜湖工关的征

税办法，对不同的货物按正税的三个等级（50两以下、100两以上、300两以

上）征收火耗。从这三个等级的划分来看，平均每宗木簰140两的关税是合理

的。从1763年与1764年龙江关的税收差额来看，减少的82宗木簰直接对应减

少的7849两税收，平均每宗约96两，与140两在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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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估计，在1725年至1850年期间，

平均每年约有500万根木材运抵南京。在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木材运输

的峰值达到600万至700万根。我们使用该运量规模（而非具体的数额）作为

可靠的估值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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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九江关木税的估算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5。

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第89页；江西巡抚钱臻在

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二十七日的奏折，转引自廖声丰：《清代常关与

区域经济研究》，第122页。

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第87页。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122页。

九江关除征收船税外，还就盐、茶和竹木等征收商业税。 18世纪50年

代，九江关的税收平均每年为40万两。18世纪80年代中期增加了70%以上，达

到74万两。19世纪上半叶逐渐减少，在50万两至60万两之间波动。18世纪50

年代、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证据表明，在正常年份，盐船的数量在1200艘至

1300艘左右波动，产生的关税收入为13万至15万两，其中包括盐船税、盐税

和返程盐船所载商品税。 18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料显示，九江关每年从4.5

万至6万多艘船征收的船税（盐船税除外）约为20万两，约占九江关税收的

40%至55%。 1818年，江西巡抚钱臻的奏折揭示了九江关的年均54万两税收

的构成：彼时，九江关过往船只已达9万艘，船税30万两，占总收入的55%，

盐税15万两，茶税及其他杂税约1万两；其余的是木税，在8万两左右浮动。

这些统计基于倪玉平所引用的奏折，见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

第88—96页。

根据九江关监督的奏疏，盐税和茶税都非常稳定，而过往船只和簰筏的

数量变化总是被认为是税收波动的原因。从1796年到1850年，有38次税收比

往年减少或低于正额的情况。按照惯例，官员们在他们的奏章中对税收减少

作出解释，其中有32次的情况都有解释记录。在列出的理由中，过关的船只

较少（通常是由于不利的价格趋势或自然灾害阻碍了区域间的贸易）被提及

19次；过关的簰筏较少（多是由于上游供应不足抑或下游需求低迷）被提及

20次；将盐作为解释理由只出现过3次，其中两次还是作为前两种理由的补

充。 

基于这些信息，我采用以下策略来估算1757年至1850年九江关的木税

（没有关于1757年以前九江关税收构成的史料）。首先，我假设盐税和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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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0年到1850年一直保持在16万两。其次，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船税数额

已知的几年里，我把总税收的剩余部分算作木税。这些年份的木税估值应该

相对准确地反映了18世纪中期的情况。从1770年到1850年，我假设船税占总

收入的55%，盐税和茶叶税保持在16万两，剩余部分算作木税。

然后我根据上述奏折中的描述信息调整木税估值。具体来说，在某一

年，如果官员给出的税收减少的原因既包括船税也包括木税，那么按以上方

法估计出的木税保持不变。如果官员给出的关税减少的解释只提及过关船只

较少，那么木税估值如果低于前一年的估值，则调整为与前一年持平。如果

官员给出的唯一理由是过关木簰减少，那么我假设今年的船税与前一年的船

税估值相同，再相应地调整木税估值。并且我会使用奏折中偶尔提到关于木

税与前一年相比减少规模的信息。

例如，使用一般方法估算的1823年木税为100731两。1823年的税关总税

收比1822年减少了约5000两。奏折中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洪水，江南地区的木

材需求减少，而没有提到船税的问题。因此，我认为1823年的船税与1822年

大致相同，估计为321510两（占1822年总税收584565两的55%）。然后在1823

年的总税收579403两中，减去船税估值321510两和盐茶税160000两，由此估

算出1823年的木税为97892两。如果没有其他材料，这将是1823年的木税估

值。但在这个例子中，奏折中报称此次的木税比前一年减少了2万两左右。

1822年木税估值减去2万两后是83054两，比估测的97892两低。因此，1823年

的木税最终估计为83054两。

1780年的一项间接证据支持了上述估算方法。我对1780年和1781年九江

关的木税估值分别为131489两和149201两。1780年江西巡抚郝硕的一份奏折

显示，1780年关期（1779年农历四月至1780年农历四月），九江关的姑塘分

关对从江西运来的木材征收的木税达82364两。这被认为是非常低的。事实

上，郝硕提到，仅1780年农历五六月间，姑塘征收的木税就已达95223两，而

且他对1781年的税收表示乐观。姑塘只课江西的木材，湖南和其他长江上游

地区的木材在九江总关纳税。这两年间，征税范围只覆盖西湖木的辰关的木

税分别为14611两和16473两。荆关的木税，征收自湖北和四川的木材，分别

为10211两和14065两。比较这些数字（并考虑到东湖木没有计算在内），将

九江关的木税估计为131489两和149201两似乎是合理的。此外，对19世纪最

初20年的估算也符合钱臻1818年的描述，即木税平均每年为8万两。图2.1显

示了1757年至1850年九江关的木税估值，以及龙江关和芜湖关两处税关的总

税收（包括但不限于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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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关于土地契约分析方法的说明

本书第三章以黔东南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千余份林契为基础进行了分析。

此前，中国和日本学者基于历史文献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清水江下游及

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地方社会、民族志、造林技术、契约实践、

市场、地方官府和国家参与等进行了大量“深描”，我从中获益良多。[1]对

木材种植业来说，张应强和相原佳之的研究尤其有助于理解分股和契约交易

中涉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贡献，或者说对广泛意义上

契约和土地制度研究的贡献，建立在整合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一种是

精读和分析史料文本，另一种是系统性统计分析大量同质性数据。在这里，

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并驾齐驱，更是相辅相成。

契约文书的标题，无论是文书的原始名目，还是出版编纂者给出的标题

或名目，往往具有误导性、不相关，甚至是错误的。因此，要理解这些合同

所涉及的复杂经济关系，就需要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分类处理。这种细致分析

大量样本所得出的分类名目，是我设计和搭建数据库的基础，所有的契约样

本都再次根据分类原则进行审查和编码。这样一来，数据库的变量不是预先

设定的，而是基于大量文本的分析和试错来确定的，这使我能够有效地使用

统计数据来支持我对于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变化模式的论证，尽管是非常基础

的统计数据。我尤其要提醒大家不要在没有仔细分析足够数量的单个文档的

情况下匆忙确定变量收集数据，这种疏忽通常会导致统计结果具有误导性或

并不能真正揭露重要的历史变化。文本分析揭示了契约的内部逻辑，并告知

我们应该追踪的变量类型，而统计分析使我们能够超越对个例的描述，从而

揭示变化的时间和空间模式。

在同一研究中将分类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是可行且有益的，尽管随着

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日益分离，这种方法在经济史领域已经越来越

少见。这种方法使系统研究土地契约成为可能，土地契约是研究中国史的丰

富史料，但系统地分析具有挑战性。国内的学术机构最近发现、收集和出版

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本书所使用的清水江文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基于历史

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和学术合作的模式对于数字化、信息共享和更有效地使用

海量资料至关重要。

[1]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

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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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中心的研究》；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貴州省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林業

経 の一側面』；唐立：『清水流域の苗族が植林を開始するで——林業経

へと駆り立てた諸要因』；岸本美緒：『貴州の山林契約文書と徽州の山林

契約文書』；武內房司（Takeuchi Fusaji）：『鳴神と鳴官のあい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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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

安澜会馆

B

柏木帮

白契

帮

帮行

包告

保甲

包头

坌处

布兰泰

不毛

补熙

C

漕运

差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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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关

陈姓公山

成林

辰州

抽分局

D

大扒

大半资于木植

大股

当江

单两码

大钱码

顶帖

地主股

东湖木

E

额木

额外盈余

F

飞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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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码

分成合同

封禁

风水林

分山合同

G

改土归流

赣关

各贸各差

公山

公所

工头

股

广厚

广木

官山

官私牙人

卦治

郭明珠

郭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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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塘

H

郝硕

红契

候潮门

荒地

皇木

花旗松

会

会馆

徽商木业公所

护木

火耗

J

加级

架木

剪元吉

姜映辉

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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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议之质

脚

景安

经纪

祭祀会

九江关

K

坎青山

课商木业公所

L

李拔

李道远

两

两湖会馆

龙江关

龙泉码

庐坑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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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木

买平水

卖山场

卖山场杉木

茅坪

马尾松

苗木

民地

木厘局

木先生

木行

木行公会

木号

木兰围场

木牙

木业学堂

N

南关沙地

楠木

南市马路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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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木商公所

南台先生

南新关

南岳宫会

年例木植

P

扒竿

棚民

平扒

平鳌

拼买

Q

钱庄

七八九码

钦定盈余

清白字

青柳

清明会

钦工例木

青山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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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佃栽

R

冉度敢

认捐

S

三帮五勷

沙粮捐

杉

杉槁

上新河

山客

杉木

杉木帮

双两码

水客

水眼

T

滩尺

条理

铜斤水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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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皮槁

屯田

土司

W

王柔

王寨

桅木

文斗

芜湖工关

吴头楚尾

无主

X

小股

小钱码

写帖

西湖木

西新关

Y

牙行

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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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绂

养廉银

盐商木客

以竹木簰把为大宗

一家货

盈余

银两

银元

渝关

Z

栽手股

诈欺官司取财

浙东木业公所

正额

震巽木商公所

折算添补

中钱码

种粟栽杉

子木

邹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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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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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r, Cunninghamia lanceolata杉木：age—diameter pattern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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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21，174；Anthropocene concept“人类世”概念，175；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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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ization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环境影响，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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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rs and brokers in苗族商人与牙人，37，134—137；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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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 Prefecture徽州府：distribution center in集散中心，126；

and Hangzhou timber market与杭州木材市场，22，123；lineage tr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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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in林业管理实践，10，110；grain tributes from漕粮，42；Han

settlement in汉人聚居区，22，25；Lijin tax stations in厘金局，152；

quota for licensed timber brokerages in牙行数额，120；sha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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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茶与其他行业的牙行，124—125；木材贸易的牙行，119—125，134—

137。亦见帮；商人组织；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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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jiang Guan custom station龙江关：as a board of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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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61；and chambers of commerce商会，164，169；collective

taxation arrangement捐，128，140—141，142—143，151，152，15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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